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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面临巨大挑战,到21世纪中叶人口远 超90亿,不仅要养活人口、提供生计,还要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对资源基础造成的严重影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推动世界走上可持续和具有抵御力的道路且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提供了一种独特、革新和综合性的方式。
粮食和农业是实现全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 键,其中多个目标与渔业和水产养殖直接相关,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公众和政界关注的推动下,联合国于2017年6月在纽约召开了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高级别海洋会议。会议召开后不久,联合国即任命来自斐济的彼得•汤姆森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并启动“海洋行动社区”倡议以跟进和推动海洋会议期间提出和宣布的1400多项自愿承诺。
自《201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发布以来,多数国际讨论都以全球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大背景。我要着重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14所提出到2020年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具体目标。2016年6月5日,《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定》(《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 (《全球记录》)第一个可操作版本于2017年启动; 《全球记录》是提供来自国家主管部门认证船舶数据的分阶段和合作性全球倡议。针对用于商业目的 野生捕捞鱼品的《粮农组织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于2017年7月获批,帮助预防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及其有害影响的《粮农组织渔具标识准则》将提交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2018年例会批准。《港口国措施协定》、《全球记录》及上述自愿准则的成功实施将成为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转 折点,推动海洋生物资源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 《巴黎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自此之后广泛 融入海洋相关国际话题。该协定旨在将本世纪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远低于比前工业化时期高出2℃的水平以内,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和消除饥饿的基础重要性。作为《气候公约》海洋行动议程的共同牵头机构,粮农组织加强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背景下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所发挥不可或缺作用的认识,以支持实现《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COP 23) 上通过的“科罗尼维亚农业联合工作”。
《201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突出了渔业和水产养殖对亿万民众的食物、营养和就业的至关重要性,其中很多人还在艰难地维持着基本生计。由于捕捞渔业产量相对稳定、浪费减少且水产养殖 规模持续增长,2016年渔业总产量创下1.71亿吨的历史新高,其中88%供人类直接消费。高产量导致2016年人均消费量打破记录,高达20.3千克。自1961年起, 世界渔业消费量就保持着两倍于人口增速的年增速, 说明渔业部门对于实现粮农组织打造无饥饿和无营养不良世界的目标至关重要。尽管水产养殖年增速近 年来有所下降,但一些国家仍实现了显著增长,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该部门对经济增长和抗击贫困的贡 献不断增加。2017年,强劲的增长和价格提升使鱼品出口额达到1520亿美元,其中54%来自发展中国家。
然而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并非没有挑战,其中包括需要降低超出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捕捞百分比(目前为33.1%);确保成功应对生物安全和动物疫病挑战;以及保持完整精确的国家统计数据以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对上述及其他挑战, 粮农组织“蓝色增长倡议”应运而生,采取创新、综合和多部门水生资源管理方法,实现海洋、内陆水域和湿地所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最大化,同时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是针对渔业提供技术洞见和事实性信息的唯一此类出版物,而人们日益认识到渔业对于实现社会成功尤为关键。除阐 述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主要趋势和规律外,本版报告还审视了实现未来水生资源可持续管理所需关注的新出现和即将出现的领域,包括通过区域性渔业机构开展合作和区块链等技术进步,确保在交付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我们不仅建立更加公平、不 让任何人掉队的社会,同时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的根本原因。
此前版本互联网日浏览量超过1500次。我希望本版报告可在浏览量和质量方面产生同等影响,为协力应对21世纪挑战做出宝贵贡献。

《201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工作于2017年1月启动,为期18个月。由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 工作人员和全组织交流办公室一名代表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在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政策及资源司司长主持下定期召开会议,规划报告内容和架构、细化术语并审议进展。
本报告基本沿用此前版本架构并做一定调整:第2部分(此前为“若干问题”)强调粮农组织在重点主题 领域的工作和立场;第3部分(此前为“特别研究要点”)更名以聚焦伙伴关系正在开展的工作;第4部分不仅涉及预测(展望),还涵盖新问题。第1部分全球概述延续以往格式和流程。
2017年4月,渔业部工作人员受邀确定第2、3、4部分适当议题和内容,编辑委员会整理并细化提纲。最终,渔业部包括总部和权力下放人员在内的几乎所有官员均参与了从规划到审议的全过程。约75名粮农组织作者(多位作者参与多个章节撰写)和多名外部作者参与撰稿(见“致谢”)。
2017年夏,第2至第4部分摘要在所有主要作者意见建议基础上编写完成并根据编辑委员会反馈进行修 订。摘要文件于2017年9月初提交渔业及水产养殖部管理层和粮农组织气候及自然资源副总干事批准。摘要 文件为指导作者起草本出版物提供了蓝图。
第2至第4部分于2017年9-12月起草并进行语言和技术内容编辑,2018年1月提交粮农组织渔业部及水产养殖管理层、三位捕捞渔业、水产养殖、贸易和市场准入领域的外部专家以及编辑委员会审议。
第1部分全球概述基于粮农组织官方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为体现现有最新统计数据,该部分在2018年3月各主题数据库年度关闭后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而起草(详情见第1部分“概述”)。统计数据通过 已建立的机制来实现,从而确保获取现有最佳信息,该机制包括帮助各成员国加强能力,按照国际标准以及严格的整理、修改和验证程序来收集和提交数据。在没有国家报告情况下,粮农组织可根据从其他来源或采 用标准方法获取的最佳数据进行估算。
草案提交粮农组织其他部门和区域办事处征求意见,草案最终稿提交粮农组织气候和自然资源副总干事办公室以及粮农组织总干事办公室批准。
《201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在Manuel Barange的总体指导下由及其领导下的编辑委员会完成。编辑委员 会成员包括:Jacqueline Alder、Uwe Barg、Simon Funge-Smith、Piero Mannini、Marc Taconet和Julian Pl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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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Tarûb Bahri(主要作者)、Uwe Barg、Esther Garrido Gamarro、Pingguo He、Joanna Toole 社会问题:Uwe Barg(主要作者)、Mariaeleonora D’Andrea、Yvette Diei-Ouadi、Alejandro Flores、Nicole Franz、Jennifer Gee、Daniela C. Kalikoski、Felix Marttin、Florence Poulain、Susana Siar、Margaret Vidar、Sisay Yeshanew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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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B 非洲开发银行
AIS 自动识别系统
ALDFG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
APFIC 亚太渔业委员会
AqGR 水生遗传资源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CAMLR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RF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CDS 渔获登记制度
CGRFA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FI 渔业委员会
COP 缔约方大会
COREP 几内亚湾区域渔业委员会
CPUE 单位渔获量
CSA 气候智能型农业
CSO 民间社会组织
CWP 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
DOALOS 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EAA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EAF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EEZ 专属经济区
EU 欧洲联盟
FCWC 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
FIRMS 渔业和资源监测系统
GAP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行动计划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ESAMP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GFCM 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GRSF 全球种群和渔业记录
GSSI 全球可持续海产品倡议
HCES 家庭消费和支出调查
HLPF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ICCAT 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OC 印度洋委员会
IOTC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UU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IFDC 低收入缺粮国
LOA 全长
MCS 监测、控制和监督
MPA 海洋保护区
MSP 海洋空间规划
MSY 最大可持续产量
NACA 亚洲及太平洋水产中心网
NAP 国家适应计划
NCD 非传染性疾病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ei 未纳入别处
NGO 非政府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SPESCA 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
PSMA 《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定》
RECOFI 区域渔业委员会
RFB 区域渔业机构
RFMO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OPME 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织
RSN 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AFDEC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SF Guidelines 《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SWIOFC 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
UN 联合国
UNCED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UNCLOS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TAD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DG 联合国发展集团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IOC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VGGT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VMS 渔船监测系统
WAPI 世界水产养殖绩效指标
WECAFC 中西部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年议程》)描绘了一个更加公平、和平且不让任何人掉队的世界的愿景。《2030年议程》还提出渔业和水产养殖助力粮食安全及营养并在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框架下以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的目标(粮农组织,1995年)。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可持续性的差距;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依存度增加且发展中国家管理和治理能力薄弱。为弥合差距并逐步实现《2030年议程》确立的恢复过度捕捞种群的目标,国际社会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掘自身渔业和水产养殖潜力。
2016年,全球鱼类1 产量达到约1.71亿吨峰值,水产养殖占总产量的47%,如扣除非食用(包括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产量,则水产养殖占总产量的53%。2016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初次销售总额约为3620亿美元,其中水产养殖产量占2320亿美元。捕捞渔业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相对稳定,水产养殖产量支撑着供人类消费鱼品供应量的持续显著增长(图1)。1961-2016年间,全球食用鱼品2 消费量年均增速(3.2%)超过人口增速(1.6%)(图2), 也高于全部陆生动物肉类消费量增速(2.8%)。从人均上来看,食用鱼品消费量从1961年的9.0千克增加到2015年的20.2千克,年均增长约1.5%。初步评估显示,2016年和2017年食用鱼品消费量分别进一步增加至约20.3千克和20.5千克。消费量增加不仅由产量增加所驱动,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如损耗减少。2015年,鱼类约占全球人口动物蛋白消费量的17%。此外,鱼类提供了约32亿人口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近20%。发展中国家人口尽管鱼品消费量相对处于低水平,但其鱼蛋白在膳食中所占比重高于发达国家。若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尤其是大洋洲,人均鱼品消费量最高,超过50千克;而中亚国家,尤其是若干内陆国家,人均鱼品消费量最低, 略高于2千克。
2016年,全球捕捞渔业产量为9090万吨,略低于此前两年(表1)。3 海洋和内陆水域渔业分别占全球渔业的87.2%和12.8%。
2016年,世界海洋捕捞总量为7930万吨,较2015年的8120万吨减少了近200万吨。通常数量多但受厄尔尼诺影响波动大的秘鲁和智利的秘鲁鳀渔获量占上述降幅的110万吨;2015-2016年,其他主要国家和物种(尤其是头足纲)渔获量也有所下降。目前产量居世界首位的中国2016年海洋总渔获量保持稳定,但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中纳入逐渐减少渔获量政策,将导致未来几年渔获量大幅减少。



与2014年相同,阿拉斯加鳕于2016年再次超过秘鲁鳀成为渔获量最高的物种,渔获量达到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但2017年初步数据显示秘鲁鳀渔获量显著恢复。鲣渔获量连续七年排名第三。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渔获量2014年达到峰值后基本稳定在750万吨左右。头足纲渔获量自2010年连续增长五年后于2015年趋于稳定,但2016年下滑,因为三大鱿鱼物种渔获量总计减少120万吨。其他软体动物群体捕捞产量更早即开始下降:牡蛎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蛤20世纪80年代末、贻贝20世纪90年代初、扇贝2012年。相比之下,2016年,价值最高且产量大的物种群体(龙虾、腹足纲、螃蟹和虾)渔获量创新高。
西北太平洋仍是迄今为止最多产的捕捞区域,2016年渔获量为2240万吨,略高于2015年,较2005-2014年平均值高7.7%。所有其他温带区域渔获量多年来呈下降趋势,唯一例外是东北太平洋;得益于阿拉斯加鳕、太平洋鳕和北太平洋梭鳕渔获量良好,该区域2016年渔获量高于2005-2014年平均值。西南大西洋和西南太平洋近期渔获量下降是由于远洋捕捞国家大幅减少了渔获量。与温带区域以及渔获量年际变化大的涌升区域相比,热带区域产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因为大型(主要是金枪鱼)和小型远洋物种渔获量持续增加。
2016年,世界内陆水域捕捞渔业产量为1160万吨,占海洋和内陆水域总渔获量的12.8%。2016年, 全球内陆水域渔获量较上一年增加2.0%,较2005-2014年平均值增加10.5%,但该结果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渔获量增加可能部分得益于国家层面数据收集和评估有所改进。16个国家占内陆渔业渔获量的近80%,主要在亚洲;亚洲内陆渔业渔获物是许多当地社区主要食物来源。内陆渔业渔获物也是若干非洲国家重要食物来源,非洲占全球内陆渔业渔获量的25%。
水产养殖尽管不再延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高年增速(分别为11.3%和10.0%,不含水生植物),但增速仍高于其他主要食品生产部门。2000-2016年,年均增速下降至5.8%,尽管2006-2010年, 少数个别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仍然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016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包括8000万吨食用鱼、3010万吨水生植物和3.79万吨非食用产品。养殖食用鱼类产量包括5410万吨鳍鱼、1710万吨软体动物、790万吨甲壳类和93.85万吨其他水生动物。作为2016年养殖食用鱼类主产国,中国自1991年以来产量一直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产量之和。2016年, 其他主产国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埃及和挪威。养殖水生植物主要是海藻和少量微藻。2016年,中国和印度是水生植物主产国。
投喂性水生动物品种养殖比无需投喂性品种发展更快,尽管无需投喂性品种养殖量持续扩大。2016年,无需投喂性品种总产量攀升至2440万吨(占养殖食用鱼总产量的30%),其中包括880万吨内陆水域中养殖的滤食性鳍鱼(主要为鲢鱼和鳙鱼)以及1560万吨水生无脊椎动物(主要为在海洋、泻湖和沿海池塘中养殖的海洋双壳软体动物)。海洋双壳类和海藻有时也称为获取性物种;获取性物种可通过去除废物(包括投喂性物种产生的废物) 并降低水中养分负荷改善环境。在水产养殖发展中,鼓励在同一海水养殖站场同时养殖获取性和投喂性品种。2016年,获取性物种产量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49.5%。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约5960万人在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从事(全职、兼职或临时性)工作;1930万人在水产养殖部门工作,4030万人在捕捞渔业中工作。据估计,近14%的从业人员为女性。1995-2010年,初级部门总从业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由于估算程序改进),随后趋于稳定。捕捞渔业从业人数占比从1990年的83%下降到2016年的68%,而水产养殖从业人数占比相应从17%增加到32%。2016年,全球85%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口在亚洲,其次是非洲(10%)、拉丁美洲及加勒比(4%)。水产养殖从业者主要集中在亚洲(占水产养殖总从业人数的96%),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和非洲。
2016年,世界渔船(从小型无甲板非机动船只到大型先进工业化船舶)总数约为460万艘,与2014年持平。亚洲渔船数量最多,共计350万艘,占全球渔船总数的75%。2016年,世界约86%的机动渔船属于全长(LOA)不足12米的渔船类别,其中绝大多数为无甲板船,且这些小型船在各区域均占据主导。2016年,由发动机驱动的渔船估计为280万艘,占渔船总数的61%,与2014年数量持平。所有机动渔船中仅有约2%的渔船全长达到或超过24米(总吨位[GT]基本大于100吨);这些大型船舶在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所占比例最大。据粮农组织估计,2016年,世界范围内约4.46万艘渔船全长至少达到24米。
粮农组织对所评估海洋鱼类种群开展的监测显示,海洋渔业资源状况持续恶化。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的海洋鱼类种群比例呈下降趋势,从1974年的90%下降到2015年的66.9%。相比之下,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鱼类种群比例从1974年的10% 增加到2015年的33.1%,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增幅最大。2015年,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的鱼类种群(此前称为充分捕捞种群)占总评估种群的59.9%,未充分捕捞种群占7.0%。未充分捕捞的鱼类种群比例从1974年到2015年持续下降,而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的种群比例从1974年到1989年下降,然后在2015年回升至59.9%,部分由于进一步采取了管理措施。
2015年,在16个主要统计区域中,地中海和黑海、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在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鱼类种群占所评估种群比例最高,而中东太平洋、东北太平洋、西北太平洋、中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该比例最低。2015年,市面上主要金枪鱼物种中,约43%的种群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57% 的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过度捕捞种群持续存在成为主要关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包括一项关于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捕捞、在尽可能短时间内将种群数量恢复至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MSY)水平的具体目标(14.4)。然而,世界渔业似乎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建目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的33.1%的种群,因为重建需要时间,而所需时间通常为物种生命周期的2-3倍。
尽管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种群百分比持续增加,但某些区域确实取得了进展。例如, 美国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的种群比例从2005年的53%增加到2016年的74%;澳大利亚该比例从2004年的27%增加到2015年的69%。在东北大西洋和邻近海域,捕捞死亡率低于维持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捕捞死亡率的种群百分比从2003年的34%增加到2015年的60%。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将需要发达和发展中世界建立有效伙伴关系,尤其是在政策协调、资金和人力资源筹措以及先进技术应用方面。经验证明,重建过度捕捞种群可增加产量并带来巨大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2016年,1.71亿吨鱼类总产量中约88%(超过1.51亿吨)直接用于人类消费;该比例在最近数十年显著增加。占总产量12%的非食品用途鱼类中绝大部分(约2000万吨)化为鱼粉和鱼油。鲜活或冷藏通常是最受欢迎和价格最高的鱼品形式,在直接供人类消费鱼品中占最大比重(2016年占45%),其次是冷冻(31%)。尽管鱼类加工和流通做法不断完善, 在上岸与消费之间的损失或浪费仍占上岸鱼品的27%左右。
鱼粉产量于1994年达到峰值3000万吨(鲜重当量),此后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利用鱼副产品生产的鱼粉比重不断增加,而此前这些鱼副产品通常被浪费掉。据估计,副产品对鱼粉和鱼油总产量的贡献率约为25-35%。鱼粉和鱼油仍被视为养殖鱼类饲料中营养最丰富、消化率最高的成分,但由于鱼粉和鱼油被更为选择性地加以应用,其在水产养殖配合饲料中的添加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鱼和渔产品是当今世界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产品之一。2016年,全球鱼类产量中约35%以供人类消费或非食用形式进入国际贸易。2016年,鱼和鱼产品 (鲜重当量)总出口量为6000万吨,较1976年增加245%。同期,世界鱼和鱼产品贸易额也大幅增加,出口额从1976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430亿美元。过去40年,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区域贸易协定成为主要驱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起,鱼品贸易区域化趋势明显,区域内贸易量增速高于区域外贸易量增速。2016年,贸易较上一年增加7%;2017年,经济增长刺激需求并推高价格,使全球鱼品出口额增加约7%,达到约1520亿美元峰值。
中国是鱼类主产国且2002年以来一直是最大鱼和鱼产品出口国,尽管较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增速放缓。2016年仅次于中国的主要出口国是挪威、越南和泰国。欧盟(EU)是鱼和鱼产品的最大单一市场,其次是美国和日本;2016年,该三大市场共计约占世界鱼和鱼产品总进口额的64%。2016-2017年, 由于经济基本面走强,三大市场鱼类进口均增加。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编制工作高度依赖于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粮农组织是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唯一来源。统计数据在不同数据集(捕捞和水产养殖生产、种群状况、鱼类商品生产和贸易、渔民和渔农、渔船以及表观鱼品消费量)中构建并通过不同格式和工具向外部用户提供。4 粮农组织建立一系列机制确保各国根据国际标准提交现有最佳信息。数据随后统一通过直接(如通过食物平衡表)或间接(如使用消费调查)方式进行认真整理、修改和验证。在没有国家报告情况下(本出版物第1部分若干章节均提出这种关切),粮农组织可根据从其他来源获取的最佳数据或采用标准方法进行估算,或简单地重复使用此前数值,这也会降低统计数据准确性。完整、准确和及时的国家统计数据对于开展渔业和水产养殖监测工作尤为关键,有助于支撑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政策制定及实施,衡量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进展。本出版物着重强调各国根据粮农组织成员义务向粮农组织报告渔业和水产养殖数据的重要性,粮农组织将继续提升各国数据收集能力。
粮农组织捕捞渔业数据库显示,2016年全球捕捞渔业总产量为9090万吨,较前两年有所下降(见上文“概述”表1)。下文分别阐述占全球总渔获量87.2%和12.8%的海洋和内陆水域渔获量趋势。
国家报告是维持和更新粮农组织捕捞渔业数据库的主要(尽管非唯一)数据来源。因此,统计数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收集并提供给粮农组织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提升粮农组织全球数据库总体质量,必须完善国家数据收集系统,生成能够支持国家和区域层面政策及管理决策的更优质信息(粮农组织,2002;见第2部分“粮农组织为改进捕捞渔业数据质量和用途所采取的方法”)。遗憾的是,过去两年,不报告国家年度占比从20%增加到29%。因此,粮农组织不得不对更多数据进行估算。各国合理重视渔获量统计数据收集和提交工作至关重要,以确保数据较为完整的时间序列。
粮农组织继续支持国家数据收集系统提升项目,包括实施基于扎实统计分析、涵盖此前未取样渔业分部门以及推动上岸点取样标准化的取样计划。粮农组织深知,在许多情况下,更新系统可增加登记和报告渔获量,对国家趋势造成明显干扰 (Garibaldi,2012;粮农组织,2016c,第16页)。该问题难以解决,但粮农组织尝试尽可能与国家办事处合作,通过对数据库中渔获量统计数据进行逆向修订最大程度地减轻影响。尽管数据收集系统的完善对某些国家趋势造成影响,但由于粮农组织捕捞渔业数据库中国家和地区数量众多(超过230个), 即使重大修订(如针对缅甸的情况;详见下文)也未改变全球趋势。
2015年世界海洋总渔获量为8120万吨,2016年为7930万吨,下降了近200万吨。通常数量多但受厄尔尼诺影响波动大的秘鲁和智利的秘鲁鳀 (Engraulis ringens)渔获量在上述降幅中占110万吨;2015-2016年,其他主要国家和物种(尤其是头足纲)渔获量也有所下降(表2和3)。25个主产国渔获量降幅占总降幅的64%,其余170个国家仅占总降幅的37%。
目前产量居世界首位的中国2016年海洋总渔获量保持稳定,但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中纳入逐渐减少渔获量政策,将导致未来几年渔获量大幅减少,预计到2020年渔获量将减少超过500万吨(见第4部分“展望”下插文31)。
2016年,中国报告“远洋渔业”渔获量约为200万吨,但仅就在中国销售的渔获量(约占远洋捕捞总渔获量的24%)提供了物种和捕捞区域详情。因缺少信息,其余150万吨列入粮农组织数据库捕捞区域61西北太平洋“海洋渔业[未纳入别处]”项下,因此该区域渔获量可能被夸大。因此中国大量远洋捕捞渔获量已列入粮农组织数据库,尽管部分未列入准确的捕捞区域项下且未具体到物种水平。
从2015年数据开始并回溯至2006年,粮农组织根据结构性数据大幅调低了缅甸海洋和内陆渔获量;结构性数据比根据目标水平得出的官方渔获量统计数据更可靠。修订前,缅甸是第九大海洋捕捞主产国;而目前位列第17名。粮农组织自2009年起一直质疑该国数据;因为,2009年缅甸报告的海洋捕捞渔获量年均增长率超过8%,而2008年热带风暴“纳尔吉斯”使该国遭遇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严重自然灾害。粮农组织正在实施项目以改进缅甸仰光地区渔业数据收集工作。如取得成功,则相关方法可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与2 014年相同,阿拉斯加鳕(Theragra chalcogramma)于2016年再次超过秘鲁鳀成为渔获量最高的物种(表3),渔获量达到自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2017年初步数据显示秘鲁鳀渔获量显著恢复。鲣(Katsuwonus pelami)渔获量连续七年排名第三。



头足纲渔获量自2010年连续增长五年后于2015年趋于稳定但2016年下滑。2015-2016年,三大鱿鱼物种(美洲大赤鱿(Dosidicus gigas)、阿根廷鱿 (Illex argentinus)和太平洋褶柔鱼(Todarodes pacificus)渔获量分别减少26%、86%和34%,总计减少120万吨。
其他软体动物群体捕捞产量更早即开始下降 (牡蛎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蛤20世纪80年代末、贻贝20世纪90年代初),扇贝渔获量于2011年达到峰值此后下降了1/3。双壳类物种群体渔获量下降趋势可归因于海洋环境污染和退化以及某些物种的养殖产品受到青睐。
所有价值最高且产量大的物种群体(龙虾、腹足纲、螃蟹和虾,各群体平均价值估计为3800-8800美元/吨)2016年渔获量创新高。尽管其历史渔获量趋势出现几次年度起伏,但上升轨迹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图3)。但很难说上述积极趋势是由生态或/和经济(如捕捞业更加关注高价值物种)原因引起以及上述增长是否长期可持续。
在虾类中,阿根廷红虾(Pleoticus muelleri) 2016年表现仍然突出。在《201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粮农组织,2012d,第21-22页)中,该物种丰度波动明显;因为渔获量于2005年大幅下降后,恢复并超过此前峰值,这部分得益于国家主管部门实施的管理措施。阿根廷红虾(Pleoticus muelleri)渔获量于2012年小幅下降后,一直以年均22%的速度增加,并于2016年达到2011年渔获量的两倍。
价格更低的中上水层小型鱼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在其他国家则主要加工成鱼粉和鱼油)渔获量较为稳定,表3所列13种中上水层小型鱼类年均总渔获量约为1500万吨。根据科学文献中广泛采用的分类,此前归类为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的大西洋区域渔获量目前归类为大西洋科利鲭(Scomber colias)。
金枪鱼和类金枪鱼渔获量2014年达到峰值后基本稳定在750万吨左右。少数物种(鲣、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和大眼金枪鱼(Thunnus obesus)以及鲅(Scomberomorus spp.)约占该群体渔获量的75%。
过去20年,粮农组织努力改进“鲨鱼、鳐鱼、银鲛”组分类。目前,粮农组织数据库涵盖该组中180个物种,但板鳃亚纲多数渔获量仍未在物种层面报告,主要因为许多亚洲捕捞大国仅报告未确定类别的鲨鱼和鳐鱼渔获量或针对该组不报告任何统计数据。板鳃亚纲总渔获量自2005年以来相对稳定,介于70-80万吨之间。
过去两年(具备数据)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渔获量统计数据以及2005-2014年平均值列于表4。如将捕捞区域大致分为三大类则可发现明显趋势 (图4):
温带区域(区域21、27、37、41、61、67和81);
热带区域(区域31、51、57和71);
涌升区域(区域34、47、77和87)。
温带区域渔获量于1988年和1997年两次达到约4500万吨峰值后,于2009年下降至3700万吨,但随后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恢复至4050万吨和3890万吨。但该反弹可归因于中国在区域61西北太平洋海洋捕捞渔获量;如上所述,其中大部分是包含其他区域所捕鱼类的远洋渔获量。
所有其他温带区域多年来呈下降趋势,唯一例外是区域67东北太平洋;得益于鳕形目物种渔获量良好(阿拉斯加鳕、太平洋鳕[Gadus microcephalus] 和北太平洋梭鳕[Merluccius productus]),该区域2016年渔获量高于2005-0214年平均值。
区域41西南大西洋和区域81西南太平洋近期渔获量下降是由于目标锁定西南大西洋头足纲和西南太平洋各物种的远洋渔业国大幅减少了渔获量。在区域27东北大西洋,欧盟各国渔获量2015年增加了4.4%,但2016年减少了6.7%,尽管欧盟自2015年1月起开始实施消除丢弃物的上岸义务;这项措施原本预期可增加记录的渔获量。但欧盟委员会近期表示(Vella,2017),欧盟渔船经济表现显著提升,利润正在增加。


图4中最显而易见的是热带区域渔获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与主要由发达国家从事捕捞的温带水域情况不同,在多数处于热带地区的捕捞区域,大型 (主要为金枪鱼)和小型远洋物种渔获量持续增加。区域31中西大西洋渔获量于2016年超过了150万吨,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区域31总捕捞产量的1/3以上为美国捕捞的大鳞油鲱 (Brevoortia patronus);大鳞油鲱是供加工成鱼粉和鱼油的鲱鱼物种。
西印度洋(区域51)和东印度洋(区域57)捕捞产量于2016年达到峰值。两区域渔获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稳步增加,仅在21世纪初期和中期受到抑制。过去十年,小型远洋鱼、沿海鱼和虾是印度洋产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力;金枪鱼群体渔获量自2012年起稳定在约160-180万吨。
相比之下,区域71中西太平洋持续增产主要得益于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仅鲣的渔获量自2012年起就稳定在160万吨以上。该区域近年来小型远洋鱼产量呈下降趋势。遗憾的是,列入“海洋鱼类”的情况不详的渔获量仍然占该区域以及区域57东印度洋渔获量的1/4以上。
涌升区域渔获量年度波动大。其合并趋势轨迹 (图4)受区域87东南太平洋渔获量的巨大影响;东南太平洋厄尔尼诺海洋条件极大地影响秘鲁鳀丰度。
远洋捕捞国历史上在非洲西海岸两个涌升区开展捕捞(区域34中东大西洋和区域47东南大西洋),但其占总渔获量的比例持续下降(区域34从1977年的57.5%下降至2016年的16.9%;区域47从1978年的65.3%下降至2016年的6.4%),这意味着沿海国和当地人口鱼类占有量更多。两区域总体趋势相反: 区域34渔获量达到480万吨峰值,区域47渔获量从1978年峰值逐步减少,尽管过去三年有所回升。
尽管存在年度差异,自2000年起,区域77中东太平洋总渔获量稳定在160-200万吨之间。相比之下,区域87总渔获量(尽管分析未涵盖秘鲁鳀)自1991年峰值后急剧下滑。下滑主要由智利竹荚鱼 (Trachurus murphyi)渔获量下降引起;2016年, 智利竹荚鱼渔获量为40万吨,仅为1995年上岸量的8%。下滑部分由自21世纪起大幅增加的高价值美洲大赤鱿渔获量所补偿。
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是目前南极地区捕捞量最大的物种,渔获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持续增加。自2005年起,小鳞犬牙南极鱼 (Dissostichus eleginoides)渔获量稳定在1.05-1.24万吨。该高价值物种此前是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 (IUU)渔船的主要捕捞对象,其估计渔获量受到抑制,1997年渔获量超过3万吨,而2014年仅不足1500万吨。这体现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所实施管理措施的成效;该委员会通常作为其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典范。
仅俄罗斯联邦(以及此前的苏联)和加拿大 (海洋哺乳动物)于某些年份正式向粮农组织报告了区域18北冰洋的渔获物统计数据,因为毗邻北冰洋可捕捞区域的其他国家可能将来自区域18的少量渔获物计入周边区域。未来数年,北冰洋中部将不会有渔获物,因为2017年底,五个接壤的国家 (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挪威、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以及其他可能捕捞国(中国、冰岛、日本、韩国和欧盟)商定在今后16年禁止开展捕捞活动,以便给科学家留出时间,在捕捞活动大范围展开前, 了解该区域海洋生态情况(以及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Hoag,2017)。
2016年,全球内陆水域总渔获量为1160万吨, 占全球捕捞渔业总产量的12.8%。2016年全球渔获量较上一年增加2.0%,较2005-2014年平均值增加10.5%。但内陆渔业产量持续增加趋势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增加可部分归因于国家层面报告和评估改进,所以可能不完全因为产量增加。报告改进也可能掩盖个别渔业产量下降国家的趋势。
16个国家占内陆渔业渔获量的近80%(表5), 主要在亚洲;亚洲内陆渔业渔获物是许多当地社区关键食物来源。整个亚洲始终占全球内陆渔业产量的2/3(表4)。内陆渔获物对于保障非洲若干国家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非洲占全球渔获量的25%。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占9%。
2014年内陆水域总渔获量已经从《201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16c)中报告的1190万吨调整为1130万吨,因为使用粮农组织估算值替代了缅甸官方统计数据。曾在全球内陆渔业产量中排名第二的缅甸(得益于15%的不可靠的年均增长率), 目前更为现实地排名第四(表5)。

近年来多数主产国渔获量增加,埃及、菲律宾、泰国和乌干达例外。目前作为南美洲主产国的巴西,自2014年起未向粮农组织报告官方渔获量数据,因此其统计数据为估计值。
针对内陆水域主要物种群体,“罗非鱼和其他慈鲷科鱼”组渔获量持续增加,2016年达到160万吨,是2005年渔获量的两倍。“鲤鱼、鲃属鱼和其他鲤科鱼”组2005年渔获量超过了“罗非鱼和其他慈鲷科鱼”,每年稳定在70-80万吨。淡水甲壳类和淡水软体动物渔获量分别于21世纪初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但随后下滑,2010年相对稳定在45万吨和36万吨。
粮农组织正在评价制定内陆渔业评估方法的各项方案;该方法将帮助成员国跟踪主要渔业情况,从而便于开展全球内陆渔业资源监测并制定适当国家政策和管理措施。
2016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包括水生植物)总计1.102亿吨,估测初次销售额为2435亿美元。利用部分主产国最新信息重新估测的初次销售额远高于之前的估测结果。总体而言,粮农组织的水产养殖产量数据比产值数据更为准确可靠。
总产量中包括8000万吨的食用鱼类(价值2316亿美元),3010万吨水生植物(价值117亿美元)(图5), 以及37900吨非食用产品(价值2.146亿美元)。养殖食用鱼类产量包括5410万吨鱼类(价值1385亿美元), 1710万吨软体动物(价值292亿美元),790万吨甲壳类动物(价值571亿美元),以及938 500吨其他水生动物 (价值68亿美元),如龟鳖、海参、海胆、蛙类和可食用海蜇。养殖水生植物包括大部分海藻和产量低出很多的微藻。非食用产品仅包括装饰贝壳和珍珠。
自2000年起,全球水产养殖已不再保持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分别为10.8% 和9.5%)(图6)。尽管如此,水产养殖的增速仍然快于其他主要的食品生产部门。2001至2016年,年均增速下滑至5.8%,但少数国家仍保持两位数增长,2006至2010年非洲表现尤为抢眼。

水产养殖对全球捕捞和养殖总产量的贡献逐步提升,从2000年的25.7%增至2016年的46.8%。若不包括中国,水产养殖占比则由2000年的12.7%上升至2016年的29.6%。在区域层面上,水产养殖占鱼类总产的比重在非洲、美洲和欧洲为17-18%不等, 大洋洲为12.8%。在亚洲(不包括中国),水产养殖在鱼类总产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19.3%上升至2016年的40.6%(图7)。
2016年,37个国家的水产养殖产量高于野生捕捞产量。这些国家分布在除大洋洲之外的所有地区,合计人口总数占全球人口近50%。2016年,在另外22个国家中,水产养殖在国家鱼类总产量中占比不到一半,但超过30%。
约35%至40%的生产国未报告数据,加之部分报告数据有失质量和完整,因而粮农组织无法就全球水产养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提供更为清晰具体的描述。粮农组织在2016参考年仅收到不到120份国家数据报告,占动物类水产品总产量的84.3%(6750万吨,不包括水生植物);若不包括中国,则这一比例还会低很多。粮农组织对未提交产量报告的国家所作的预算产量合计占全球总产量的15.1%(1210万吨)。其余数据是从少数几个未官方响应粮农组织数据召集请求的国家中随机整理的官方统计数据。
全球养殖食用鱼类产量越来越依赖内陆水产养殖,大部分国家的内陆养殖都是淡水环境。在少数国家(如中国和埃及),在土壤条件和水中化学成分不适合种植传统粮食作物或放牧的地区,也用盐碱水养殖适宜的品种。泥塘仍是内陆水产养殖中最为常用的设施,但水道、地面水箱、网栏和网箱也在条件适宜的地区得到了广泛运用。稻田养鱼在保留此种传统的地区仍然非常重要,但在其他地区也正迅速扩张,尤其是在亚洲。



2016年,内陆水产养殖提供了5140万吨食用鱼类,对全球养殖鱼类食品总产量的贡献率为64.2%, 2000年贡献率为57.9%。鱼类养殖仍为内陆水产养殖的主要内容,占到内陆水产养殖总产量的92.5% (4750万吨),从2000年97.2%的水平略有下滑;此种变化反映出其他养殖品种的强劲增长,特别是亚洲内陆水产养殖中的甲壳类,包括对虾、鳌虾和螃蟹 (表6)。内陆水产养殖产量中包括了适应后可在淡水或内陆盐碱水中养殖的部分海洋虾类,如白脚虾。
海洋水产养殖也称为海水养殖,是指海洋、海水环境中的养殖活动;近海养殖则是指全部或部分在近海地区人造设施中开展的养殖活动,如沿海池塘和泄湖。受降雨和蒸发影响,近海养殖中咸水的咸度不及海水养殖,要取决于季节和地区。在全球层面上,海水养殖和近海养殖产量很难区分,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和东南亚很多主要生产国提供的产量数据为汇总数据,特别是在海水网箱及沿岸池塘中养殖的有鳍鱼类。非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在海水和沿岸养殖类别下报告的多数鱼类产量(见表6)均为海水养殖。
粮农组织数据表明,2016年海洋和沿岸养殖食用鱼类产量合计为2870万吨(价值674亿美元)。与内陆养殖中有鳍鱼的主导地位相对,带壳软体动物产量(1690万吨)在海洋和沿岸养殖合计产量中占比为58.8%。鱼类(660万吨)和甲壳类(480万吨) 合计产量占总产量的39.9%。
在全球水产养殖部门,需饲喂水生动物养殖产量的增速超过无饲喂的品种。无饲喂品种在水生动物总产量中的占比持续萎缩,从2000年到2016年下滑了10个百分点,达到30.5%(图8)。从绝对数量上看,无饲喂品种养殖产量仍在继续增长,但增速低于需饲喂品种。2016年,无饲喂品种总产量上升至2440万吨,其中内陆养殖的滤食性鱼类产量为880万吨(主要为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和鳙鱼[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水生无脊椎动物产量为1560万吨,主要为海洋、泄湖和近海池塘中养殖的海水双壳类软体动物。
在亚洲、中东欧和拉美,滤食性鲤鱼通常在集合多个品种的混养系统中养殖,通过使用天然饵料和改善水质来加强鱼类生产。近年来,另外一种滤食性有鳍鱼美国匙吻鲟(Polyodon spathula)也出现在一些国家的混养系统中,特别是中国,估测产量已达数千吨。
海洋双壳类的生长需摄取有机物质,海藻生长需要吸收溶解营养物进行光合作用,这些物种有时被称为获取性品种。与投喂型品种在同一区域养殖时,这些获取性品种可以清除排泄物(包括投喂型品种的排泄物),降低营养负荷,对养殖环境产生有利影响。水产养殖发展规划和区划实践中非常鼓励在同一海水养殖区域内养殖获取性品种和投喂型品种。2016年, 获取性品种产量在全球水产养殖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为49.5%。
截至2016年,全球共计养殖了598个“品目”。一个品目可以指单个物种、一群物种(无法在单个物种层次加以甄别),或者是种间杂交种。迄今有产量记录的品目包括了369个鱼类(含5个杂交种)、109个软体动物、64个甲壳类、7个两栖和爬行动物(不包括短吻鳄、凯门鳄和鳄鱼)、9个水生无脊椎动物以及40个水生藻类。上述数字不包括粮农组织已知或未知,由水产养殖研究实验产出、用作水产养殖孵化场活体饲料的品种,或圈养环境下生产的观赏性水生生物。过去10年间, 得益于粮农组织开展的调查工作,以及生产国数据报告工作的改进,粮农组织记录的商业养殖种类总数增长了26.7%,从2006年的472个增加至2016年的598个;但粮农组织数据仍跟不上水产养殖中品种增加的实际速度。很多国家官方统计中登记的多个单一品种实际上包含了多个品种, 有时还有杂交品种。粮农组织的商业生产中只记录五个鱼类杂交种,但实际养殖的杂交种数量要远多于此。

尽管养殖品种十分丰富,但从产量上看,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水产养殖仍被少数“大宗”品种或品系把持。有鳍鱼养殖是品种最为丰富的种;2016年,超过90%的有鳍鱼产量都集中于27个品种及品系,而20个产量最高的种类项目对总产量的贡献率高达84.2%(表7)。与有鳍鱼相比,甲壳类、软体类和其他动物的养殖品种较少。


2016年,全球野生采集和养殖的水生植物总量为3120万吨,其中96.5%来自于养殖。
养殖水生植物绝大多数为海藻;全球养殖水生植物产量由1995年的1350万吨增加至2016年的3000万吨(表8)。近年来,印尼的热带海藻品种 (长心卡帕藻和麒麟菜类)养殖产量增势迅猛,主要用作提取卡拉胶的原材料。这个因素是全球养殖水生植物产量扩大的主要推动力。印尼的海藻养殖产量由2010年不到400万吨扩大至2015和2016年超过1100万吨。
在2016年生产的3000万吨养殖海藻中(表9), 部分品种(如东亚和东南亚生产的裙带菜、紫菜、螺旋藻)几乎完全用于人类消费,但低等级产品以及加工产中的边角料也用于其他用途,包括作为鲍鱼养殖的饵料。
粮农组织数据表明,11个国家的养殖微藻产量合计为89000吨,但中国一家的产量就占到了88600吨。螺旋藻、小球藻、雨生红球藻和微绿球藻等微藻养殖规模各异,从庭院养殖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等,在很多国家已经非常成熟,其产品用作人体营养补充剂及其他用途。很多重要生产国,如澳大利亚、法国、印度、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和缅甸,未提供数据,因而粮农组织的数据不能充分反映全球微藻养殖的实际规模。


在粮农组织保有记录的202个现正开展水产养殖的国家和领地中,194个在过去几年中为积极生产国。各个区域之间以及同一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产量分布的巨大差异仍然非常突出;过去10年间, 产量的绝对数值变化显著,但产量分布格局几乎没有变化(表10)。过去20年间,亚洲为全球贡献了约89%的水产养殖产量。同期,非洲和美洲在全球总产中的占比有所攀升,欧洲和大洋洲的占比略有下滑。过去20年间,在主要生产国中,埃及、尼日利亚、智利、印度、印尼、越南、孟加拉国和挪威在区域或全球产量中的占比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升。中国在全球产量中的占比由1995年的65%逐步减少至2016年不到62%。
如图9所示,水产养殖总体发展情况在各个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极不平衡,但少数几个主产国一直在内陆水产养殖以及海水和近海养殖中主要养殖品种的生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内陆有鳍鱼养殖由发展中国家主导,而海洋有鳍鱼养殖的主要力量是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冷水品种。海洋对虾为近海甲壳类养殖的主要品种,是很多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外汇创收来源。中国的海洋软体动物养殖产量远超过所有其他生产者,但各区域仍有很多国家在水产养殖中非常依赖贻贝、牡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鲍鱼生产。另一方面,自2016年起渔业主管部门就开始大力推广一系列新的养殖技术和高产养殖系统,大规模实施农业综合种养一体化,包括稻田养鱼。这些行动对鱼类产量的直接影响在报告编制时尚不确知, 但预计对鱼类供给总量的影响不会有计划削减捕捞能力的影响那么显著。
自1991年起,中国的食用鱼类养殖产量就一直高于其余国家和地区的合计产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贡献率有所下滑,但中国水产养殖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全球鱼类供给总量的影响仍不容小视。1993年,养殖食用鱼类产量首次超过野生捕捞产量;自此之后,养殖产量占比就逐年攀升,2016年达到73.7%,预计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有能力通过本国水产养殖生产的鱼类满足国内人口需要,这是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过去几年间,公共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内外消费者和市场的变化对整个生产价值链形成了冲击,中国的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开始在多方面逐步加速转型。部门内部转变包括更加注重环境责任和可持续性;质量提升和产品多样性;提高经济效率,让渔民从中受益;加强价值链上的业务融合,创造规模经济。《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及很多新出台的公共政策和规定,正快速推进更大的变革(见第182页第4部分预测章节的插文30)。不同于多数之前的发展规划,新的规划并未设定水产养殖的产量目标;但水产养殖业中几项大规模行动却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全国范围内,水产养殖企业及畜牧饲养企业要按照新的区划设计、根据环境评估的结果来决定批准或禁止。实施新规后,很多网栏网箱从河湖水库中被清除,多个省份取消了饲喂型水产养殖活动。如在连续20年保持内陆水产养殖产量居首的湖北省,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间,之前允许养殖的几大湖泊中所有养殖围栏和网箱均被清除。湖北省渔业官员预计2017年渔业产量将下挫近7%。



全球千百万人依赖渔业和水产养殖作为收入和生计来源。最近官方统计数据(表11)显示,2016年,5960万人在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从业,其中,1930万人从事水产养殖,4030万人从事捕捞渔业。
1995-2010年,两部门总从业人数呈总体上升趋势,随后趋于稳定。从业人数增加一定程度上受改进所使用统计估算惯例影响。捕捞渔业从业人数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83%下降到2016年的68%,而水产养殖从业人数比例则相应从17%增加到32%。
2016年,全球85%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口在亚洲,其次是非洲(10%)、拉丁美洲及加勒比(4%)。1900多万人(占两部门总从业人口的32%)从事水产养殖,主要集中于亚洲(占水产养殖总从业人口的96%),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占2%或380万人)和非洲(1.6%或300万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分别占两部门全球从业人口的不足1%。
各区域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从业人口数量趋势存在差异。欧洲和北美洲两部门从业人口所占比重降幅最大,尤其是捕捞渔业(表11)。相比之下,在人口增速更快且农业中经济活跃人口日益壮大的非洲和亚洲,从事捕捞渔业的人口数量普遍呈上升趋势,水产养殖从业人口增速更快。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介于两趋势之间,人口增速下降, 过去十年农业中经济活跃人口数量减少,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数温和增加,水产养殖产量持续高速增长。但该区域强势上涨的水产养殖产量可能不会使所雇用渔农数量同样高速增长,因为该区域若干重要养殖品种旨在投放竞争激烈的外国市场。因此,其产量越来越地需要专注于提升效率和品质并降低成本,更多依赖技术进步,而非人力投入。
在大洋洲,据2015年和2016年报告,渔民数量大幅增加,这得益于完善了生计渔民估算方法。
表12显示部分国家从业人数统计数据。2012-2016年,中国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数仍介于1420-1460万(约占世界总数的25%)。2016年,940万人从事捕捞渔业,500万人从事水产养殖。
就业数据是对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两部门开展社会经济评估的基础,因为相关活动创造食物、收入和生计。除人口规律、报酬对生计的贡献以及一般的活动利润率外,粮农组织社会经济数据收集计划重点关注直接从事相关活动的人口数量估计 (如依照Pinello、Gee和Dimech的方法,2017)。报酬是估计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指标之一;报酬和就业是初步了解两部门对生计贡献的关键。

据估计,2016年,女性占渔业和水产养殖全部直接从业人口的近14%(插文1);2009-2016年报告期,该比例平均为15.2%。造成比例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性别分列报告数量减少。Monfort(2015)发现, 如同时考虑水产养殖与捕捞渔业初级和次级部门, 则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各占一半。但粮农组织不向成员国收集次级部门统计数据。改进产业化和小规模经营者统计数据以及获得次级产后和服务部门相关数据,将极大提升对妇女对捕捞渔业、水产养殖、粮食安全和生计所做重要贡献的认识。




2016年世界渔船总数估计为460万艘,自2014年以来没有变化。亚洲渔船数量最多,共计350万艘, 占全球渔船总数的75%(图10)。非洲和北美洲渔船估计数量较2014年分别减少了3万艘和近5000艘。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大洋洲渔船数量均呈增加趋势,主要由于改进了估算程序。
从全球来看,2016年,由发动机驱动的渔船数量估计为280万艘,自2014年以来保持稳定。2016年,机动船占渔船总数的61%,较2014年的64%有所下滑,因为非机动船数量增加,或许是由于改进了估算方法。总体而言,机动船在海洋渔船中所占比重高于在内陆水域渔船中所占比重。但数据报告质量不足以分列海洋和内陆水域渔船数据。
图11显示各区域机动船和非机动船所占比例。全世界机动船分布不均(图12);2016年,亚洲占已报告机动船数量的近80%(220万艘),其次是非洲, 约有15.3万艘机动船。在欧洲,由于采取减少船队产能的管理措施,船队产能自2000年以来持续稳步下降。该区域机动船在渔船总数中所占比例最高。




亚洲非动力船绝对数最大,2016年为120万艘, 其次是非洲(非机动船略少于50万艘)、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这些无甲板船基本上属于全长不足12米的渔船类别且涵盖用于垂钓的最小型船只。
2016年,世界约86%的机动渔船属于全长不足12米的渔船类别,其中绝大多数为无甲板船,且这些小型船在各区域均占据主导(图13)。亚洲全长不足12米的机动船绝对数量最大,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所有机动渔船中仅有约2%的渔船全长达到或超过24米(总吨位[GT]基本大于100吨); 这些大型船舶在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所占比例最大。据粮农组织估计,2016年,世界范围内约44600艘渔船全长至少达到24米。
尽管小型船在全球占据主导,但其数量估算可能不够准确,因为小型船往往无需像大型船一样登记,即使登记也可能未纳入国家统计数据报告。内陆水域渔船信息和报告欠缺的情况尤为突出,内陆水域渔船往往完全被国家或当地登记所遗漏。
表15显示按全长类别和机动状况划分的各区域若干国家和地区报告的渔船数量。尽管这些数字不一定能代表各区域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所 显示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仅8个拥有200艘或更多全长超过24米的渔船。通常非机动船仅占国家渔船总数的很小比例;例外情况包括贝宁(非机动船占大多数)以及孟加拉国、缅甸和斯里兰卡(非机动船占渔船总数高达50%)。在欧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大洋洲部分国家,大部分渔船为机动船。

船舶信息对于实施基于性能的有效渔业治理至关重要。因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小规模渔业船舶数据往往最为欠缺,小规模渔业通常是沿海社区人们生计和营养的重要来源。
粮农组织对所评估种群开展的监测(方法见粮农组织,2011a)显示,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见 插文2)的鱼类种群比例呈下降趋势,从1974年的90.0%下降至2015年的66.9%(图14)。相比之下,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鱼类种群比例从1974年的10%增加到2015年的33.1%,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增幅最大。


2015年,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的鱼类种群占总评估种群的59.9%,未充分捕捞种群占总评估种群的7.0%(图14中以白线分割)。未充分捕捞的鱼类种群从1974年到2015年持续下降,而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的种群数量从1974年到1989年下降,然后在2015年回升到59.9%。
2015年,在16个主要统计区域中,地中海和黑海(区域37)不可持续种群比例最高(62.2%),紧随其后的是东南太平洋的61.5%(区域87)和西南大西洋的58.8%(区域41)(图15)。相比之下,中东太平洋(区域77)、东北太平洋(区域67)、西北太平洋(区域61),中西太平洋(区域71)和西南太平洋 (区域81)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鱼类种群比例最低(13-17%)。2015年,其他区域该比例介于21%至43%之间。
上岸量时间规律因区域而异,取决于渔业生态系统生产力、捕捞强度、管理和鱼类资源状况。总体而言,不包括上岸量极少的北极和南极区域,可总结出三组规律 (图16):
自1950年以来渔获量持续增加的区域;
由于远洋和寿命较短物种占主导,自1990年以来渔获量在全球稳定值上下波动的区域;
自达到历史峰值后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区域。

第一组生物可持续种群比例最高(72.6%),第二组(67.0%)和第三组(62.8%)次之。
渔获量规律并不直接与种群状况挂钩。一般而言,渔获量呈增加趋势通常表明种群状况改善或捕捞强度增加,而渔获量呈下降趋势更可能与丰度下降或采取预防性或旨在重建种群的措施相关。但许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渔获量下降,如环境变化和市场条件。
不同物种的生产力和种群状况也存在巨大差异。在1950-2015年上岸量最大的10个物种(凤尾鱼[Engraulis ringens]、阿拉斯加鳕[Theragra chalcogramma]、大西洋鲱[Clupea harengus]、大西洋鳕鱼[Gadus morhua]、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智利竹筴鱼[Trachurus murphy]、日本斑点莎瑙鱼[Sardinops melanostictus]、鲣 [Katsuwonus pelamis]、远东拟沙丁鱼[Sardinops sagax]、毛鳞鱼[Mallotus villosus])中,2015年77.4%的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优于其他所有种群的平均值,这可能体现出大型渔业在政策制定和管理实施方面获得更大关注。在上述10个物种中,智利竹筴鱼、大西洋鳕鱼和毛鳞鱼过度捕捞种群平均比例更高。

金枪鱼因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广泛的国际贸易而占据重要地位,由于金枪鱼具有高度洄游性且通常跨境分布,其可持续管理面临重大挑战。主要市场金枪鱼物种(长鳍金枪鱼[Thunnus alalunga]、大眼金枪鱼[Thunnus obesus]、蓝鳍金枪鱼[Thunnus thynnus、Thunnus maccoyii、Thunnus orientalis]、鲣鱼[Katsuwonus pelamis]和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总上岸量2015年为480万吨,自1950年以来呈持续增长趋势。2015年,七大主要金枪鱼物种中,43%的种群估计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57% 的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的或未充分捕捞)。金枪鱼种群评估总体较为充分,主要金枪鱼物种中仅少数种群状况未知或知之甚少。金枪鱼市场需求仍然旺盛,金枪鱼捕捞船队产能继续大量过剩。需要实施有效管理,包括捕捞管控规则,以恢复过度捕捞种群。
粮农组织捕捞区域中,西北太平洋产量最高。西北太平洋总渔获量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在1700-2400万吨之间波动,2015年约为2200万吨。该区域远洋和底栖物种资源最为丰富。从历史上看,日本斑点莎瑙鱼和阿拉斯加鳕是最高产的物种,产量分别于1988年和1986年达到540万和510万吨峰值,但其渔获量在过去25年大幅下降。自1990年起,鱿鱼、墨鱼、章鱼和虾的上岸量大幅增加。2015年,日本凤尾鱼(Engraulis japonicus) 过度捕捞,两种阿拉斯加鳕种群处于充分可持续捕捞状态,另一种过度捕捞。总体而言,西北太平洋约74%的已评估物种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2002-2015年,中东太平洋渔获量在150-200万吨波动。该区域渔获物包括加州沙丁鱼(Sardinops caeruleus)、凤尾鱼(Engraulis mordax)、太平洋竹荚鱼(Trachurus symmetricus)、鱿鱼和对虾重要种群。过度捕捞目前影响部分高价值沿海资源,如石斑鱼和虾。2015年,该区域87%的已评估鱼类种群在生物可持续水平上捕捞,较2013年略有改观。
中东大西洋渔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波动,2015年达到430万吨。沙丁鱼(Sardina pilchardus)是单一最重要物种,2004-2015每年报告渔获量接近100万吨。近期评估显示,沙丁鱼种群处于未充分捕捞状态。该区域另一个重要小型远洋物种是圆小沙丁鱼 (Sardinella aurita);圆小沙丁鱼是本区域许多渔业(包括小规模和工业化渔业)的基础。2015年,圆小沙丁鱼渔获量约为20万吨,过去五年平均渔获量较此前五年有所下降。圆小沙丁鱼部分种群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在多数区域,底栖资源很大程度上处于充分可持续捕捞状态。总体而言,在中东大西洋,57%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在西南大西洋,总渔获量在180-260万吨波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一段时期呈上升趋势), 2015年达到240万吨。从上岸量看,最重要物种是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2015年产量约为100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该物种处于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水平。赫氏无须鳕(Merluccius hubbsi)也是重要物种,2015年产量约为33.6万吨; 该物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但存在恢复迹象。阿根廷红虾(Pleoticus muelleri)渔获量也达到创纪录水平,2015年为14.4万吨;该物种处于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状态。该区域42%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2015年东北太平洋上岸量与2013年持平,约为320万吨,渔获量物种构成没有显著变化。阿拉斯加鳕仍为资源最丰富的物种,约占总上岸量的40%。太平洋鳕(Gadus microcephalus)、梭鳕和龙脷也对渔获量作出较大贡献。总体而言,86%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东北大西洋总渔获量于1976年达到1300万吨峰值。总渔获量下挫后,于1990-2000年恢复, 2012年下降到800万吨,2015年小幅恢复至910万吨。鳕鱼、梭鳕和黑线鳕种群捕捞死亡率下降,已针对相关物种多数种群实施恢复计划;其总渔获量从2011年的200万吨恢复到2015年的350万吨。大西洋竹荚鱼(Trachurus trachurus)和毛鳞鱼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红鱼和深水物种数据有限,但值得关切的是,其面对过度捕捞可能存在脆弱性。北极虾(Pandalus borealis)和挪威龙虾(Nephrops norvegicus)种群状况普遍良好。2015年,该区域73%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西北大西洋2015年产量为180万吨,与2013年大致相同,但仍低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420万吨。大西洋鳕鱼、双线无须鳕(Merluccius bilinearis)、白长鳍鳕(Urophycis tenuis)和黑线鳕(Melanogrammus aeglefinus)种群恢复状况不佳,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岸量维持在10万吨(仅为该组种群220万吨历史峰值的5%)。恢复状况不佳可能主要由于捕捞压力以外的其他原因(如环境)导致,但仍需采取进一步管理行动。相比之下,美洲螯龙虾(Homarus americanus)上岸量迅速增加,2015年达到16万吨。2015年,该区域72%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水平上捕捞。
中西大西洋总渔获量1984年达到250万吨峰值,然后逐步下降至2014年的120万吨,2015年小幅反弹至140万吨。据估计,大鳞油鲱(Brevoortia patronus)、圆小沙丁鱼、鲣、黄鳍金枪鱼等重要种群处于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状态。过去十年, 得益于小规模渔业使用集鱼装置,加勒比海某些岛屿国家热带金枪鱼和其他远洋鱼类上岸量增加。眼斑龙虾(Panulirus argus)和女王凤凰螺 (Strombus gigas)等珍贵无脊椎物种资源多数处于可持续捕捞状态,墨西哥湾虾类资源也是如此。但尽管近年来捕捞努力减少,但加勒比和圭亚那大陆架某些对虾资源并未显示出恢复迹象。此外,墨西哥湾东牡蛎(Crassostrea virginica) 种群目前正在经历过度开发。总体而言,2015年,60% 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东南大西洋上岸量呈下降趋势,总产量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30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160万吨 (较2013年的130万吨略有回升)。该区域最重要物种为竹荚鱼和梭鳕,分别占总上岸量的25%和19%。由于自2006年以来休养生息状况良好且实施了严格管理措施,南非和纳米比亚沿岸深水和浅水梭鳕种群已恢复至生物可持续水平。但南部非洲沙丁鱼(Sardinops ocellatus)种群状况明显退化,需要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渔业管理部门采取特殊养护措施。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部分地区沿岸非常重要的沙丁鱼(Sardinella aurita 和 Sardinella maderensis)种群仍处于生物可持续限度内。2 015年,怀氏脂眼鲱(Et r u m e u s whiteheadi)未充分捕捞,而短线竹荚鱼 (Trachurus trecae)仍为过度捕捞。非法捕捞活动重点关注的南非鲍螺(Haliotis midae)种群状况持续恶化,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总体而言,2015年,68%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地中海和黑海总上岸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约200万吨峰值,然后下滑至2014年低点110万吨,2015年小幅恢复至130万吨。欧洲无须鳕 (Merluccius merluccius)、红鲷(Mullus spp.)、大菱鲆(Psetta maxima)、鳎(Solea vulgaris)、海鲈鱼(Pagellus spp.)等底栖资源以及凤尾鱼 (Engraulis encrasicolus)、沙丁鱼等小型远洋资源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多数沙丁鱼(Sardinella spp.)、深水虾(Parapenaeus longirostris、Aristeus antennatus和Aristaeomorpha foliacea)以及头足纲可能介于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和过度捕捞状态之间。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近期启动中期战略,旨在扭转过度捕捞趋势,解决本区域其他重要威胁,如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2015年,该区域38%的已评估种群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5 为各统计区域最低水平。
中西太平洋总产量持续增加,2015年达到1260万吨新高。主要物种为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占总上岸量的25%左右。沙丁鱼和凤尾鱼也是本区域主要物种。该区域占全球海洋产量的15%左右。少数种群未充分捕捞,尤其是在南海西部区域。较高的报告渔获量可能通过将捕捞扩大到新区域维持。该区域热带和亚热带特征以及可获得的有限数据增加了种群评估复杂性并带来极大不确定性。总体而言,2015年,该区域83%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水平捕捞。
东印度洋渔获量继续呈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640万吨。由于数据限制,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区域种群状况和趋势监测较不确定。但渔获量趋势分析显示,多数西鲱(如鲈鱼、鲻鱼、鲶鱼和带鱼)种群可能在最大可持续产量或以下水平捕捞。长头小沙丁鱼(Sardinella longiceps)、凤尾鱼和鱿鱼等小型远洋资源可能介于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和未充分捕捞状态之间。西澳大利亚沿岸对虾资源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2015年,73.5% 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西印度洋总上岸量继续增加,2015年达到470万吨。西南印度洋主要对虾资源(主要出口创汇产品)呈现明显过度开发迹象,促使相关国家渔业主管部门实施更严格管理措施。该区域现有数据和种群评估能力均有限。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继续更新主要商业种群状况评估。总体而言,估计2015年67%的已评估鱼类种群在生物可持续水平开发。
2015年,世界海洋渔业33.1%的种群为过度捕捞,情况堪忧。过度捕捞(捕捞使种群丰度下降至维持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水平以下)不仅会产生负面生态影响,长期还会减少鱼类产量,从而产生不利社会经济影响。Ye等人(2013)估计,重建过度捕捞种群可使渔业产量增加1650万吨,年收益增加320亿美元;这毫无疑问将增加海洋渔业对沿海社区粮食安全、经济和福祉的贡献。某些高度洄游、跨境以及其他完全或部分在公海捕捞的渔业资源形势尤为严峻。应将2001年生效的《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作为公海渔业管理措施的法律依据加以更有效应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出海洋渔业具体目标(14.4):“到2020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 终止过度捕捞、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执行科学管理计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类种群数量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特征允许的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衡量该目标进展的指标是“生物可持续限度内鱼类种群比例”(另见第2部分“渔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2030年议程》”)。根据粮农组织评估,2015年该比例为66.9%。世界渔业基本上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建33.1%的过度捕捞种群,因为重建需要时间,所需时间通常为物种生命周期的2-3倍。
但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捕捞种群百分比持续增加并不意味着世界海洋渔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方面原地踏步。但世界形势出现分化,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和种群状况持续恶化, 而发达国家渔业管理和种群状况有所改善(Ye和 Gutierrez,2017)。例如,美国(2018)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的种群比例从2005年的53%增加到2016年的74%,在澳大利亚,该比例从2004年的27% 增加到2015年的69%(澳大利亚渔业研究与发展机构)。国际贸易和入渔协定形成的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发展中国家管理和治理能力有限造成上述分化 (见第2部分插文4,第91页)。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将需要发达与发展中世界建立有效伙伴关系,尤其是在政策协调、资金和人力资源筹措以及先进技术应用(如用于渔业监测)方面。上述举例等实际经验证明,过度捕捞种群能够重建,重建将不仅增加产量,还能带来实质性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对某些渔业而言,种群丰度增加将最终提高渔获率,通过增加利润率为渔民造福。
粮农组织不具备用于追踪内陆渔业状况的系统(类似于海洋捕捞渔业中使用的系统)。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内陆渔业渔获量的近95%(Bartley等人,2015),内陆捕捞产量的90%在发展中世界消费 (世界银行,2012)。近43%的全球内陆捕捞发生在低收入缺粮国(见第2部分插文11,第117页)。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体现出面临更紧迫问题的国家往往未将内陆渔业监测和渔获物数据收集作为优先重点并配备相应资源。如此前数期《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及其他深度分析所示,内陆渔业监测有限的影响之一是国家渔获物统计数据可能存在少报现象。部分由于这一不准确性,内陆渔业对于加强脆弱国家营养和生计抵御力的潜力可能未获得充分认识,尤其是涉及对于用水的竞争性需求 (见第2部分“全球内陆渔业回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国家层面报告的渔获物数字是所有国内生产的总数,因此无法了解单个渔业信息。国家渔获量增加或减少不一定反映单个渔业及其种群状况和可持续性,或体现某渔业(或地区)渔获量下降是否可通过其他渔业渔获量增加所弥补。
在缺少管理框架和系统监测情况下,产量统计数据不一定说明内陆渔业状况,而只是内陆渔业对食物供给贡献的估计。产量长期趋势分析也无法充分体现渔业管理效果和捕捞压力可持续性。仅得出世界许多内陆渔业可持续产量水平指标就面临重大挑战,对渔业资源条件开展详细评估的难度可想而知。
对单个渔业加以监测可更清晰说明世界内陆渔业管理和渔业资源状况。更大型水体和高度集中渔业的相关数据更容易收集,且这些渔业相关趋势也更加清晰。但这只是国家内陆渔业的一部分,可能无法说明国家总体趋势。
或许可通过监测流域层面主要内陆渔业状况, 得出世界内陆渔业资源总体状况。内陆渔业年际间差异明显,因为内陆渔业不仅受捕捞压力影响,还受到通常剧烈波动的气候条件(降雨、温度和季节性影响)、水动态变化(洪水、水流量和连通性)、养分供给、水质和污染的影响。在5-10年内跟踪流域上述变化将有助于说明和解释内陆渔业趋势。
在国家层面,监测渔获量并确定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内陆渔业的主要驱动力将大有裨益。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内陆渔业是指总产量高(因此对国家渔获量贡献大)或参与人数多(如分散的冲击平原渔业)的渔业。然后将能够确定国家趋势和驱动该趋势的渔业(冲积平原、沿河、湿地、人工和天然水体)。跟踪一系列渔业相关指标(如环境驱动力和渔业产量)还将确定导致渔获量下降的根源 (过度开发、环境变化)。粮农组织目前正在评价各项方案已确定如何建立内陆渔业评估方法,该方法将使成员国跟踪主要渔业情况,一方面用于全球内陆渔业资源跟踪,另一方面为了实施国家政策和管理响应。
鱼类是一种多用途食物商品;各式各样的鱼类品种可使用多种方式加工。由于鱼类较许多其他食物更易腐败变质,因此需要特别注意收获后处理、加工、防腐、包装、储存和运输,以保持其品质和营养属性,避免浪费和损失。防腐和加工可减少变质率,使用于食品或非食品用途的鱼类得以从鲜活生物到更复杂制品等一系列产品形式在世界各地流通和销售。许多国家正在开发食品加工和包装技术, 原材料利用效率、效果和利润率得到提高,产品多元化创新层出不穷。此外,最近数十年鱼类产品消费量增加且实现商业化(见第1部分消费章节)的同时,人们日益重视提升食品品质、安全和营养并减少浪费。考虑到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在国家和国际贸易层面采取了日益严格的卫生措施。例如,法典《鱼和渔业制品操作规范》(食品法典委员会,2016a) 指导各国切实采取良好卫生规范以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另见第3部分“国际贸易、可持续价值链和消费者保护”)。
2016年,1.71亿吨鱼类总产量中约88%或超过1.51亿吨直接用于人类消费(图17)。该比例在最近数十年大幅增加,20世纪60年代时为67%。2016年, 占总产量12%的非食品用途鱼类中的绝大部分(约2000万吨)转化为鱼粉和鱼油(74%或1500万吨), 其余部分(500万吨)主要用作水产养殖、畜牧和毛皮动物饲料的直接投饲饵料、水产养殖(如鱼种或大规格鱼种)钓饵、制药材料或观赏品。
活体、新鲜或冷藏通常是最受欢迎和价格最高的鱼品形式,在直接供人类消费鱼品中占最大比重,2016年占45%,其次是冷冻(31%)、制作和防腐 (12%)以及加工处理(干制、腌制、卤制和发酵熏制) (12%)。冷藏是供人类消费鱼品的主要加工方法; 冷藏占供人类消费加工鱼品总量的56%,占2016年鱼类产品总量的27%。

全球平均值掩盖了在鱼品利用上的显著差异, 尤其是在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甚至国家之内所使用加工方法的巨大差异。拉美国家鱼粉生产比重最高。在欧洲和北美洲,冷冻、制作和防腐处理的鱼品占供人类消费鱼品的2/3以上。在非洲,经加工处理的鱼品占比高于世界平均值。在非洲和亚洲,大量产品以鲜活形式销售。活鱼主要受到东亚和东南亚(尤其是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利基市场 (主要是亚洲移民社区)的喜爱。近年来,由于技术进步、物流改善且需求增多,活鱼销售增加。活鱼运输系统包括:在塑料袋中充入大量氧气的简单手工系统;专门设计或改造的水箱和容器;在卡车及其他车辆上安装的能够调节温度、过滤和循环水并增加氧气的复杂系统等。尽管如此,活鱼销售和运输仍具挑战性,因为通常需要遵守严格的卫生规定、质量标准和动物福利要求(如在欧盟)。在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活鱼贸易和处理已延续了3000多年;做法因袭传统且未经正式监管。
过去数十年,加工、冷藏、制冰和运输取得的重大进展,为增加更多样化产品形式的鱼品销售和流通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供人类消费的冷冻形式的鱼品(从20世纪60年代的3%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的8%,并进一步增加到2016年的26%)以及制作或防腐形式的鱼品(从20世纪60年代的4%增加到2016年的9%)占产量的比重增加 (图18)。但发展中国家仍主要消费捕捞上岸后或水产养殖收获后不久的鲜活鱼品(占2016年供人类消费鱼品的53%)。2016年,采用腌制、发酵、干制和熏制等传统方法防腐(在非洲和亚洲尤为常见)的鱼类占发展中国家供人类消费的所有鱼品的12%。

在发达国家,供人类消费的多数鱼品以冷冻、制作或防腐形式零售。在这些国家,冷冻鱼品所占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27%,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的43%,2016年达到58%的历史新高。制作和防腐形式鱼品占26%,加工处理形式的鱼品占12%。
在最近数十年,鱼品部门更加多元、更具活力。在更先进经济体,鱼品加工已实现多元化,向高价值新鲜和加工产品以及即食和/或控制份量、品质一致的餐食延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鱼品加工已经从传统方法发展到更先进的增值工艺,如涂面包屑、烹制和单体速冻,具体取决于商品和市场价值。上述某些新进展的驱动力包括:国内零售业需求;可用物种变化;加工外包;生产商与加工商、大公司和零售商(有时在国外)的联系和协调日益加强。连锁超市和大型零售商日益成为制定产品要求和影响国际流通渠道的主体。加工商和生产商正在更紧密合作,提升产品结构,提高产量,满足进口国品质和安全要求以及消费者对可持续性的关切 (这催生了诸多认证体系,见第3部分“国际贸易、可持续价值链和消费者保护”)。此外,加工活动普遍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区域,尽管具体程度取决于物种、产品形式、劳动力成本和运输。生产进一步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以下制约:难以达到卫生和检疫要求、某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上述所有因素均可能改变流通和加工做法并推高鱼品价格。
尽管实现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许多国家尤其是欠发达经济体仍缺少确保鱼品质量所需的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如卫生的陆上中心、电力供应、饮用水、道路、冰、制冰厂、冷藏室、冷藏运输、适当加工和储存设施。上述缺陷,再加上热带天气条件,可导致严重的收获后损失,因为鱼品在船上、上岸、储存或加工、运往市场以及待售的环节均会发生腐败变质。在非洲,一些估计显示收获后损失为20-25%,甚至高达50%,由品质下降导致的损失占70%以上(Akande和Diei-Ouadi,2010)。纵观全世界,收获后鱼品损失成为主要关切且在多数鱼品流通链条发生;据估计,27%的上岸鱼品在上岸和消费之间损失或浪费。如第3部分(见“国际贸易、可持续价值链和消费者保护)收获后损失和浪费章节所述,如将上岸前丢弃计算在内,全球被损失或浪费因而未被利用的渔获量占35%(Gustavsson 等人,2011)。
世界渔业产量的一大部分(但比重逐渐减小) 加工成鱼粉和鱼油。如这些原料用作水产养殖和畜牧业饲料,则这部分鱼品也间接地为人类食品生产和消费作出了贡献。鱼粉是鱼或鱼部位经碾磨和干燥后获得的似蛋白质的粉类物质;鱼油是通过压制熟鱼并经后续离心和分离获得。这些产品可以由全鱼、鱼片或其他加工产生的鱼副产品制造。许多不同种类的鱼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其中以小型远洋物种为主。所使用的许多物种,如秘鲁鳀 (Engraulis ringens)出油量较高,但极少直接供人类消费。
鱼粉和鱼油产量随相关物种渔获量变化波动。例如,秘鲁鳀渔获量主要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后者影响种群丰度(见捕捞渔业产量章节)。长期以来,良好管理做法的采用和认证计划的实施减少了供制作鱼粉的物种渔获量。鱼粉产量于1994年达到峰值3000万吨(鲜重当量),此后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016年,由于秘鲁鳀渔获量减少,直接用于鱼粉生产的渔业上岸量下降至不足1500万吨(鲜重当量)。由于鱼粉和鱼油需求量增加(尤其是来自水产养殖业的需求),加上价格高企,越来越多的鱼粉利用鱼副产品生产,而此前这些鱼副产品往往被浪费掉。据估计,副产品对鱼粉和鱼油总产量的贡献率约为25-35%,但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例如:欧洲利用鱼副产品的贡献率相对较高,为54% (Jackson和Newton,2016)。预计专门供鱼粉和鱼油生产的渔业(尤其是小规模远洋渔业)所捕捞全鱼原材料不会增加,任何新增鱼粉产量都将需要使用副产品;但这将对相关饲料产品的营养价值产生负面影响(见第4部分预测章节)。
鱼油是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的最重要来源;人类膳食中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一系列关键功能至关重要。但海洋原料组织(IFFO) 估计每年鱼油产量中仍有约75%用于水产养殖饲料 (Auchterlonie,2018)。由于鱼粉和鱼油产量供应不稳定,加上价格变动,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寻找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替代来源,包括大型海洋浮游动物种群,如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 和桡足动物飞马哲水蚤,尽管关于对海洋食物网的影响仍存在关切。然而,将浮游动物产品作为一般性油或蛋白原料加入鱼饲料成本过高。尤其是,磷虾油专门用于直接供人食用的产品。磷虾粉在某些水产饲料生产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鱼粉和鱼油仍被视为养殖鱼类饲料中营养最丰富、消化率最高的成分,但主要由于供应和价格变化,其在水产养殖配合饲料中的添加率呈明显下降趋势。鱼粉和鱼油越来越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例如,用于特定生产阶段,尤其是用于孵化场、种苗和育肥膳食。长期以来,鱼粉和鱼油在成鱼膳食中的使用减少。例如,目前鱼粉和鱼油在养殖大西洋鲑成鱼膳食中所占比例通常不足10%。
鱼贮饲料(Kim和Mendis,2006)是丰富的蛋白水解产物来源,是更廉价的鱼粉和鱼油替代品, 作为水产养殖和宠物食品业等饲料添加剂发挥日益重要作用。鱼贮是通过使用一种酸类对全鱼或鱼副产品进行防腐处理并利用产生的酶对蛋白进行水解获得。在动物饲料中添加鱼贮,可促进动物生长并减少死亡率。
鱼品加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鱼杂和其他副产品;这些鱼杂和其他副产品可能占工业加工中所使用鱼品的70%(Olsen、Toppe和Karunasagar, 2014)。过去,鱼副产品往往作为废料丢弃;直接用作水产养殖、畜牧、宠物或毛皮动物生产饲料;或用于鱼贮和肥料。然而,过去二十年鱼副产品的其他用途日益获得关注,因为鱼副产品是重要营养来源,随着加工技术改良,目前可更高效地加以利用。在一些国家,鱼副产品使用已发展成重要产业,且日益重视以可控、安全和卫生方式处置鱼副产品。由于消费者偏好以及鱼副产品收集、运输、储存、处理、加工、使用和处置相关卫生规定,鱼副产品通常仅在进一步加工后上市。
鱼副产品可用于一系列用途。头部、骨架、鱼片和鱼皮可以直接用作食品或加工成供人类消费的鱼香肠、糕点、零食(松脆小吃、鱼块、饼干、馅饼)、明胶、酱料及其他产品。含肉量极少的小型鱼鱼骨在一些亚洲国家作为小吃食用。副产品也用于生产饲料(不仅是鱼粉和鱼油)、生物柴油和沼气、特殊饮食产品(壳聚糖)、药品(包括油)、天然色素、化妆品和其他工业工艺的成分。一些副产品, 尤其是内脏,极易腐败;因此需在新鲜时加工。鱼内脏和骨架是潜在附加值产品来源,如用于食品补充剂以及生物医学和营养添加剂食品行业的生物活性肽(Senevirathne和Kim,2012)。鲨鱼副产品 (软骨、卵巢、脑、皮肤和胃)在许多药物制剂中应用,并制成粉末、乳膏和胶囊。鱼胶原蛋白应用于化妆品和明胶提取。
鱼内部器官是上好的专业酶来源。一系列鱼蛋白水解酶提取物包括: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胰凝乳蛋白酶、胶原酶和脂肪酶等。例如,蛋白酶是一种在清洁产品制造、食品加工和生物研究中使用的消化酶。鱼骨除提供胶原蛋白和明胶外,也是钙和磷等其他矿物质的最佳来源,可用于食品、饲料或食品补充剂。鱼骨中含有的磷酸钙(如羟磷灰石)可有助于促进重大创伤或手术后的骨修复。鱼皮,尤其是大型鱼鱼皮,可提供明胶以及服装、鞋履、手袋、钱包、皮带和其他物品制造所使用的皮革。常用于皮革制造的物种包括:鲨鱼、鲑鱼、鳕鳘鱼、鳕鱼、盲鳗、罗非鱼、尼罗河鲈鱼、鲤鱼和欧洲鲈。鲨鱼牙齿用于制作手工艺品。
随着甲壳类和双壳类产量和加工量增加,壳体有效利用至关重要,不仅要实现资金回报最大化, 还要解决废物处理问题,因为壳体自然降解速度缓慢。由虾壳和蟹壳制成的壳聚糖拥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如水处理、美容剂和化妆品、食品和饮料、农化产品和药物。甲壳类废弃物也可产生制药工业中使用的颜料(类胡萝卜素和虾青素)。贻贝壳可提供工业用碳酸钙。在一些国家,牡蛎壳作为原材料,用于建筑施工和生石灰(氧化钙)生产。贝壳还可加工成在药物和化妆品中使用的珍珠粉以及作为畜牧和家禽养殖中膳食补充剂丰富钙来源的贝壳粉。扇贝和贻贝壳用于制作手工艺品、首饰和纽扣。
研究揭示海绵、苔藓虫和刺胞门动物中含有多种抗癌剂。但为保护海洋生物,这些药剂并不是从海洋生物中直接提取,而是通过化学合成。
目前也在研究养殖某些海绵物种以便提取抗癌剂。某些海洋毒素或可在药理学上加以应用。例如,在芋螺中发现的辛抗宁是一种强大的止痛药; 人工合成的该分子已实现商业化生产(海洋生物技术,2015)。
海藻和其他藻类也用作食物(传统上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动物饲料、肥料、药品和化妆品等。例如,医学上使用海藻和其他藻类治疗碘缺乏症并作为一种驱肠虫药。2016年,全球用于直接消费或进一步加工的海藻和其他藻类收获量约为3100万吨。海藻构成差异很大,具体取决于物种、收集时间和栖息地。海藻经工业加工以提取增稠剂,如褐藻酸盐、琼脂和角叉胶,或用作(通常以干粉形式) 动物饲料添加剂。人们也日益关注若干海藻物种的营养价值,因其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蛋白。目前正在推出许多海藻风味食品(包括冰淇淋)和饮料。其主要市场在亚洲和太平洋,但欧洲和北美洲对相关产品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若干由阔叶巨藻制成的化妆品已实现商品化生产,其他大型海洋藻类相关产品正在研发(海洋生物技术,2015)。
目前也在研究使用海藻作为盐替代品并用于生物燃料工业制备。
鱼和鱼产品贸易将生产者与可能存在本地供给缺口的遥远市场联系起来,在刺激鱼类消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鱼和鱼产品贸易也能为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千百万人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鱼和鱼产品出口对很多国家经济以及众多沿海、沿河、海岛和湖泊区域来说不可或缺。例如,鱼和鱼产品出口在佛得角、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冰岛、马尔代夫、塞舌尔以及瓦努阿图的商品贸易总值中占比均超过40%。全球范围内,鱼和鱼产品贸易对全球农产品出口额(不包括森林产品)的贡献率超过9%,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为1%。6
鱼和鱼产品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食品,大部分国家都报告开展了鱼类贸易。2016年,全球鱼类产量约有35%以各种形式进入国际贸易(图19), 或供人类消费,或用于其他非食用的用途。这一占比在过去更高(2005年约为40%),而且会随着鱼粉出口量而有所波动。仅供人类消费的鱼和鱼产品比例有所提升,由1976年的11%增长至2016年的27%。2016年,鱼和鱼产品出口总量为6000万吨 (按鲜重当量计算),照比1976年增长245%;其中,供人类消费鱼类出口量增长超过514%。同期, 鱼和鱼产品的全球贸易额也增势迅猛,出口额由1976年的80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1430亿美元,名义年均增速为8%,实际年均增速为4%。这个数字不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服务贸易的潜在巨大价值 (如业务和资源管理、资本设备运行和维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研究)。这些服务创造的总体价值尚无数据,但通常都被记录在其他活动相关的服务价值中。

近几十年来,鱼和鱼产品国际贸易迅猛发展, 后面的大背景是全球化进程纵深发展,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驱动全球经济大规模转型。随着全球化向前推进,限制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贸易壁垒将广为减少,甚或消除;专业化程度提高,经济活动开始出现地区分化;在新的物流技术支撑下,供应链得以延长且更为复杂;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推行横向整合和纵向一体化;消费者的口味、关切和期待范围拓展。这种转变让贸易成为了全球经济产出的更重要推手;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超过42%,几乎是1960年的2.5倍。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球社会与文化整合程度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大大提高了消费者口味、趋势和关切从一国传导至另一国的速度和便捷性。
据估算,约78%的鱼和鱼产品贸易面临国际贸易竞争(Tveterås等,2012),很多品种的供需动态在本质上越来越体现全球性特点。生产者不断整合,在多个国家供应和经营的情况日益增多。加工活动集中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部分国家甚至出口鱼类用于加工,之后再进口回来用于终端销售和消费。国际营销宣传,产品类型推陈出新,价格逐步走低,加之经济规模和加工国的低廉工资,这些因素都给国内生产的鱼类带来了强有力的竞争,在面对追求新口味和更大便捷性的城市消费者时竞争性尤为突出。很多跨国经营的大型零售和食品服务连锁企业也开始对供货商提出新的要求,确保在质量、食品安全、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保持一致水准。
鱼和鱼产品需求对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非常敏感,因而国际鱼品贸易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环境;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也会影响国内消费,如汇率趋势、气候状况以及大规模疾病暴发。尽管各国各区域差异显著,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GDP从长期趋势来看仍然增长乏力。贸易扩张也有所放缓;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幅为1.3%,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世贸组织, 2017),而由于美元坚挺、商品价格偏低,同年商品贸易额下滑了3.3%。一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但金融危机发生后,投资环境恶劣, 主要贸易商品的全球市场低迷,很多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这两个增速便开始非常贴近。得益于全球资本支出周期性上行,2017年全球贸易和GDP形势开始回暖(世界银行,2018)。鱼和鱼产品贸易基本上顺应了总体趋势,2008年经济危机后,2009年出现下滑,2010-2011年触底反弹,2012-2014年开始出现适度增长。2015年,鱼和鱼产品贸易比2014年收缩了10%。收缩的原因包括很多主要新兴市场疲软,很多重要品种价格下滑,特别是2015年美元相对很多主要货币大幅升值,导致以这些货币交易的贸易额看起来偏低。2016年,贸易照比之前一年增长了7%;2017年,经济增长提速强化了需求,提高了价格,全球鱼品出口额增长约7%,据估算达到1520亿美元。
表16列出了排名靠前的出口国和进口国。7下文具体描绘了主要趋势,并重点分析了2017年的可获数据。中国是鱼类的主要生产国,自2002年起便一直是鱼和鱼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但鱼和鱼产品出口额仅占中国商品贸易总额的1%。继上世纪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之初的惊人增长后,中国鱼和鱼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速由2000-2008年的14%下降至2009-2017年的9.1%。2017年,中国鱼和鱼产品出口额达到205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2%,比2015年增长4%。自2011年起,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三大鱼和鱼产品进口国;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大量进口鱼品用于加工和再出口,另外,收入水平提高、消费习惯变化也为非本地生产品种创造了很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的鱼和鱼产品进口在2011年之前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2015年进口量略有下降。然而,随着经济上行,2016年鱼类进口增长4%,2017年强势反弹,比2016年增加21%。

在中国之后,挪威是鱼和鱼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挪威鲑鱼养殖业发达,船队规模较大,主要生产鳕鱼、鲱鱼、鲭鱼以及其他白肉与和中上层小鱼。2016年,挪威出口额照比2015年增长了17.2%, 达到117亿美元,2017年进一步增长5.1%,这是因为部分主要品种价格高企,特别是鳕鱼和大西洋鲑。
2016年,越南出口额达到73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出口国,主要出口收入来自于养殖鮰鱼(Pangasius spp.)和对虾,另外加工品和再出口产品贸易量也很大。过去十年间,越南的GDP增速一直保持在6%左右的较高水平,收入水平提高刺激了消费者对于鲑鱼等价格较高的进口鱼和鱼产品的需求。
泰国数十年来一直是鱼和鱼产品的重要出口国,但重要的养殖对虾行业在过去几年中饱受疾病困扰,直至最近才逐步克服,因而出口量有所下滑。泰国也是外国远洋船队捕捞金枪鱼的主要加工和罐装中心,但2015至2017年全球罐装金枪鱼需求疲软抑制了收入增长。
欧盟自成立起便一直是鱼和鱼产品的最大单体市场,美国和日本次之。2016年,三大市场合计占全球鱼和渔产品进口总额的64%左右;若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则占比约为56%。2016和2017年,得益于经济基本面加强,加之美元升值,这三大市场的鱼和鱼产品进口均有增长。在发达国家,收入较高的城市消费者数量庞大,鱼和鱼产品需求远超国内产量,维持消费水平必须高度依赖进口(见下面关于消费的章节)。
俄罗斯联邦自2014年中期开始实施的贸易禁运也影响了鱼和鱼产品的贸易;尽管俄罗斯经济复苏,但2017年进口额还是比2013年下挫了43%。禁运也使贸易流向发生总体逆转,之前进口主要来自于挪威等欧洲生产大国,现在则转向了智利和法罗群岛等其他生产国,受到禁运影响的供货商不得不开辟新的市场。
除上述国家之外,很多新兴市场和出口国,如巴西、印度和印尼,也逐步提升了自身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分销系统改进和产量增加。
区域间贸易(图20)仍非常活跃,但这种贸易常常没有充分反映在官方统计数据中,特别是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大洋洲、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仍是坚挺的鱼类净出口区域。拉美出口主要包括厄瓜多尔、智利和秘鲁的对虾、金枪鱼、鲑鱼和鱼粉,受产量增加和金枪鱼价格上行刺激,2016年和2017年出口量均有增长。欧洲和北美鱼品贸易呈现逆差(图21)。非洲从数量上看是净进口区,但在金额上则为净出口区,表明出口单位价值较高,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2000-2011年,非洲鱼和鱼产品进口总额年均增长17%,但近几年很多非洲国家经济增速放缓, 因而出口增速也大幅下挫。非洲进口额较少,主要为鲭鱼等价格较低的中上层小鱼,进口鱼类是膳食多元化的重要来源。
过去40年间,全球鱼和鱼产品贸易的总体趋势是, 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图22)。1976至2000年,发展中国家出口额年均增长9.9%, 发达国家增速为7.4%。近些年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均有放缓,特别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后。2016年以及2017年初步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出口额占全球鱼和鱼产品出口总额的54%左右, 出口量占全球出口总量(按鲜重当量计算)的59% 左右。鱼和鱼产品贸易可以创造出口收入和就业, 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部分研究表明,贸易带来的收益在价值链上分布并不均衡,小规模生产者的获益远低于加工和零售部门 (Bjorndal、Child和Lem,2014)。2016年,发展中国家鱼类出口额为760亿美元,鱼类净出口收入(出口减进口)达370亿美元,超过其他农产品(如肉类、烟草、稻米和糖类)的合计收入。
2016年,发展中国家鱼和鱼产品单位进口额为2.4美元/千克,发达国家为5.1美元/千克。2017年初步数据表明,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量相差不多,但2016年发达国家进口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却高达71%左右。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入水平决定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类型,另外不同的食品消费习惯也有影响。拉低发展中国家单位进口额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些区域的加工和再出口水平。随着新兴市场城市中产阶级壮大,鲑鱼和对虾等价格较高鱼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鱼类单位进口额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关税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贸易政策工具,也是全球贸易流向的重要决定因素。关税用于增加收入, 保护国内产业,通常来说加工品的关税高于原材料。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原则在总体上防止各成员歧视贸易伙伴,但关税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安排降低或消除,也可以通过实施普惠制等优惠关税制度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水平。在依赖进口满足国内消费的发达国家,鱼品关税很低,但少数例外情况除外(部分增值产品或特定品种)。因而,发达国家可向其他发达国家出口 (2016年,此种出口在发达国家鱼和鱼产品出口中占比约为78%),发展中国家也可通过供应发达市场而扩大出口,不会受到关税的限制(但仍可能面临非关税措施相关的市场准入问题)。部分特定产品 (如罐装金枪鱼)适用关税配额规定,即每年有特定数量的产品可以较低关税进口。过去25年间,进口关税广泛调低一直是国际贸易扩张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对鱼和鱼产品实施可能限制国际贸易的较高关税,反映出背后的财政或保护性政策。得益于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除最不发达国家外,关税将进一步下降,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区域贸易协定是同一地区两个或多个贸易伙伴达成的互惠贸易协定,其中规定了优惠的贸易条件。过去几十年中,区域贸易协定一直是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区域贸易协定适用于大部分全球贸易,也包括鱼和鱼产品。区域贸易协定还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的鱼品贸易区域化格局,区域内贸易增长快于区域外贸易。在发展中区域,收入水平提高以及鱼类消费增加也是区域化趋势的重要推动因素。随着邻国需求扩大,原来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开始转向区域伙伴。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出口国进入国际市场。部分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鱼品质量,造成产品损失,或销售困难。其他障碍包括一些非关税贸易措施,如要求满足产品标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进口许可程序,原产地规则及一致性评估;以及应对海关分类、估值和清关程序,包括冗长或重复的认证过程和海关规费。在近期,全面实施2017年生效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预计将加速过境货物的流动、放行和清关速度,减少对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




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旨在确保质量、包装和标签要求等技术规范和自愿标准为非歧视性规定,不会给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阻碍,同时承认这些规定对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面对规定和标准给贸易造成的干扰尤为脆弱,在所需的基础设施、技术及专业知识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合规成本高,能力低。对鱼和鱼产品来说,生产过程环境方面相关的规定和标准是最为相关的,因为此类规定和标准数量繁多,种类多样。若公平市场准入与环境关切之间无法达成适当的平衡,这个领域就很可能出现很多贸易冲突。总体而言,各个市场上层出不穷的不同标准也增加了贸易冲突的可能。因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鼓励各国开展合作,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建立一致性评估系统。
鱼和鱼产品贸易的特点是品种与产品形式极为多样。高价值品种,如对虾、明虾、鲑鱼、金枪鱼、底层鱼、比目鱼、鮨鱼、鲷鱼,贸易量大,特别是在更为发达的市场。低价值品种,如中上层小鱼, 交易量也很大,其主要出口对象为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然而,近年来发展中区域新兴经济体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较高价值品种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详细准确的贸易统计对于监督和把握全球市场非常重要,包括市场结构、发展动态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统计数据可在监测濒危物种贸易及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产品交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也可用来支持适当的渔业管理—但前提条件是统计数据准确,品种和产品形式尽可能细化描述。在整理鱼和鱼产品贸易数据时,粮农组织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各国提供的具体信息。记录各国贸易统计的基础是世界海关组织(WCO)开发和维护的统一商品说明和编码系统(HS)。各国可在此基础上开发更为详尽的国家分类,纳入本国的其他品种或产品形式。通过粮农组织的倡议,统一商品说明和编码系统中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编码涵盖范围分别在2012年和2017年进行了修订,以期解决品种和产品形式细分不够的问题。然而,尽管做出这些改进,很多国家提供的具体分类信息仍然捉襟见肘。
另外,水产养殖部门迅速发展壮大,养殖品种和产品所占比重也在逐步提高,但国际贸易统计中对野生和养殖产品却未加区分,国家统计数据中也鲜少做此区分。因而,国际贸易中捕捞和养殖产品的细分仍无定论。最近的估测结果显示,养殖产品贸易量约占1/4,贸易额约占1/3。若不包括非食物鱼类商品(包括鱼粉、鱼油以及观赏用鱼),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在贸易额中占比更高反映出交易量大的养殖品种,尤其是鲑鱼、对虾和部分双壳类,单位价值相对较高。除生产过程外,水产养殖与捕捞在很多其他方面也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包括商业和行业结构、投入、风险因素、环境影响以及基础设施要求。这些差异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全球鱼和鱼产品贸易的动态及发展。
水产养殖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程度更高,因而养殖供应量的近期可预测性也更强。纵向及横向整合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物流效率, 支持大型综合生产者向多个国际市场持续提供规格和质量稳定的产品,即便是新鲜或冷藏形式的产品也能如此。水产养殖部门仍易受到疫病或其他环境事件的严重冲击,这些情况对价格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的传导效率越来越高。野生和养殖鱼类市场上,一个部门的生产者通常会受到同一市场上另一个部门的价格趋势影响,但各个品种的一体化程度不尽相同。关于养殖鱼价格是否总是会响应野生鱼价格或是否存在反向响应,以及养殖鱼或野生鱼是否享有天然溢价,这些问题尚未形成总体共识。这些发展动态要视品种、产品形式和特定市场来具体分析。鲑鱼和对虾等部分贸易量大的品种确实在价格上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一体化趋势,表明在这些市场上养殖品种供给量增加一直是价格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2017年国际鱼品价格保持高位。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由挪威斯塔万格大学与粮农组织合作开发,挪威海洋食品管理局提供了数据支持)将基准年份2002-2004年的指数设定为100, 希望通过指数反映出贸易最为频繁的品种组的价格走势,包括养殖及野生鱼和鱼产品。2017年第三季度平均指数值为157,而2016年第三季度和2015年同期的指数值分为为147和138(图23)。这种上行趋势体现在大多数品种组中,既包括野生也包括养殖,表明在经济状况不断改进的同时,很多重要品种的供给仍有缺口。
2016年,超过90%的鱼和鱼产品贸易量(按鲜重当量计算)为加工产品(不包括鲜活整鱼),冷冻产品占比最高。尽管鱼类产品高度易腐,但消费者需求,以及创新性的冷藏、包装和分销技术都刺激了活鱼、鲜鱼和冰鲜鱼的贸易,这部分在2016年全球鱼品贸易总量中约占10%。供人类食用产品占出口总量的78%左右。鱼粉和鱼油贸易开展是因为主要生产国(南美、斯堪的纳维亚和亚洲)与主要消费国(欧洲和亚洲)并不重合。
上文介绍的2016年鱼和鱼产品出口额(1430亿美元)中并未包括其他产品创造的额外贸易额(17亿美元),包括海藻和其他水生产品(57%),不可食用的鱼类副产品(32%)以及海绵和珊瑚(11%)。水生植物贸易额由1976年的6000万美元增至2016年的10亿美元,主要出口国为印尼、智利和韩国,主要进口国为中国、日本和美国。由于鱼粉和源自渔业加工剩余物的其他产品(见上一章节“鱼类利用和加工”)产量增加,非食用的鱼类副产品贸易额激增,由1976年的900万美元增至2016年的5亿美元。
鲑鱼贸易额从1976年起年均增长10%,2013年已成为贸易额最高的鱼类商品(表17)。这种增长一部分原因是新兴市场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另一部分原因是鲑鱼在大型发达国家也保持着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消费者基础,包括欧盟、美国和日本。目前多数鲑鱼均为养殖品种,主要来自挪威、智利,以及分布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小型生产商。各种野生太平洋大麻哈鱼类在国际贸易中交易量也很大。在国际营销宣传、产品创新以及物流和生产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鲑鱼成为全球各地市场上的热门产品;尽管实际情况(如养殖地点选择)和监管限制导致市场供应增速放缓,但需求仍在快速增长。因此,国际市场上鲑鱼价格飙升,特别是在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挪威等主要生产国出口收入直线上升。养殖鳟鱼的主要生产国有很多与鲑鱼相同,2014年俄罗斯禁运后形成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格局导致需求扩大,供给收缩,因而价格持续高企。


对虾和明虾贸易量大,从贸易额来看是第二大主要出口商品组。截至目前,拉美、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产量占绝大多数,但大部分消费都集中在发达国家。野生对虾捕捞对市场做出很大贡献,但目前大部分对虾均为养殖品种。近年来,疫病和不利天气条件给很多亚洲水产养殖主产国带来持续困扰,特别是泰国和中国,但得益于印度和厄瓜多尔等其他国家产量大幅提高,2017年市场供应量仍保持了增长势头。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带来膳食偏好变化,随之需求逐渐扩大;现在,越来越多的产量开始被国内和区域市场消化。过去两年中,对虾和明虾交易价格随着总体趋势不断走高 (图24)。
白肉鱼市场过去一直被鳕鱼和狭鳕等野生品种垄断,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低价养殖鱼也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如鮰鱼和罗非鱼。中国是最大的罗非鱼生产国,而鮰鱼产量最高的国家是越南。罗非鱼和鮰鱼在发达国家市场上逐步占据市场份额,特别是美国,欧盟次之。中国也向很多非洲国家出口大量罗非鱼,出口量仍在不断增加。传统底层鱼主要来自于北半球,排名前三的生产国为俄罗斯联邦、美国和挪威。鳕鱼的交易价格在2016年和2017年保持高位但略有波动(图25),这是因为很多重要市场需求强劲,而由于配额限制供应量却非常有限。鮨科和鲷科几乎都在地中海区域养殖,主要出口到欧盟市场;随着土耳其产量逐年增加,市场也开始呈现更加多样的格局。
欧盟和美国是罐装金枪鱼两个最大的市场, 产品供应主要来自于拉美、东南亚和非洲多个发展中国家。泰国是目前最大的罐装金枪鱼生产国, 厄瓜多尔、西班牙、中国和菲律宾的罐装量和出口量也不容小觑。关税制度及进口配额差异是罐装金枪鱼贸易的重要障碍,建议对这些制度进行调整是鱼和鱼产品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寿司和生鱼片市场,主要进口商品包括新鲜和冷冻金枪鱼,可以是整只,也可以是腰腹部分。蓝鳍和大眼金枪鱼常用于制作生鱼片和寿司,而鲣鱼、长鳍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则用于罐装,或生产其他制备及保鲜产品。罐装金枪鱼作为一种低价、可负担的鱼类食品,越来越多地通过连锁超市销售;而随着日本饮食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到青睐,生鱼片和寿司瞄准的则是对健康十分关注的现代消费者。2017年,金枪鱼价格不断走高(图26), 但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市场的需求增长却弱于三文鱼和对虾等其他贸易量较大的商品。
头足纲类别包括章鱼、鱿鱼和墨鱼。过去两年间,中国和摩洛哥是章鱼的最大出口国,鱿鱼和墨鱼排名前三的出口国分别为中国、秘鲁和印度。日本、美国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较大国家是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中国和泰国也是主要进口国, 但很多进口均用作加工和再出口的原料。随着日本饮食、夏威夷poke(鱼肉沙拉)、西班牙tapas在全球各国的流行,头足纲动物特别是鱿鱼和章鱼的需求也不断扩大。然而,2016和2017年捕捞量有限导致市场供给收紧,交易价格强势上行。



贸易量最大的双壳类软体动物为贻贝、蛤蜊、扇贝和牡蛎,大部分为养殖品种。中国是目前最大的双壳类出口国,2016年出口量几乎是第二大出口国智利的三倍。中国国内消费量也很大,但欧盟仍是双壳类的最大市场。双壳类被广泛宣传为健康、可持续食品,近年来需求不断扩大。
中上层小鱼包括很多不同品种的鲭鱼、鲱鱼、沙丁鱼和凤尾鱼。这些品种的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地区分布零散,国际贸易网络规模大且非常复杂。中上层小鱼既供人类消费—特别是在非洲市场上,也用来生产鱼粉和鱼油,主要用作水产养殖和畜牧生产的饲料成分。2016年末及2017年初,南美洲在厄尔尼诺后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欧洲中上层小鱼捕捞量可观,为鱼粉和鱼油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因而鱼粉和鱼油价格一度下滑(图27和图28),但随后又出现反弹。随着需求稳步扩大,鱼粉和鱼油的长期价格预计将再次走高。过去两年间,秘鲁仍是全球最大的鱼粉和鱼油生产国及出口国。中国一直是鱼粉的主要消费市场,挪威则是鱼油的主要市场,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水产养殖业非常发达。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显著扩大,特别是在近20年;全球消费多样且营养食物的能力也因而增强。自1961年起,全球表观食用鱼类消费8年均增速(3.2%)就一直快于人口增速 (1.6%),超过了所有陆生动物肉类消费的总体增速(2.8%),以及除禽肉(4.9%)外的其他动物肉类 (牛、羊、猪等)。人均鱼类食品消费量由1961年的9.0千克增至2015年的20.2千克,年均增长约1.5%。2016年和2017年初步测算结果表明,人均消费进一步提高,分别达到20.3千克和20.5千克左右。消费扩大不但因产量增加驱动,也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减少浪费,改进利用,完善分销渠道, 以及人口增长、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共同拉动的需求扩大。
鱼和鱼产品是营养物及微量营养素的宝贵来源,对多样健康膳食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因而在保障全球营养和粮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见第2部分“鱼类保障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市场上,公众对于这些健康益处的认识逐步加深。较低收入国家认识到鱼类含有应对部分最严重、最广泛营养缺陷问题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因而鱼类作为食品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特别是对于孕妇和幼童来说, 鱼类可成为营养膳食的基本构成,在胚胎或幼儿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促进神经发育。另外,有证据表明吃鱼有利于保持精神健康,也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中风及年龄相关的肌肉退化。对于高度依赖数量有限的高卡路里主食的低收入人群,鱼类价格较低,方便获得,可以成为实现营养多元化的必由途径。人均鱼类消费量尚不是很高,但即便少量摄入鱼类都可以提供必要的氨基酸、脂肪以及铁、碘、维生素D和钙等微营养物,而基于蔬菜的膳食中往往缺少这些营养物质。专家认为,大量消费鱼类产品的益处远高于污染或其他安全风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2011)。
从全球平均来看,鱼和鱼产品提供的热量仅为34卡/人/天;但在一些缺乏其他蛋白食物,或已经长期形成鱼类膳食偏好的国家(如冰岛、日本、挪威、韩国和一些小岛屿国家)中,鱼类每日贡献的热量超过人均130卡。鱼类膳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还能提供易于消化的优质动物蛋白。150克的鱼就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一天约50-60%的蛋白质需要。在一些人群密集且总蛋白摄入量低的国家, 鱼类蛋白是膳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来说更是如此(见115页第2部分 插文10“太平洋岛国食物系统中的鱼类”)。对这些人群而言,鱼类不仅比其他动物蛋白来源便宜, 还是当地传统膳食中备受青睐的食物,是一种负担得起的动物蛋白。2015年,鱼类在全球人口摄入动物蛋白中占比约为17%,所有蛋白中约占7%。另外,约32亿人口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中近20%来自鱼类(图29)。在孟加拉国、柬埔寨、赞比亚、加纳、印度尼西亚、塞拉利昂、斯里兰卡和部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鱼类对动物蛋白摄入总量的贡献超过50%。

受文化、经济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和各区域之间及内部的人均鱼品消费量差异显著,年人均鱼品消费量从不到1千克到超过100千克不等 (图30)。在一国之内,沿海地区的消费量也通常高于内陆水域。发展中区域及低收入缺粮国的年人均鱼类消费量稳步提高(分别由1961年的6.0千克和3.4千克增至2015年的19.3千克和7.7千克),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9(2015年为24.9千克),但差距却在逐步缩小。
发展中国家的鱼类消费量不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鱼类蛋白在膳食中所占比重却更高一些。2015年,鱼类在动物蛋白摄入总量中所占比例在最不发达 国家(LDC)约为26%,其他发展中国家为19%,低收入缺粮国约为16%。这一比重持续升高,直至近年来由于其他动物蛋白消费量也不断增长,这一比重的上升开始停滞。在发达国家,鱼类在动物蛋白摄入量中的比重由1961年的12.1%持续增长到1989年13.9%的峰值水平,之后随着其他动物蛋白摄入量持续增长,这一比重于2015年回落到11.4%。

1961年,欧洲、日本和美国鱼类食品消费量合计占到全球消费总量的47%,而2015年仅为20%左右。2015年全球消费总量为1.49亿吨(表18),其中亚洲就消费了2/3以上(1.06亿吨,人均消费量为24.0千克)。大洋洲和非洲消费量占比最低。这种转变源自于渔业部门的结构调整,特别是亚洲国家在渔业生产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及全球最成熟鱼类市场与越来越多的重要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在增长速度方面差异显著。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在增值渔产品方面选择很多,也不会受到价格增长的影响,但人均消费量已经接近数量饱和点。过去几年间,美国和欧盟人均鱼类消费量增长开始放缓,日本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增长乏力(尽管已经保持在较高水平),而禽肉和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却在不断走高。

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不包括日本)和东南亚,鱼类消费增长受到多种因素驱动,包括城市人口快速增加,鱼类产量急剧扩大(特别是水产养殖业),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国际鱼类贸易蓬勃发展。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鱼类消费国,随着国民收入和财富不断增加,2015年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38%,人均消费量约达41千克。由于部分渔业出口转向国内市场,且渔业进口逐年增加,中国消费者已经可以消费更加多样的鱼类产品。不包括中国在内,全球鱼类食品年人均消费量从1961年的10.3千克增加至2015年的15.5千克左右,自2000年初开始一直保持稳定增长,鱼类食品消费增速快于人口增速(年均增速分别为2.5%和1.7%)。
在非洲,鱼类消费绝对数量仍然较低(2015年人均消费量为9.9千克),西部非洲人均消费量最高,约为14千克;东部非洲人均消费量最低,仅有5千克。北非人均消费量增势强劲(从1961年的2.8千克增至2015年13.9千克);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国家,人均鱼类消费量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鱼类消费量低的背后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速快于鱼类食品供应的增速;捕捞渔业资源压力和水产养殖发育不善导致渔业产量增势疲软;收入水平偏低;储藏和加工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在捕捞或养殖地区之外缺少销售与鱼产品所需的销售和分销渠道。尽管如此,还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生计型渔业、部分小规模渔业和部分跨境贸易的数据不完整,因而鱼类创造的实际价值可能高于官方统计数字。
人均鱼类消费量的最高纪录超过50千克,这个纪录出现在多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洋洲,表明在区域鱼类消费差异中其影响有所减弱, 但仍十分重要。最低人均消费量仅为2千克出现在中亚,以及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莱索托等内陆国家。国际贸易有助于减少地区和国内产量有限的影响,丰富市场上的品种,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进口占欧洲和北美以及非洲鱼类消费的很大比例 (分别为70%和40%左右),且比例逐年提高;这是因为国内渔业产量停滞或下滑,而鱼类需求强劲, 包括对非本地生产鱼类的需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鱼类消费主要基于国内生产,消费更多地受供应而非需求刺激。然而,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 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增加进口,以期丰富市场上供应的品种。过去数十年间,鱼类贸易逐年扩大,加工、保存和运输的技术也不断进步,但鱼类仍为高度易腐产品,从捕捞或养殖地区远距离运输仍面临着很大的物流和成本挑战。除供应相关问题外,若人们没有长期大量消费鱼类的习惯,且文化或饮食中也很少将鱼类作为食物,则消费者的需求也会非常有限。在这些市场上,除建设供应基础设施外, 增加鱼类消费还需要配合营销及意识提高工作。

鱼类生产和销售人员可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消费者膳食偏好的变化,但自然资源局限和生物学考量才是决定消费者可以获得哪些鱼类和产品的关键。19世纪80年代中期水产养殖业迅猛发展, 而捕捞渔业却止步不前,这两种趋势明确反映了两个部门的特点。随着水产养殖业不断壮大,养殖鱼类在人们膳食中的比重快速提高;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水产养殖部门对供人类消费鱼类数量的贡献首次超过野生捕捞鱼类。初步估算结果表明,2015年养殖水产品在鱼类食品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为51%,2016年为53%,而1966年、1986年和2006年分别为6%、14%和41%(图31)。与捕捞渔业相比, 水产养殖者对鱼类生产过程的控制更多,水产养殖部门也更利于生产和供应链的横向纵向整合。因而,水产养殖部门有可能打造出效率更高的供应链,更快速地将鱼类从生产者送到消费者手中,也能更容易地应对消费者对于可持续性和产品原产地的关切。一些低价值淡水鱼类(通过一体化养殖)的养殖数量很大,主要面向国内消费,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十分重要。
近年来水产养殖产量扩大趋势明显,特别是对虾、三文鱼、双壳类、罗非鱼、鲤鱼和鲶鱼(包括巨鲶属),这些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也不断增长。自2000年以来,年均增速最快的是淡水鱼类(3.1%)、不包括头足纲动物的软体动物(2.9%)以及甲壳类动物(2.8%)。2015年,全球人均淡水鱼消费量为7.8千克,占鱼类消费总量的38%,而1961年的占比为17%。
水产养殖也是可食用水生植物的主要来源,2016年对可食用水生植物总产量的贡献率为96%。目前, 海带和其他海藻尚未纳入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的鱼和鱼产品类别;但这些产品在很多文化中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东亚,常用于做汤,以及用来包卷寿司的紫菜(紫菜属,Pyropia和Porphyra)。养殖最多的品种包括海带(Laminaria japonica)、麒麟菜、长心卡帕藻(Kappaphycus alvarezii)和裙带菜(Undaria pinnatifida)。海藻营养价值很高,主要含有微营养物矿物质(如铁、钙、碘、钾、硒)和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A、C和B-12。海藻还是鱼类以外天然 o m e g a-3长链脂肪酸的唯一来源。
近几十年来驱动全球鱼类消费增长的总体经济趋势还伴随着其他的转变,包括消费者选择、购买、制备和消费鱼产品的方式转变。很多国家越来越重视贸易自由化,食品运输科技不断进步,这些都强化了鱼和鱼产品的全球化趋势,供应链因而逐步延长—一个产品可能在A国生产,B国加工,C国消费。这些发展让消费者能够享用到在距购买地很远的地区捕捞或养殖的鱼类产品,也给之前只有本地或区域产品的市场增加了新的产品和口味。在个体消费者选择激增的同时,全球层面上各个国家和区域的选择却越来越相似。得益于供给来源多样化以及保鲜技术的日益发展,某些品种供应的季节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低,但主要品种供应的重大冲击现在却可能影响到更多的人群和分布区域更为广泛的市场。消费者逐步认识到他们买到的很多鱼都不是本地品种,因而需要建立可追溯系统和认证制度,确保日益多样的鱼和鱼产品优质可持续。
城市化也影响了很多国家鱼类消费的性质和程度。全球农村人口现已接近峰值,自2007年起城市人口已超出全球人口的一半,且还在持续增长。预计到2050年,城市人口增长将超过2/3,占全球人口的66%(联合国,2015d);其中近90%的增长将发生在非洲和亚洲。通常来说,城市居民用于消费动物蛋白(如鱼类)的可支配收入更高,在外面用餐也更加频繁。另外,城市地区基础设施完善,人口密度更高,因而鱼和鱼产品的储藏、分销和销售效率也更高一些。随着大卖场和超市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越来越多的鱼产品转由这些渠道销售,远离了传统的鱼贩和鱼品市场。同时,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快,对时效性要求高, 食品制备的便捷性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考量;因而,通过零售店和速食店制备和销售的方便食用的鱼产品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现代消费者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更加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为注重食物的来源,这些趋势都会继续影响成熟市场及发展中市场的鱼类消费模式。
除考虑部门本身外,鱼类消费的总体水平还取决于其他动物肉类的市场发展,主要是禽肉、猪肉和牛肉的产量。收入水平提高、贸易自由化和城镇化发展也会影响到这些陆生动物肉类的消费。1961至2013年(粮农组织现有数据中陆生动物消费数据的最近一年[2018e]),陆生动物肉类消费总量年均增长2.8%,人均消费年增幅为1.2%,从23.1千克增长至43.2千克。2013年,猪肉在陆生动物肉类消费中占比最高,但这一比重仅由1961年的35%小幅上涨至2013年的37%。禽肉消费增速快于其他动物肉类,包括鱼类。2013年,禽肉消费在陆生动物肉类消费总量中占比为35%,比1961年的12%有显著增长。相反,牛肉比重下滑明显(从1961年的41%减少至2013年的22%)。鱼类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市场上的其他动物蛋白来源仍需进一步研究;这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口味、营养习惯以及价格。未来十年中,家禽业的发展可能与鱼类消费最为相关;与鱼类一样,禽肉也是一种经济的瘦肉蛋白, 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膳食构成非常重要,且重要性不断提升(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17)。
人均粮食供应量有所增加,营养标准也显示了积极的长期趋势,但营养不足(包括蛋白质丰富的动物源食品摄入不足)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粮农组织等,2017) 表示,很多人仍缺少过上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2016年,长期营养不足人群数量由2015年的7.77亿增加至8.15亿(尽管仍低于2000年的9亿), 人数最多、比例最大的分别在亚洲和非洲。在多年保持下降趋势后,近期的反弹可能表明趋势即将逆转。粮食安全形势出现恶化,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和西亚,特别是在冲突背景下, 某些情况下还伴随着干旱或洪涝。在一些国家,多种营养不良问题同时存在—儿童营养不足,妇女贫血,成人肥胖。多数区域儿童超重和肥胖率逐年升高,所有区域成年超重和肥胖问题日益严峻, 这主要是因为过量摄入了高脂肪和加工产品。鱼类脂肪含量低,营养价值高,可在纠正不均衡饮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政府出台政策增加鱼类消费的情况下。
联合国(UN)系统重申致力于将平等和不歧视作为落实《2030年议程》的核心(行政首长协调会,2016年)。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就是号召将行动和合作侧重于实现《2030年议程》的核心宏愿,造福所有渔业工作者、其家庭和社区(见第2部分“渔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2030年议程》”)。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所有国家和行为体的集体责任。这将依赖跨部门和跨学科协作、国际合作和相互问责,需要采取综合、循证和参与式方法解决问题、提供资金和制定政策。
经济互补性增强以及发展中国家管理和治理能力欠缺,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差距(见第2部分插文4,第91页)。为消除差距并逐步实现《2030年议程》确立的零过度捕捞目标,国际社会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充分实现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潜在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与渔业和水产养殖明显挂钩。渔业是健康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正在纳入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主流(见第2部分“实施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成绩与挑战”)。然而,该部门还与另外九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相关:
目标1:消除贫困。负责任渔业和渔业价值链支持贫困和脆弱人口生计,推动其包容性获取渔业及相关经济资源。
目标2:“零饥饿”。在食物利用方面,人类膳食中鱼品的益处得到广泛认可。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渔业不仅通过改善营养和生计,而且通过对病媒实施生物防控,为健康和福祉做出贡献。
目标5:性别平等。渔业为妇女赋权并推动性别平等;但妇女的作用多数未得到认可(高专组,2014)。
目标6:清洁水与卫生。健康的内陆水生生态系统是良好水质的指标,其好处是渔业资源多产且市政饮用水仅需经过最低程度处理。
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2016年,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为全球近6000万人提供了就业,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许多渔业越来越多地通过更充分利用以及减少收获后损失解决浪费问题。
目标13:气候行动。与反刍动物肉类生产相比,渔业和水产养殖环境影响较低(Clark和Tilman,2017)。与其他食物来源相比,内陆渔业碳足迹尤其低 (Ainsworth和Cowx,2018)。
目标15:陆地生物。内陆渔业所属的淡水生态系统是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来源(见第2部分“全球内陆渔业回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国际社会正努力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利益相关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讨论,提高对于相关政策和做法的认识,以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为实现全部十项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旨在加强并支持渔业和水产养殖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发挥作用的活动及倡议包括:“我们的海洋”系列会议(分别由美国[2014年]、智利[2015年]、马耳他[2017年]、印度尼西亚[2018年]、挪威[2019年]和帕劳[2020年]主办)、2017年和2020年联合国海洋会议、新的每年6月5日的“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国际日”以及“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见第3部分插文18,第139页)。两年一度的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会议(作为审议国际重要渔业和水产养殖问题的唯一全球政府间论坛)通过向各国政府、区域渔业机构、非政府组织、渔业工作者、粮农组织和国际社会提出建议和指导,支持《2030年议程》(图32)。
联合国大会继续通过关于海洋和海洋法以及可持续渔业的年度决议,解决多项海洋相关问题,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问题。
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呼吁建立海洋环境状况(包括社会经济方面问题)全球报告和评估正当程序。2016年,《第一份全球综合海洋评估》,也称为《世界海洋评估I》,作为海洋环境状况(包括社会经济方面问题)全球报告和评估正当程序第一轮结果发布。该报告覆盖面广,涉及科学与政策关系的核心,为今后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工作提供了依据。

2017年联合国海洋会议(正式名称为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是联合国专门针对海洋问题组织的第一个全球活动。会议汇集各国、联合国实体、学术界、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共同探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会议成果包括通过了重视具体切实行动建议的“行动呼吁书”以及涉及今后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所开展工作的1300多项自愿承诺。
在2018年5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UNFSA)缔约方第十三轮非正式磋商上继续讨论了科学与政策关系问题。
目前,科学与政策关系涵盖气候和海洋政策。2017年,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第十八次非正式协商进程中讨论了气候变化对海洋影响问题。自201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十二届缔约方会议(COP)以来,“海洋行动日”一直是缔约方会议正式日程的一部分。在第二十三届缔约方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斐济政府不仅支持该活动,还启动了“海洋途径伙伴关系”,支持将海洋问题纳入正式气候谈判。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发起的“因为海洋”宣言。随着对海洋的重视日益深化,行动正从提高认识和宣传提倡过渡到在全世界实施具体行动及倡议,以提升海洋与水生系统在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自1992年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以来,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涉及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一直重视濒危物种和脆弱生境保护相关政策及行动(见第2部分“生物多样性、渔业和水产养殖”)。
许多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和国家渔业主管部门越来越多地与环境部门利益集团密切合作, 更新管理文书或使用针对重点保护物种和生境采取更积极管理规则的新文书替换旧文书。例如,“可持续海洋倡议”旨在通过推动伙伴关系并协调多个倡议,确保区域海洋组织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行动相接轨(生物多样性公约,2018)。爱知目标6(一系列渔业相关成果)、爱知目标11(对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区域生物多样性实施有效划区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5(到2020年,保护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不仅提出渔业对渔业活动的全部足迹负责,还推动衡量各国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政策和管理措施主流方面所采取行动。在公海上,国家管辖区域以外生物多样性(BBNJ) 进程是多部门治理的重要力量(见第4部分“区域合作对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要”)。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缔约方充分认识到多元和可持续渔业以及多产海洋的好处,正越来越多地对已知水生物种枯竭状况作出响应。自2013年以来,CITES列出了20个商业性开发鱼类物种,而《养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CMS)列出了28个。列入清单的某些物种附带规范贸易的约束性规定;因此,规定的实施不仅需要工业和手工渔业改变做法,还需要国家、区域渔业机构(RFB)等采取行动。
可持续水产养殖和渔业依赖良好的水生遗传资源管理和养护,如保护基因独立种群免受增殖和重新安置措施以及非本土品系从水产养殖设施逃逸的不利影响。因此水生遗传资源评估至关重要。例如,德国联邦粮食与农业部目前正在参与淡水鳌虾、河鳟、湖红点鲑、海鳟、鲃、江鳕、茴鱼和丁鳜遗传管理单元分子遗传记录项目。项目积累的知识将纳入针对上述物种种群管理的切实建议, 同时尊重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对水产养殖而言,水生遗传资源的价值在于可潜在地提高产量、抵御力、效率和利润率。尤其是, 水产养殖中优质种苗和遗传改良计划,尤其是品种选育,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水生动物健康状况的有效手段。例如,养殖罗非鱼遗传改良(GIFT)项目通过帮助避免近交或遗传管理薄弱的负面影响,对扩大尼罗河罗非鱼培育(目前87个国家进行了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Gjedrem,2012)。该项目通过维持高水平的遗传变异并对重要性状进行遗传选育,促使许多水产养殖种群表现优异。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在区域层面开展合作,因为渔业资源开发通常涉及若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14是促进区域和机构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协调各方努力,跨领域、跨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相关目标。在此方面,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具有独特和战略优势,带领区域和全球各方,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并解决过度捕捞问题。
区域渔业机构尤其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一直是支持和实施共同渔业资源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区域渔业机构尤其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越来越多地提供关键能力建设服务并加强区域和全球科学知识以支持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与管理。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在这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推动53个区域渔业机构协调行动、分享信息和经验。
同样,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对使用沿海和水生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全球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区域渔业机构与负责其他部门人类活动管理的组织之间的合作需求迅速增加。为此,区域海洋计划与各类区域渔业机构正在建立合作框架。例如: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与内罗毕公约在西南印度洋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在阿拉伯海地区发起的推动区域渔业委员会与保护海洋环境区域组织合作的倡议(见第4部分“区域合作对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要”)。
根据一系列论坛建议—联合国大会(2005)、渔委第二十六届(2005)和第二十七届(2007)会议、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第一届神户会议(2007)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四项绩效评审标准:
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评估;
国际义务遵守和执行水平;
法律框架、财务和组织现状;
与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成员国家合作水平。
上述评审已实现机制化且规律性和频次不断提升。截至2017年10月23日,15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10开展了绩效评审,其中六个(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北大西洋鲑鱼养护组织、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完成了第二次绩效评审,其他组织则计划开展更多评审。
区划管理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地考虑渔业和渔民因素,如第四届国际海洋保护区大会(IMPAC4) 和2017年联合国海洋会议。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为审议和开展划区管理提供了基础框架。
提供全球指导以确保区划管理(包括考虑海洋保护区)纳入更广泛的渔业管理框架且遵守参与式方法相关良好做法(尤其是针对小规模渔业)。《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和《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权属治理自愿准则》)(粮农组织,2012a), 均介绍了相关做法并指出应尊重习惯和非正式土地使用权(在第2部分生物多样性章节阐述)。
该问题不限于海洋沿海区域。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5陆地生物的贡献至关重要,因为内陆渔业是淡水生态系统重要供给服务之一,也是良好水质指标之一,因此可成为开展生境保护或恢复的理由。在解决各部门相互冲突的需求(尤其是对水资源的需求)时,人们刚刚开始将内陆渔业生产效率和价值作为考虑因素。
相关考虑均不限于捕捞渔业。水产养殖具备潜力,可填补水产品供需缺口,帮助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但水产养殖满足未来食物需求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适当地点获得空间。水产养殖空间规划与区划相结合是实现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综合管理以及推动水产养殖可持续管理的关键;水产养殖可持续管理是指兼顾竞争性经济部门需要,尽可能减少冲突并统筹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管理。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见第2部分讨论)和蓝色增长(见第4部分讨论)是这方面的有益框架(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2015)。
鱼类具有营养价值且在许多膳食中广泛存在, 因此在采取基于农业和食品的方法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Kawarazuka和Béné, 2010)。联合国大会宣布2016-2025年为“营养行动十年”,这为提高对鱼类所发挥作用的认识并确保将鱼类纳入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主流提供了契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牵头并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农发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合作开展相关工作。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因为鱼品提供了30亿人(50%以上在某些欠发达国家)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20%以上,且对于农村人口尤为关键;农村人口膳食往往较单调且粮食不安全率较高(见第2部分“鱼品保障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
除对鱼和渔产品新的市场需求外,关税、补贴、食品安全和可持续性标准等贸易政策可对渔业贸易尤其是国际市场准入产生重大影响。某些贸易措施, 尽管目标合理,但可能造成技术或金融障碍并限制市场准入,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小规模渔民。在贸易谈判中,如当前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重启渔业补贴努力,渔业问题相关知识以及对渔业部门各类适用政策框架关联性的认识对于评估挑战、机遇和关切并避免制造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十分必要。为贸易谈判人员提供技术援助对于填补可能的知识缺口必不可少。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一直共同致力于为各国提供鱼和渔产品贸易相关主要驱动力和各项并行进程(如世贸组织和《2030年议程》)的综合信息。2016年7月,上述机构在贸发会议第十四届会议期间发出“规范渔业补贴务必成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机组成部分”的联合声明,强调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6 (到2020年,禁止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取消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的补贴,避免出台新的类似补贴,同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享有的适当、有效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定,解决有害的渔业补贴问题。
此后,在世贸组织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2017年12月)期间召开的题为“鱼品贸易、渔业补贴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边会汇集了贸发会议、粮农组织、英联邦秘书处、欧盟、阿根廷、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凝聚政治共识, 深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相关贸易问题的认识。此类联合活动有助于避免重复和多余劳动,改进国际组织资源分配,造福成员。
随着人们比以往消费更多鱼品,《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织,1995)作为实施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指导框架重要性与日俱增。为推动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发起了新倡议,包括努力推动遵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减少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综合网络;以及管理水产养殖食物生产风险。
渔业治理和发展的关注范围已经拓展,不仅涵盖资源和环境养护,即生物概念的可持续性,还包括对于该部门社会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福祉和生计的认识。更侧重于渔业作为生计来源(如收入、食物和就业)、文化价值表达载体以及贫困社区抵御冲击的缓冲所发挥的作用。
目前,可持续性三大支柱(环境、经济和社会) 更加牢固地植根于渔业管理。主要渔业文书为渔业投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背景和框架。《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和《权属治理自愿准则》(粮农组织,2012a)为增强小规模渔业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框架。
许多发展伙伴(如橡树基金会、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开发银行、德国国际合作署、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其他组织)和投资基金(如支持2018年世界海洋峰会发布的“可持续野外捕捞渔业投资原则”的基金联合体[环境保卫基金、瑞尔保护协会/Meloy基金和Encourage Capital,2018])目前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小规模渔业准则》和《权属治理自愿准则》纳入渔业相关投资和行动战略。
为支持致力于推动小规模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上述承诺,加强对于小规模渔业的认识和知识基础至关重要。目前正在开展若干倡议以改进和扩大现有实证信息并量化海洋和内陆小规模渔业部门的重要性,包括题为《隐性收获:全球捕捞渔业的贡献》的世界银行(2012)更新研究(见第3部分“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和插文19,第140页)。其他扩大证据基础的重要机遇包括:2018年全球渔业权属和用户权利会议: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8年9月)以及通过“重要性不容忽视”研究伙伴关系组织的第三届全球小规模渔业大会(2018年10月)。
解决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问题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以及渔业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影响仍然是渔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威胁资源养护、渔业可持续性以及该部门中渔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生计,加剧营养不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状况(见第2部分“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全球形势”)。
实施有效监测、控制和监督所需能力和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应对该问题。船旗国、港口国、沿海国和市场国需要展示强烈的政治意愿、通力合作,解决以下方方面面的问题:
违反国家、区域和国际法的捕捞和捕捞相关活动(非法);
不报或误报捕捞作业和渔获物信息(不报告);
不明国籍(未登记)船只开展捕捞(不管制);
非缔约方船只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公约水域开展捕捞(不管制);
未经国家充分管制且无法轻易监测和记录的捕捞活动(不管制);
针对未采取养护或管理措施的区域或渔业资源实施的捕捞活动(不管制)。
作为全球努力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工作的主要成绩,具有约束力的粮农组织《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定》(《港口国措施协定》,PSMA)于2016年6月5日生效。截至2018年4月5日,《港口国措施协定》有54个缔约方,包括欧盟。目前各缔约方正在努力推动《港口国措施协定》的有效实施,包括鼓励非缔约方遵守协定。
2017年5月召开的缔约方第一次会议确定了角色和职责,制定了路线图和工作计划;相关文书不仅针对各缔约方,也针对包括粮农组织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粮农组织,2017j)。工作计划包括建立机制并确定分阶段交换数据的方法。针对协定实施情况包括所面临挑战开展的监测工作将初步每两年进行一次。缔约方还同意启动国家联络点、指定港口和实施协定的其他相关信息报告工作并在粮农组织网站专门板块发布相关信息。缔约方会议将每两年召开一次。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各国开展合作交换渔船及其为落实《港口国措施协定》所开展活动相关信息,不仅支持港口国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还支持船旗国控制渔船,支持沿海国保护渔业资源,支持市场国确保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所得产品不得进入市场。上述确保协定有效执行的合作如能合理实施,将可提升全世界渔业可持续性。
渔获登记制度(CDS)是专门针对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开发的市场相关措施,是《港口国措施协定》的补充。为努力避免单方面开发的渔获登记制度大量出现,粮农组织成员于2017年批准了《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在第2部分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章节讨论)。为推动该进程,下一步将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并编制实施自愿准则的全球指南。
农民、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正日益认识到粮食生产风险并合作有效管理风险。实施国家水生动物卫生战略(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水产中心网,2000、2001;粮农组织,2007)正在帮助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确保水生动物健康与福利 (见第3部分“发掘水产养殖潜力”)。以下资源针对有效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具体指导。
诊断:Bondad-Reantaso等人(2001),BondadReantaso、McGladdery和Berthe(2007)
检疫:Arthur、Bondad-Reantaso和Subasinghe(2008)
风险分析:Arthur和Bondad-Reantaso(2012)
监测和区划:Subasinghe、McGladdery和Hill(2004)
应急准备和预案:Arthur等人(2005)
紧急疫病调查:粮农组织(2017q)
早期预警/预报:食物链危机早期预警季度公报
气候智能型农业(CSA)(包括水产养殖和鱼菜共生)开始用于帮助确定在气候变化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并保障粮食安全所需具备的技术、政策和投资条件(粮农组织,2017r、2017s)。气候智能型农业支持提高生产率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双管齐下。因此,气候智能型农业逐渐成为能够增加水产养殖产量同时避免对可持续性造成不利影响的替代和创新方法。面临的挑战是根据《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实施气候智能型水产养殖,解决可持续性涉及的相互关联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问题。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 (联合国,2015a)展现了一个公正和可持续、没有恐惧和暴力、为缔造共同繁荣使人类潜能得到充分发掘、实现基于权利、公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包容式发展的世界愿景。《2030年议程》不仅呼吁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普及医疗(且全程注重性别问题),还要求消除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排斥和不平等现象。联合国系统重申致力于将平等和不歧视作为落实《2030年议程》的核心 (首协会,2016)。
《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及进行中的相关国际和国家进程,与渔业和水产养殖高度相关,包括鱼品加工和贸易,尤其关系到部门治理、政策、投资和能力发展需要、利益相关方参与、合作和国际伙伴关系。承诺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是呼吁采取行动并开展合作,重点帮助实现《2030年议程》核心目标,造福所有渔业工作者、其家庭和社区。例如,绝大多数内陆渔业是更贫困群体从事的小规模作业,对于保障从业者粮食和经济安全不可或缺(Lynch等,2017)(另见本卷中“全球内陆渔业回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2030年议程》(S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所有国家和行为体普遍面对的挑战 (集体责任)。实现《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依赖跨部门和跨学科协作、国际合作和相互问责,需要采取综合、循证和参与式方法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真正具有变革性和相互联系的目标,呼吁采取综合和创新方法,结合政策、计划、伙伴关系和投资,以实现共同目标 (粮农组织,2016a)。众多作者探究了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 (Blanchard等人,2017;国际科学理事会,2017; Ntona和Morgera,2017;Singh等人,2017;Le Blanc、 Freire和Vierros,2017;Nilsson、Griggs和 Visbeck,2016)。联合国发展集团(联合国发展集团,2017a、2017b)和粮农组织(2017a)针对在国家层面将《2030年议程》和相关综合规划纳入主流提供一般性指导。
粮农组织阐述了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 (粮农组织,2014a),作为以更有效和更综合方式解决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框架。粮农组织提出为确定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部门以及相关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而需要开展的政策对话和治理安排应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 (图33)。这一适用于各农业部门且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维度的统一视角,将确保实地行动有效性且以适宜社区和国家层面实际情况从而确保因地制宜的现有最佳科学知识为支撑。该共同愿景获得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农委)、林业委员会(林委)以及渔业委员会(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批准。正在为政策制定者编制关于如何在《2030年议程》背景下考虑农业、林业和渔业问题的准则(粮农组织,即将出版)。

2017年,粮农组织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审议了《2030年议程》相关问题,如粮食损失和浪费、气候变化、受威胁物种、海洋保护区和鱼品价值链社会可持续性(粮农组织,2017b);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讨论了《2030年议程》(粮农组织,2017c; Hambrey,2017),建议粮农组织根据世界范围内水产养殖发展的经验教训,编制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支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联合国会议: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海洋会议)于2017年6月5-9日在纽约举行;来自政府、科学界、产业界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汇聚一堂,探讨挑战和对策。在斐济和瑞典领导下,高度依赖海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为该高级别会议的顺利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获得95个共同提案国支持。
海洋会议成果包括:确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伙伴关系、新的伙伴关系自愿承诺以及以“行动呼吁书”形式的政治宣言(联合国,2017a);各项成果均聚焦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应采取的具体行动。“海洋行动社区”将跟进支持和监测上述活动的落实,促成新的自愿承诺,推动各方加强合作和联网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14。区域渔业机构(RFB)、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缔约方、合作的非缔约方和伙伴组织以此为契机努力到202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一系列具体目标并着手在基本文书更新或替代过程中正式确定宏伟目标和承诺(粮农组织,2017d)。
2017年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消除贫困和促进繁荣”为主题(高级别政治论坛,2017a),深入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穷)、2(零饥饿)、3(良好健康与福祉)、5(性别平等)、14(水下生物)和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高级别政治论坛,2017a),并形成一份部长级宣言(经社理事会,2017a)和43份自愿国家审议报告(高级别政治论坛,2017b)。为支持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14相关进展,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教科文组织海委会)牵头针对各项目标内容的实施开展专题审议,针对今后对一系列广泛海洋问题进行投资提出建议(经社执委会+, 2017年),重点强调进行中的工作、机遇以及针对以下关键问题应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尽量减轻海洋酸化和污染影响;减少有害捕捞活动(通过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IUU]以及尽可能取消有害渔业补贴);提升有效区域管理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切实落实全球气候协定。高级别政治论坛审查报告注意到正在取得显著进展,强调各国应抓住当前契机从科技进步中获益,支持实施数据收集、信息分享、基础设施改进和能力发展等工作。
欧盟主办的第四届“我们的海洋”会议(马耳他,2017年10月)也讨论了落实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相关问题并形成了新承诺(欧盟委员会, 2017)。粮农组织重申6月联合国海洋会议承诺并在此基础上保证继续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14各项内容的落实,尤其是:
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各方提供技术支持,加强渔业治理以及各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能力;
通过提高认识、加强机构能力、赋权小规模渔业组织、形成和分享知识、支持政策改革、为支持落实《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小规模渔业准则》)提供技术援助,大力扶持小规模渔业(粮农组织, 2015a);
通过巩固多边贸易体系并确保贸易政策和战略与其他扶持性国家政策相一致,支持鱼品贸易,使其有助于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许多国家和组织在承诺中直接强调粮农组织工作和/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各项具体目标与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11 多数承诺重点强调通过《港口国措施协定》(PSMA)(粮农组织,2017e)以及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全球记录) (粮农组织,2017f)(见本卷中“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章节)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行动;其次强调支持蓝色经济和小规模渔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体面工作也是重点内容。
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4四项渔业相关指标监管机构(见表19),粮农组织(2017g)继续努力:
报告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海洋鱼类种群比例(目标14.4);
针对目标14.6和14.b各项指标,制定和应用现有方法;
推动针对目标14.7指标可能报告方法,形成技术共识;
针对目标14.c指标方法的制定与联合国海洋(联合国,2017a)网络开展合作;
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班和在线学习材料,加强各


国在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14渔业相关报告方面的能力建设。
粮农组织为《2017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2017b)和2017年联合国秘书长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经社理事会,2017b)做出贡献。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4,联合国秘书长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显示,所评估海洋鱼类种群中30%以上处于生物不可持续水平(插文3)。
现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鱼类种群比例)以粮农组织对主要捕捞区域开展的评估为依据,需要调整以适应国家层面评估,因为评估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自主权和责任在成员。评估专属经济区(EEZ)内鱼类种群状况,可能在治理和报告方面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挑战(见插文4),因为正规种群评估需要大量数据、技术和资金(见“粮农组织为改进捕捞渔业数据质量和用途所采取的方法”)。在全球层面,需要一致的监测框架,在跨时间和跨国家开展指标评估时,尤其是对所监测种群参考清单覆盖范围和各国所使用方法开展评估时,满足透明度和可比性要求。粮农组织通过技术培训班、方法准则、指标14.4.1评估和报告标准及操作程序,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框架提供必要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目标14.612和14.b各项指标,依赖各国对两年期《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CCRF)问卷调查所做回复生成的数据。正在持续完善数据汇编和报告便利化方法。2017年底,粮农组织针对政府、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CSO)代表举办的关于目标14.b的研讨会,讨论了为实现目标14.b所开展监测和实施工作的相关能力建设需要。粮农组织通过电子学习课程,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相关课程,提供数据收集、分析和报告相关支持,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粮农组织,2017h)。

鉴于目标14.7重点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粮农组织将与区域机构合作召开三个区域研讨会(针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和南中国海[AIMS];以及加勒比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就正在编制的指标方法与区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利益相关方磋商,尤其是帮助说明可持续渔业的益处。作为该目标指标制定工作的第一步,粮农组织正在利用通过国民账户体系(GDP指标)获得的数据,制定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国内生产总值(GDP) 贡献的计算方法。但因GDP指标具有局限性,将制定更综合指标予以补充;该指标将涵盖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资源租金和渔业服务贸易,还将考虑到小规模、生计型和休闲渔业。
目前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各项具体目标监测有效性潜在影响因素开展研究(Recuero Virto, 2017),审议可持续发展目标14各项指标现有框架, 研究与多边环境协定指标的潜在协同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14各项具体目标之间以及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之间的关联。在对官方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予以补充的分析工作中,采用不同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指标(经社理事会,2017c)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看板报告(Sachs等,2017),确认世界范围内尚没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
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在支撑国家、区域和全球政策及决策,尤其在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起关键作用。收集和传播渔业及水产养殖统计信息,是粮农组织粮食和营养职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项职责载于粮农组织《章程》第11条且自1945年本组织成立以来一直履行至今。粮农组织是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唯一来源;这些统计数据是开展部门分析和监测的独一无二的全球资产。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渔业商品生产和贸易、渔民和渔农、渔船和表观鱼品消费量相关数据收集主要用于确定渔业对食物供给和国民经济的贡献 (插文5)。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出现意味着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应加以调整,以确保相关性、准确性、适度详细、及时性和可及性,为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提供支持。尽管本节讨论捕捞渔业数据,但许多问题和解决方案 (如满足政策需要、数据质量、数据处理、能力建设)也适用于水产养殖数据。
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4四项指标的监管机构, 粮农组织负责通过高质量数据来确保报告予以准确执行、监测并保持一致;高质量数据应足够分门别类;跨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具有一致可比性;涵盖渔业方方面面(商业、生计和休闲)。因此,按照汇总和传播最高质量全球渔业统计数据的使命,粮农组织负责支持各国国家统计系统满足该要求。

确定和协调世界范围统计工作计划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需要,已成为一项高优先级工作(伙伴关系、协调和能力建设高级别小组,2018)。因此, 粮农组织正致力于通过内部和外部合作,建立连贯一致和更加透明的统计框架,提升渔业统计数据质量和可靠性。
在内部,粮农组织主要致力于建立全组织统计质量保证框架;在该框架中,质量是指统计产出达到以下质量要求的程度:相关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及时性和准时性、一致性、可及性和清晰度。作为基线,粮农组织通过标准问卷收集成员国上报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编纂和处理,同时确保采用商定标准并在必要时估算缺失数据。粮农组织建立了一系列机制,确保直接或间接提交、修订和验证现有最佳信息(如采用消费调查或卫星图像)。提升渔业数据集质量曾意味着采用一系列最佳做法, 包括:
尽可能与国家办事处合作,确保各国最高回复率;
提高物种细分水平(1996-2016年报告的分类单元数量翻了一番);
优先考虑最佳统计信息来源,必要时可包括外部来源;
如完善国家数据收集系统导致报告时间序列发生突然变化,则应通过捕捞趋势逆向修订以确保一致性(Garibaldi,2012);
通过供给使用账户核对多个数据集的总体一致性;
通过提升传播渠道多样性和可获性,推动使用和反馈(如在线查询面板《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年鉴》以及可获取一系列渔业统计数据集的FishStatJ软件)(粮农组织,2018a)。
目前粮农组织全组织质量保证框架正在继续推动这项工作,通过改进调查问卷、提高数据处理方法系统性和标准化、实现所做决策及相关支撑元数据的完全可追溯以确保透明度。最终,将针对粮农组织各统计数据集发布质量评分。
在外部,粮农组织正在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 (CWP)(粮农组织,2017i)框架下与区域渔业机构合作改进质量的若干方面;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是秘书处设在粮农组织的渔业统计标准国际治理机构。自1960年起,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成员共同制定标准统计概念和国际分类,旨在确保一致性并最终推动区域和全球渔业统计数据协调一致。
例如,通过简化安排提升一致性、减少已发布全球和区域数据集的差异、减轻各国报告负担。此类安排包括:STATLANT标准化问卷(自20世纪70年代起)以及粮农组织与其他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成员组织签订的正式协议,如欧盟统计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及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 (自2007年起)。目前正在开展进一步工作,扩大此类协议范围以涵盖其他机构,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渔业机构(如几内亚湾区域渔业委员会[COREP]、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FCWC]、区域渔业委员会[RECOFI]和中西部大西洋渔业委员会[WECAFC])。此外,正在确立简化统计数据工作流程的最佳做法。各机构间签署的正式数据分享协议应最终涉及粮农组织简化渔业统计数据报告机制愿景的六大活动:
协调工作方案;
统一概念、标准和定义;
成员国实现数据提供主流化,满足若干报告要求;
通过统一发布格式,改进可得性;
为分析差距和差异积极合作;
通过系统性处理和来源记录,提高透明度。
述数据分享协议可能给机构带来额外挑战,但在提升数据质量方面将大有裨益。
另外,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与其成员组织合作,定期审议政策和研究需求,确保渔业统计数据在范围、覆盖面和详细程度方面满足需求,以此改进工作。在21世纪中叶,根据联合国大会关于落实《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的要求,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建议采取行动,推动在全球层面分别报告专属经济区内外渔获量。若干区域渔业机构相应修改了统计地理分区,但遗憾的是,由于意识到各国在相关透明度方面缺少承诺,仅取得了部分进展(联合国,2016)。最近,粮农组织(2016b)请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关注小规模渔业以及小规模渔业与大规模渔业的差别;该问题日益引起国际关注(Pauly和 Zeller,2016)且与《2030年议程》以及对人、沿海社区和生计的关注高度相关。近期,粮农组织提出小规模食品生产者统计学定义建议(Khalil等,2017);该定义可作为在全球渔业统计数据中对小规模渔业加以分类的蓝本。
提升数据供应链是改进粮农组织独特和宝贵的渔业统计数据库整体质量以及提供更优质信息以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管理和政策决定的前提条件 (粮农组织,2002;Ababouch等,2016)。为加强可持续长期数据收集能力,务必与国家机构、区域渔业机构、国际组织、供资机构和研究伙伴合作,在各层面采取行动。
在国家层面,尤其是在能力薄弱的国家,应通过完善数据收集系统和发掘此前不具备的知识和数据,解决数据供应相关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起, 粮农组织一直支持国家机构,通过实地项目、培训活动以及将积累的科学和实地经验转化为准则和软件,改进数据收集系统(如Bazigos,1974;Caddy和 Bazigos,1985;粮农组织,1999a;Stamatopoulos, 2002)。项目根据统计分析实施采样计划,覆盖此前未采样的渔业分部门并推动上岸点采样标准化。与区域渔业机构合作13并在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下, 在十几个国家14推出了新的渔业统计培训课程(de Graaf等,2014)。
为调和有限预算和收集更多数据的压力(粮农组织,2018b),推动非政府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至关重要。此外,还应规范分散的数据收集工作,因为现有数据往往未能充分纳入国家系统,仍停留在电脑电子表格或纸质文件中,因此无法用于分析或报告(Gutierrez,2017;粮农组织,2018b)。针对这两个问题,创新信息技术可极大推动进展:在当地层面,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推动改进了岸上(de Graaf、Stamatopoulos和Jarrett,2017)和船上数据收集,且为与渔民或休闲渔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共同管理数据收集创造了机会(加勒比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计划,2014;ABALOBI应用,2017)。为整合和审编分散的数据文件,粮农组织正在利用云技术开发全球软件框架,用以支持综合渔业统计数据和管理信息系统国家倡议。15渔业和资源监测系统 (FIRMS)(粮农组织,2018c)用以监测全球趋势的基于网络的种群和渔业存量,是捕捉、组织和传播渔业资源及渔业定性或实证知识的良好解决方案。
2008-2018年,通过上述活动,粮农组织至少支持了50个国家加强渔业数据收集、编审和处理能力。
区域渔业机构在能力建设以及加强区域和全球科学知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洄游物种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公海跨界种群评估及相关管理决定,依赖各相关渔业整理的数据。应通过区域合作确保全部数据经统一收集且能一致地加以解读。数据还必须考虑到从个体到工业化等一系列规模的渔业,不同规模需要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粮农组织在许多区域渔业机构中参与加强此类数据框架,16 如通过正式成立数据和统计工作组、建立涵盖最低限度数据要求和统计标准的区域数据收集框架、执行区域数据库以支持在一系列数据有限情况下开展种群评估和渔业管理。
在全球层面,粮农组织通过蓝色增长全球数据框架,支持相关区域和国家进程(粮农组织,2016c, 第108-113页)。尤其是,粮农组织正在将渔业和资源监测系统、iMarine(2018)和全球渔业监测网 (2018)三项重点伙伴关系倡议建设成为基于云技术的全球合作平台,以支持渔业资源监测。粮农组织提供的在线工具包括:国家间数据分享和合作分析区域数据库;基本评估方法实操互动培训(Coro 等,2016);发布种群和渔业全球唯一标识符,推动全球种群监测和渔业追溯计划(见第3部分 插文22,第150页);粮农组织正在测试自动识别系统(AIS)数据服务(在第4部分“颠覆性技术”下讨论),用以完善渔业活动地理分布估计,并在捕捞足迹和努力地图册(基于自动识别系统的地图汇编)中发布。
应通过跨国家数据收集、区域数据共享以及全球数据整理和传播,对统计供应链各环节(政策制定、国际标准和程序、技术和业务支持)予以激励, 以推动和改进全球评估与监测。在各层面,与成员国和其他组织,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开展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以改进渔业和水产养殖数据库、信息和知识并帮助解读和使用。
种群状况评估和监测是展示渔业数据必要性和用途的重要实例。种群状况是对照参照点评估渔业和渔业资源可持续性的管理计划实施过程中使用的关键参数之一。长期监测种群状况可获得关于资源生产率和渔业可持续性的宝贵信息,推动对渔业政策和管理措施效率和效果开展系统审议。因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的世界鱼类种群比例是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尤其是目标14.4(规范捕捞活动并终止过度捕捞以及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和破坏性捕捞做法)进展的指标之一(14.4.1)。
粮农组织制定种群评估方法并为成员国实施的种群状况评估和监测倡议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粮农组织自1973年起一直对世界海洋渔业资源开展评估和监测(粮农组织,2011a)。粮农组织全球评估以各来源评估为基础,包括国家机构和区域渔业机构开展的评估。但仍有大量物种和大片海域并未被任何形式的评估所覆盖;采用简单和非模型方法加以评估,主要利用粮农组织全球捕捞数据库的渔获物趋势。结果每两年发布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上(见第1部分)。例如,全球评估用作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项指标的数据来源(联合国,2015b)并作为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的主要参考(联合国,2018b)。
许多发展中国家未合理开展种群评估;已评估种群仅占世界捕捞量的约25%(Branch等,2011)。确实,评估鱼类种群状况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大量数据,还需要技术和资金投入。为扩大种群评估和监测范围,必须解决以下多重挑战。
克服技术限制。种群状况评估和监测主要依赖经典评估方法。说明人口动态并评估种群状况, 需要具备使用数学和统计模型的精良数字技能, 还需要渔业相关综合数据,如正规渔业监测生成的渔获物和捕捞努力数据;以及关于生物量趋势、自然死亡率、长势、渔具选择及补充的非渔业相关数据。提高渔业相关数据质量工作日益受到重视, 如采用卫星和智能手机等最新技术,收集和传输数据。尽管如此,传统评估方法仍需要知识和数据,而获得知识和数据需要大量资金。最近在数据有限情况下渔业可用方法方面取得进展(Rosenberg 等,2014),包括制定可供管理参考的实证指标。但需要开展技术攻关,使在数据有限情况下确定种群状况的方法与经典方法一样可靠。采取生态系统评估方法即考虑多物种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也是一项挑战。
收集最低限度数据。如数据不充分,则无法准确评估种群状况。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具备高质量渔业数据。有时甚至不具备某渔业中总渔获量和船只数量等最低限度数据的记录。如能使用其他数据补充基本渔获量数据,则可提高种群评估可靠性;其他数据包括至少一个船队的单位渔获量 (CPUE)、所捕捞物种长度或年龄频率分布、非渔业相关调查数据等,尽管收集非渔业相关调查数据通常需要大量资金。
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种群评估所需数字建模技能往往供给不足且无法通过短期培训灌输。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建模专业人员,该问题只能通过机构层面长期规划解决。机构能力薄弱的根源是政策制定者甚至其他渔业科学家未能充分认识到建模工作和/或未能充分重视建模结果的效用,因此未能将建模用于管理或将建模作为重点工作。应加强从评估到政策实施整个知识链条的机构能力,以推动有效渔业管理。
共享种群和洄游物种的复杂性。许多鱼类物种洄游并跨越国家专属经济区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公海)。这些物种的评估、监测和管理挑战不同于仅在专属经济区内出现的物种。洄游物种在生命不同阶段出现在不同地区。然而,由于洄游物种属于单一生物单元,在任何地区捕捞都会影响整个种群,因此需要对所有地区实施综合管理。为此,相关国家必须签署或加强联合管理政治协定。然后,需要建立捕捞活动数据收集和信息交流合作机制。如没有经授权的区域渔业机构或安排, 则无法合理解决上述复杂问题,且气候变化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见第3部分“气候变化影响与应对”)。
通过稳健的渔业管理和治理框架,推动、规范和监测负责任捕捞做法,对于沿海和公海渔业资源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负责任渔业管理原则已纳入一系列国际海洋和渔业文书并获得全球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支持和强化。然而,各国并不总是能够根据相关文书和区域机制的要求圆满履行职责;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时有发生,危及国家、区域和全球可持续渔业管理成效。
认识到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对渔业资源可持续性、依赖渔业资源的人们的生计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过去十年,国际社会集中精力解决该问题。各国不仅需要发现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还必须强化渔业法律法规;对违反者采取有效行动以震慑违法违规现象;建立机制鼓励合规;确保为捕捞业提供的补贴或任何其他福利不会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技术创新使各国能够更好地监测渔船并保护渔业资源的同时,应改进船旗国表现和实施港口国措施,并辅之以监测、控制和监督机制及工具。此外,加强其他方面渔业管理,如确保渔具一致标识,也有助于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在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方面取得的重要成绩包括:制定和采纳国际准则,使船旗国更好地履行职责并推动利用渔获登记制度(CDS)更好地追溯价值链上的鱼和渔产品;建立全球和区域渔船记录;由于渔船还依赖于使用非本国港口,因此应采纳粮农组织《港口国措施协定》(PSMA)。
可持续发展目标将解决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14。目标14.4明确应制止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恢复鱼类种群; 而目标14.6涉及消除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补贴。此外,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尽管未具体提及)可大力推动实现目标14.7(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收益) 和目标14.b(保障小规模渔民获取海洋资源)。此外,目标14.c即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国际法尤其是各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职责,也关系到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港口国措施协定》(粮农组织,2017e)规定了外国渔船进入和使用港口的条件。《港口国措施协定》明确港口国适用的最低国际标准:在渔船进入港口前审查信息;在指定港口实施检查;对发现参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的船舶采取措施;与相关国家、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其他国际实体交流信息。全球落实《港口国措施协定》将在全球港口针对大量渔船尤其是在船旗国管辖区外作业且寻求进入他国港口的渔船有效设立“合规检查点”。《港口国措施协定》为各国开展合作并交流渔船及其活动信息提供了机遇,也可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以及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交流信息。因此,《港口国措施协定》建立网络,支持港口国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支持船旗国控制渔船,支持沿海国保护渔业资源,支持市场国确保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所得产品不得进入市场。通过《港口国措施协定》信息交流机制汇总的渔船检查和合规记录,可作为可靠资源纳入国家风险评估,且能帮助各国在出现违反国家、区域或国际法律法规时采取适当行动,包括禁止或冻结相关船旗国补贴。

《港口国措施协定》于2016年6月生效,有30个缔约方,包括欧盟作为一方。《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后,势头未减;截至2018年4月,《港口国措施协定》有54个缔约方(包括欧盟),众多其他国家主动加入,确保从事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的渔船所使用港口数量将继续减少。
尽管《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是一项重要成绩, 但这只是付诸行动的开始。根据各方要求,2017年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港口国措施协定》实施相关问题,包括国家、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在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方面的作用和职责。利益相关方制定工作计划以确保所需机制到位。认识到获取基本信息以达到《港口国措施协定》要求的重要性,各方建议优先建立全球信息分享和发布机制。粮农组织负责与各方磋商建立该机制。各方还概述了《港口国措施协定》实施工作监测和审议进程,作为初始阶段必要程序。
占《港口国措施协定》各方和全球沿海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各方是确保广泛落实《港口国措施协定》的关键。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至关重要, 各方强调应建立框架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港口国措施协定》。专门工作组负责解决发展中国家各方的需求,包括管理所需资金,支持能力建设活动(见 插文6)。
《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后一年内,已取得显著进展。在国家层面,许多国家努力更新相关立法并加强港口检查能力等,甚至在《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前就具备落实能力,为其他各方树立了榜样。在区域层面,针对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采取保护和管理措施尤其是港口国措施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数量持续增加。同样在区域层面,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倡议的数量和范围扩大,包括采用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区域行动计划以及举办培训班和会议。随着全球进一步承诺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及《港口国措施协定》得到进一步采纳和落实,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工作将取得更大成绩。
《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全球记录)于2017年4月启动,当时《港口国措施协定》生效不足一年。该信息系统获得粮农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广泛支持,预计将填补从事捕捞及相关活动船舶的有关信息缺口。除记录登记、船舶特征和所有权等身份信息外,该信息系统还包含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信息,如此前船舶的名称、所有人和经营者,捕捞、转运或供应授权以及历史合规情况。
最初供粮农组织成员上传数据的全球记录第一版,是依托全球记录工作组和专门核心小组并在来自粮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的专家所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开发的。上述小组不仅推动工具本身的设计,还开展了全球系统所必需的数据交流机制和数据格式标准化工作。拥有世界某些大规模船队的国家已提交数据,预计不久其他国家也将做出贡献。粮农组织的目标是在2018年向公众发布全球记录,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数据,并展示提高透明度和制止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国际承诺。
普遍认为,全球记录将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提供关于船舶身份和特征及其活动的可靠和最新信息,支持《港口国措施协定》及其他国际文书, 如《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所提供信息可用于对要求进入港口或抵达港口的船舶负责人所提供信息进行复核。该信息还可用于开展风险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作出检查决定。该全球工具将不仅对港口国和沿海国有用,还可帮助船旗国核查船舶历史(名称、旗帜、所有人和经营者)以便决定是否将船舶登记在其旗帜下。该全球工具还将为市场国提供关于进入国家和国际市场渔产品合法(或非法)来源的宝贵信息,尤其是通过船舶唯一标识码与渔获登记制度相联系。
《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经长期编制进程后于2017年7月获得粮农组织大会正式批准。
第一项登记制度是1992年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ICCAT)会实施的贸易登记制度。《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行动计划》 (粮农组织,2001)在“国际商定的市场相关措施”部分首次正式提及渔获登记。在201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渔业决议中,联合国成员国对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对鱼类种群和水生生态系统构成的持续威胁表示严重关切并承认粮农组织在渔获登记制度和可追溯方面开展的工作。决议呼吁成员国与粮农组织合作,根据国际法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框架下确立的相关协定,编制渔获登记制度准则及其他相关标准(包括可能格式)。
准则旨在帮助各国、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制定和实施新的渔获登记制度或协调/审议现有渔获登记制度。准则规定基本原则并提供应用指导。准则涉及合作、通报、建议职能和标准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小规模渔业特殊需求。准则呼吁各国、相关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及培训,帮助发展中国家落实准则,尤其是签发电子渔获证书。附件总结了渔获证书核心信息,包括整个价值链信息。
港口国在落实渔获登记制度准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港口国可拒绝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所得渔获物进入供应链。《港口国措施协定》建立最低法律框架,可加强港口国发挥上述作用的能力,推动港口国对供应链关键点实施管理。一旦通过有效落实和执行渔获登记制度和《港口国措施协定》,拒绝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所得产品进入市场,则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作业的资金激励将会减少。因此,《港口国措施协定》、渔获登记制度准则和全球记录是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协同框架。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措施(见插文7),多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保护和管理措施已经就位。
近期通过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RSN)开展的基于电子邮件的调查显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通过综合保护和管理措施,监测、控制和监督(MCS) 要求以及信息交流,在区域和全球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调查的近90% 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17已采取或正在采取打击非法、

多年来,在某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监管区域内,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有所减少。仍面临相关挑战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正在采纳绩效审查建议,开发新的监测、控制和监督工具,利用渔获登记制度,实施或考虑区域船舶监测系统(VMS)。某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缔约方实施巡查和雷达卫星监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及其他组织和机构合作推动并支持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协调各自区域内关键利益相关方执行必要措施方面具有战略优势。
世界水生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是由支持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数以千计相互联系的物种组成的关键网络,推动在营养、经济、社会、文化和休闲方面造福人类(插文8)。几乎所有生物分类学中34个门(phyla)(除了一个之外)都可以在海洋中找到,而陆地上的生物只归属15个门。水生生物多样性在海洋(海洋、河口)、淡咸水和淡水(湖泊、水库、河流、稻田和其他湿地)野生环境以及管理生产系统的养殖环境中得到维系。尽管淡水生态系统需水量不足总水量的1%, 但为世界约40%的鱼类种群提供了家园(Balian 等,2008)。
保持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性三大支柱(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关键。生物多样性侵蚀将不仅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另见第4部分“蓝色增长在行动”), 还将削弱系统适应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等新挑战的潜力(见第3部分“气候变化影响与应对”)。过去数十年,生物多样性支持一系列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Beaumont等, 2007)。最近,一些政府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框架下做出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承诺。
诸多静态和动态划区管理工具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各国实施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能力 (在第2部分最后章节讨论)。长期禁捕等空间和时间上的捕捞限制以及一系列其他措施,在渔业中应用的历史悠久,早于当前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概念。最近,随着海洋技术和实时获得信息能力的增强,动态海洋管理等概念日益获得关注(Dunn等, 2016),为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带来巨大希望。
水生生物保护区,包括海洋保护区,最初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背景下提出旨在保护水生生态系统, 扭转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趋势;环境部门日益推崇水生生物保护区,将其作为渔业管理措施的补充, 以解决过度捕捞和资源不可持续利用问题(粮农组织,2011b)。近期为支持海洋保护区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政策文书。尤其是,爱知目标11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5旨在到2020年将10%的沿海和海洋水域划定为保护区。全球政府、基金会、非政府组织 (NGO)和当地社区正在为海洋保护区建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应认识到,尽管海洋保护区对禁捕区内生物多样性有积极影响,但保障水生资源可持续性的努力必须以更广泛的自然资源管理干预措施为基础。如孤立地实施海洋保护区,可能将捕捞压力转移至管理措施欠缺的区域,或可能对依赖渔业社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与任何管理工具相同,至关重要的是应评价保护区的潜在管理和保护成果、收益和经济表现,同时考虑到有效实施和长期管理成本(粮农组织, 2011b)。

动态海洋管理是指在对新的生物、海洋学、社会和/或经济数据近实时加以整合基础上,根据海洋及其用户的变换特点,实施时空变化的管理 (Maxwell等,2015)。这一管理方法的支持者认为,通过更好地协调人类与生态使用规模,该方法与静态方法相比可提高渔业管理功效和效率(Dunn 等,2016)。考虑了三类动态海洋管理措施:
网格化热点禁捕区,通常当某特定区域兼捕超过一定阈值时每周或每月实施该措施;
根据“前进规则”实时禁捕,该措施遵循相似的阈值原则,但要求渔民与受影响区域至少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采用在地图上预先确定的网格式单元格;
海洋学禁捕,根据某特定区域海洋学特征(如海洋表面温度)实施该措施。
对海洋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海洋用户(如渔民和旅游业经营者)和生态系统均受到压力。鉴于该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需要采取系统方法,减缓冲突、保护生物多样性、兼顾多种用途,并最终支持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规划(MSP)就属于这类方法。海洋空间规划是指“为实现政治进程确定的各项生态、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海洋区域内人类活动的时空分布加以分析和分配的公共进程” (Ehler和Douvere,2009)。其主要产出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空间管理规划,确定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先重点。海洋空间规划通常通过海洋区划图和/或许可系统进行。海洋空间规划不会替代单个部门规划,但可指导帮助单个部门以更综合全面的方式制定决策。海洋区划图可列出诸多类型的渔业相关区域,包括海洋保护区、季节性禁渔区以及生物多样性热点保护区。海洋空间规划还可用于在海洋保护区内划定区域,包括多用途区和禁捕区等。
划区管理措施旨在规范人类行为。为保证保护区规划和实施取得成功,需要采取参与式方法,承认和体现人们的不同观点和价值观。禁渔区指定进程是决定禁渔区是否将获得接受和遵守,进而实现目标并产生预期裨益的关键(粮农组织, 2011b;Charles等,2016)。目标应清晰,规划应明确涵盖生态和人类福祉包括粮食安全和当地生计的广泛目标(粮农组织,2016d;Garcia等,2016; Singleton等,2017)。还应确保划区管理措施不与土著群体文化和生计做法相冲突,避免影响其粮食安全状况(Westlund等,2017)。
《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和《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粮农组织,2012a)规定应尊重习惯权属权利。此外,上述文书强调,应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土著人民、男性和女性,积极、自由、有效、有意义和知情地参与渔业资源、小规模渔业作业区域及邻近陆上区域相关决策。这些原则如得到遵守,则划区管理工具可提供一项机制,加强海洋资源管理,承认和保护传统渔场以及对当地和土著人民而言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区。留出水生生物区对特定生物和/或栖息地多样性实施更强有力保护, 还可减少渔民之间的冲突、保护小规模捕捞区域 (如划定小规模渔民专属沿海区域)、通过在保护区内部和邻近水域恢复渔业资源和长期改善渔获量改善当地生计(粮农组织,2011b)。
通过支持在划区管理方法、渔业、生计和粮食安全方面增加知识并提高认识,粮农组织旨在确保将保护区纳入更广泛的渔业管理框架,尤其针对小规模渔业,遵循在参与式方法方面采取良好做法 (粮农组织,2017k)。
尽管海洋物种灭绝情况明显低于陆地(McCauley 等,2015),粮农组织与其成员国、区域渔业机构和伙伴合作,应对海洋和淡水水域已知生物多样性威胁。致物种濒危的原因很多,包括目标种群过度捕捞以及捕捞活动影响非商业性开发种群。粮农组织帮助各国应对上述威胁,主要通过加强国家和区域渔业管理及保护措施,重建种群或避免受捕捞影响。这些活动涉及治理、捕捞管理、种群评估、市场衡量指标以及社会文化价值相关工作。
为保障濒危种群可持续性,粮农组织与旨在确保国际贸易不威胁野生物种生存的多边条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贸公约》)的182个缔约方合作。《濒贸公约》针对附录中所列物种 (包括海洋和淡水水生物种)进出口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帮助控制相关国际贸易。物种可列入三个附录之一,各附录均包含附带条款(包括针对目前未面临灭绝威胁物种的许可要求以及最濒危物种贸易禁止等),各国须满足相关规定以遵守《濒贸公约》(《濒贸公约》,2017)。
到1994年,列入《濒贸公约》附录的水生物种相对较少(例如,鱼类物种不足150个,而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类物种超过3000个,植物物种超过3万个)。最近,《濒贸公约》缔约方表示更愿意对海洋物种实施贸易控制;自2013年起,附录II(如相关主管部门认为贸易不会对野生物种生存构成损害,则通过许可允许该物种贸易)增列了20个商业性开发鲨鱼和鳐鱼物种、一个观赏鱼物种和一个无脊椎动物物种。
粮农组织和《濒贸公约》均认识到水生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其各自战略愿景的组成部分。根据2006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粮农组织和《濒贸公约》合作就水生物种名录提出意见,加强已列入《濒贸公约》附录物种的管理。作为肩负渔业职责的联合国机构并根据《濒贸公约》文本(第XV条2b款)规定, 粮农组织负责就商业性开发水生物种是否达到《濒贸公约》名录标准提出专家意见。
渔委批准成立粮农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联合技术工作组,鼓励所有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加强对用于认定受威胁物种各项标准的认识以及标准之间的互补性(即《濒贸公约》标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和红色名录索引标准)。粮农组织通过《濒贸公约》附录I和II修正提案评估专家咨询小组,汇集渔业管理、水生物种和贸易专家,共同确定名录修正提案物种是否达到改变其身份所需既定标准。小组还就每个物种提案的价值即通过《濒贸公约》名录加以保护的可能效果提出意见。
粮农组织正在与各国合作,进一步认识建议在《濒贸公约》下届缔约方会议上进行名录修正的物种;下届会议将于2019年5月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 (物种举例见粮农组织,2017l)。粮农组织还请《濒贸公约》秘书处尽可能参与确保水生物种名录修正审议进程为投票各方提供公平和经深思熟虑的意见。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许多《濒贸公约》缔约方代表不具备渔业背景、水生科学经验或为管理和保护海洋及淡水资源建立和实施的治理框架相关知识。
为帮助成员落实《濒贸公约》渔业相关要求,越来越需要为成员提供能力建设支持、进程和工具, 尤其是针对希望确保在符合《濒贸公约》规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鱼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家。粮农组织与《濒贸公约》秘书处等伙伴合作,推动和支持能力建设,以便实施渔业管理,支持《濒贸公约》规定 (保证贸易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例如:
支持决策、分享计划规划或管理《濒贸公约》附录所列物种,包括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指导国家渔业管理(如针对鲨鱼、鳐鱼和曲纹唇鱼);
评估和交流渔业对受威胁物种名录所做响应,如通过网络门户记录国家和区域针对软骨鱼纲渔业采取的一系列管理对策(记录鲨鱼和鳐鱼管理与保护措施的数据库)(粮农组织,2017m)。
粮农组织将继续与在《濒贸公约》增列提案物种方面具备职责或专长的其他机构合作,提供科学信息,支持成员和《濒贸公约》缔约方完成物种增列进程。粮农组织还继续与《濒贸公约》秘书处和缔约方合作,提高对《濒贸公约》名录实际应用的认识 (粮农组织,2016e)。认识在《濒贸公约》规定的应用和影响方面的成绩和挑战,有助于粮农组织向各国通报最佳做法,将资金投入最需要管理和保护的方面,总体目标是更好地落实《濒贸公约》。
粮农组织还继续加强各国在物种层面报告渔业和贸易活动的能力,确定贸易商品丰度和范围; 针对《濒贸公约》附录II所列物种,填补全球对鲨鱼和鳐鱼非鱼鳍商品(包括供消费的肉、皮、油和软骨)贸易量及重要性的认知缺口。粮农组织与《濒贸公约》合作前景继续向好;欧盟、日本和美国提供了新资金,支持渔业和环境部门开展合作,共同确保在当前和未来打造具有可持续性和生产力的海洋。
水生遗传资源多样性即不同物种、种群、甚至个体(天然或育种产物)之间的遗传多样性,是支撑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中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植物可持续生产及贸易的珍贵且(在许多情况下)未开发的“基础材料”宝库。
利用现代评估工具可更简便地鉴定水生遗传资源,推动水生遗传资源管理和保护,为粮食安全、营养和生计做出更大贡献。在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中,水生遗传资源对提高产量、抵御力、效率和利润率的价值已得到证明。随着对野生种群遗传多变性以及为养殖物种培育理想性状能力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世界水生遗传资源在保障今后粮食供给方面尚待发掘的潜力日益明朗。为协助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开发、管理、保护和负责任地利用水生遗传资源,粮农组织针对水生遗传资源相关问题提供专家科技意见(如水生遗传资源现有信息记录和分享、水生遗传资源可获性以及已知遗传品系保护倡议)供决策者和公众参考,推动制定科学政策。挑战是为今后维持广泛的遗传基础, 而不是仅关注改良少数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鱼类品系。
随着遗传资源用途和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政策制定者、政府资源管理者、水产养殖私营部门和农村社区应采取新方法,管理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和基因技术(如选育、杂交和遗传鉴定)。为此,关于技术和资源利用的信息必须可追溯;必须对照标准指标实施监测,提供关于管理效果的综合信息。尽管野生水生物种及其养殖亲缘种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相关信息仍较为分散且普遍不完整;国家层面数据报告存在缺口,进而导致国际层面向粮农组织报告也存在缺口。此外,在物种以下层面的水生遗传多样性鉴定目前仅局限于相对少数物种和国家。为应对这项挑战,粮农组织正与其成员合作编制适当且普遍同意的水生遗传资源多样性指标。
关于水生遗传资源状况、趋势和影响因素的高质量信息日益重要,用以支撑可持续水产养殖和渔业科学管理,为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创造更多机会。同时,许多国家在管理和保护水生遗传资源方面的政策框架和立法有限,目前在收集和报告水生遗传资源多样性信息方面的能力和/或资源欠缺。为改进水生遗传资源信息收集和分享工作,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指定粮农组织负责编制《世界粮食和农业水生遗传资源状况》报告。新报告经粮食和农业水生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审议后,将提交2018年7月渔委第三十三届会议批准。
该报告主要参考成员提交粮农组织的国别报告;国别报告已纳入数据库以供定期更新和分析 (建议每十年一次)。截至2017年11月,收到了近100个国家的报告,从中总结出以下观点: 若干国家报告的物种数量和类别较过去增加;
养殖水生物种的野生亲缘种对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至关重要;
近年来,许多捕捞的野生亲缘种种群数量有所下降;
野生亲缘种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
有关水生遗传资源使用的国家政策往往制约了对资源的获取;
水产养殖中使用的水生物种品系众多,但目前针对品系使用记录或监测没有全球认同的规范或机制;
尽管选育是最常见的遗传改良方式,但多数水产养殖设施饲养野生类型即未经驯化或遗传改良的品系;
在水产养殖中使用非土著物种至关重要。
五项专题背景研究对世界状况报告予以补充 (见www.fao.org/aquatic-genetic-resources/background/sow/background-studies)并提供此前未向粮农组织报告的信息:
将遗传多样性和指标纳入养殖水生物种及其野生亲缘种统计和监测
基于基因组的水产养殖生物技术
养殖海藻遗传资源
养殖淡水大型植物遗传资源
当前和今后可在水产养殖中使用的微生物遗传资源
在世界水生遗传资源状况报告背景下,应注意,2017年10月召开的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COFI SCA)第九届会议认识到今后值得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水产养殖中养殖物种和品系遗传鉴定能力欠缺、遗传改良所需长期投资以及一系列遗传改良方案需要综合的方法准则。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重点指出水产养殖中优质种苗和遗传改良计划的重要性,特别提及品种选育,尤其作为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水生动物健康状况的有效手段。
鉴于内陆渔业捕捞量为1160万吨且内陆水产养殖产量为5140万吨,淡水生态系统是食用鱼品的重要来源,且约占近年来人类消费鱼品总量的40%。由于内陆捕捞渔业产量通常存在少报问题, 其作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粮食不安全地区食物、收入和生计来源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能较相关数据显示的更大。全球多数内陆渔业生产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图34)。低收入缺粮国(LIFDC) 占全球内陆捕捞鱼品产量的43%(见插文11“鱼品保障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第112页)。确实,人均内陆鱼品产量最高的21个国家中15个是低收入缺粮国。内陆捕捞渔业的影响可能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特定地区。例如,2013年,巴西每年人均淡水鱼(来自内陆捕捞渔业和淡水养殖)消费量处于3.95千克的低水平(粮农组织,2017n),但在亚马孙冲击平原,河流沿岸社区每年内陆捕捞鱼品人均消费量接近150千克(Oliveira等,2010)。
政策讨论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往往忽略内陆渔业所做贡献(粮农组织,2016f),主要由于对内陆渔业及其所依赖生态系统所做的真实贡献认识不足。此外,内陆渔业分散且通常产量或应税收入不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缺粮国,内陆渔业、依赖内陆渔业的人们以及支撑内陆渔业的生态系统,极易受不明智的开发、不利的劳动力做法、污染、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目前多数内陆渔业管理不善或管理缺失。农业和能源等更强势部门对淡水的竞争通常会降低内陆渔业可用水的水量和水质。某些区域收获后损失严重。
《罗马宣言:实现负责任内陆渔业十大步骤》主张(粮农组织,2016f):内陆渔业是2015年联合国通过的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确保繁荣的一揽子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结合生态系统方法(Beard等,2011)和基于人权的方法,发展和管理内陆渔业,并依照《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见第3部分“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将有助于实现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扶贫、改善营养和气候变化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据世界银行(2012)估计,2009年内陆捕捞渔业及其价值链(即初级产业和次级产业)为世界超过6000万人提供了收入和就业。依赖捕鱼为生的内陆渔民是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农村人口。这些渔业通过提供食物、收入和就业,为减贫和提高抵御能力做出贡献。渔业相关生计对缺少替代就业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尤为重要。渔业在青黄不接、遭遇灾害以及其他食品生产部门(如农业)失灵时作为安全网加强抵御能力。柬埔寨从事内陆捕捞家庭收入的50%以上来自捕鱼;湄公河干流家庭收入的20%来自捕捞;在赞比西河流域部分地区, 鱼类创造的家庭收入多于养牛;在巴西亚马孙,家庭收入的30%来自捕捞(粮农组织,2010a)。撒哈拉以南非洲旱地小规模渔业可能极具生产力和抵御力。小规模渔业可能具有高度季节性甚至是周期性,但通过适当投资,可增加渔民和加工者收入 (Kolding等,2016)。

确定全球内陆渔业价值仍然是一项挑战,因为粮农组织不向成员收集捕捞渔业价值数据。普遍认为全球内陆渔业产量被低估(粮农组织,1999b, 2003a;Welcomme,2011)。据Thorpe、Zepeda和 Funge-Smith(2018)初步保守估计,2015年报告的全球内陆有鳍鱼总使用价值为260亿美元。如将隐藏和未报告的产量以及淡水软体动物和甲壳类考虑在内,则该数字增加到430亿美元。全球内陆休闲渔业非市场使用价值估计为650亿至790亿美元 (插文9)。
内陆渔业对粮食安全所有四大支柱有益。首先,来自湿地、河流、湖泊、水库和稻田的甲壳类、软体动物和植物,给对其加以利用的人口提供可持续的富含营养的食物来源。1160万吨的全球渔获量 (粮农组织,2017n)相当于1.58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的总膳食动物蛋白需求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某地区,人们每周平均至少消费五次鱼肉,31%的家庭每天消费鱼肉(高专组,2014)。

在偏远、开放的农村和发展中地区,人们(通常是无地贫困人口)能够获取内陆渔业资源。渔具价格低廉且通常很少或不需要机械化。小规模内陆渔业产量的约94%在原产国内部消费(Mills 等,2011)。产品不贵,通常由生产者家庭消费, 通常使用熏等传统方法加工,且食用整条鱼(包括鱼骨和器官),极少或没有浪费(世界银行, 2012)。
在食物利用方面,内陆鱼类对人类膳食的好处毋庸置疑(Roos,2016)(见“鱼品保障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章节)。针对柬埔寨农村妇女的研究显示,内陆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平均对总蛋白质、钙、锌和铁摄入量的贡献率分别为37%、51%、39% 和33%(高专组,2014)。
内陆渔业不仅通过改善营养和生计(参见上文), 而且通过对病媒实施生物防控,为健康和福祉做出贡献。在许多地区,食蚊鱼、鲤鱼和罗非鱼通过掠食寄生虫寄主,控制疟疾、寨卡和血吸虫病等病媒。在东非,维多利亚湖为在湖泊盆地生活的数百万人提供饮用水;湖泊周边湿地作为天然生物过滤器,为人类和鱼类处理废物并改善水质。替代该生态系统服务所耗费资金量,将相当于这些湿地作物产值的35%(Simonit和Perrings,2011)。
内陆渔业能够且确实为妇女赋权和推动性别平等。世界银行(2012)指出,估计有6000万人参与全球内陆渔业及其价值链,其中约3500万人(约占一半)为女性。但女性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未得到认可(高专组,2014)。妇女很大程度地参与了收获后工作,如加工、销售、流通和营销;但妇女也参与捕捞。妇女通过这些活动获得收入、独立和权力。妇女赚取的收入通常会对家庭收入产生更有力、有积极的影响(Porter,2012)。在向粮农组织报告分列数据且承认妇女渔民身份的61个国家中,女性渔民与男性渔民的比例是1:7.3(Simmance、Funge-Smith 和Gee,2018)。妇女通常在水体靠近居住地的情况下参与捕捞。尽管缺少综合信息,似乎妇女渔获物多数为小型极富营养的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且渔获物由其家庭消费。
内陆生态系统健康则说明水质良好,其好处是渔业资源多产且市政饮用水仅需经过最低程度处理。由于内陆渔业需要管理,因此催生了国家和跨境湖泊及河流流域主管部门;这些部门负责对世界许多淡水系统实施监管。国际主管部门包括东非维多利亚湖渔业组织和北美五大湖渔业委员会等。遗憾的是,仅有一小部分跨境内陆水体设立了此类主管部门,即使存在此类主管部门,针对不同水管理和水环境,其职责也不尽相同,且仅偶尔涵盖渔业资源管理。
内陆捕捞渔业至关重要,是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约1680-2070万人直接就业和收入来源。据推测,约有两倍以上人口参与供应链,包括妇女(见上文)(高专组,2014;Funge-Smith,2018)。多数内陆渔业规模小。小规模渔业创造的就业是大规模捕捞的几倍,因为小规模渔业机械化水平低,因此往往需要更多人力投入(世界银行,2012)。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至少11个国家,20%以上人口从事内陆捕捞渔业工作,尽管内陆渔业仅占本区域渔获量的3% (粮农组织,2016g)。内陆水域休闲渔业也对全球经济有利(插文9)。
内陆渔业往往位于偏远地区,尽管某些国家城郊和城市也有内陆渔业活动。内陆渔业管理难, 相关管理政策执行难,因为内陆渔业少有或没有经认可的上岸点或加工厂,渔民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
如上所述,许多小型本土内陆鱼类物种被整个食用或加工;这些鱼类物种在当地被食用而极少浪费。作为天然生产系统,内陆渔业产生的环境足迹远低于农业生产系统。若要替代1150万吨野生内陆水域鱼类的基本能量(卡路里)含量,估计集约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作物产量将需要增加1430万吨(Ainsworth和Cowx,2018)。同样,鸡肉产量将需要增加1170万吨,水产养殖产量增加680万吨。若要用水产养殖生产的鱼品(如鲤鱼和罗非鱼)完全替代当前全球内陆鱼品产量,将需要转换240万平方公里土地,因为目前许多区域生产效率低下。牛肉换算相似(210万平方公里),但附加挑战是牛肉将额外需要196.95平方公里水域。值得注意的是,内陆渔业产量数字几乎确定被低估,这意味着很可能需要更多上述替换等价物。
内陆渔业生产一个不显眼的方面是与其他鱼类生产系统(如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相比的相对营养效率。考虑到人均GDP低于全球平均值(每年人均购买力不足4800美元)国家营养的81%依赖淡水鱼,该鱼品供给的影响则更为关键(Macintyre、Reidy Liermann和Revenga,2016)。与许多海洋捕捞渔业相比,内陆渔业所产生的未经使用的兼捕物或丢弃物很少。但在少数重要内陆渔业和价值链中,收获后质量损失巨大(如非洲大湖地区小规模远洋渔业损失率接近30%)。努力减少价值链浪费并提升内陆渔业产品营养价值将大有裨益。

保护可大幅扩大许多内陆渔业的地理范围。尤其是,非洲干制鱼贸易使大量淡水鱼在国家内部且通常在国家之间移动。
与陆地农业、海洋渔业和投喂式水产养殖相比,内陆渔业是低碳足迹食物来源。内陆渔业无需饲料或肥料(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主要贡献者)且通常使用无需燃料(主要海洋渔业中使用主动渔具的船只所消耗的燃料)的非机械渔具(Cla rk和 Tilman,2017)。如使用其他形式动物蛋白生产替代内陆渔业,则将显著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Lymer 等,2016b;Ainsworth和Cowx,2018)(图35)。
该目标主要针对海洋生态系统。尽管如此,沿海环境甚至海洋物种可极大依赖于健全的淡水系统,淡水系统不仅提供营养素使沿海生产得以开展, 还支持溯河鱼类物种;溯河鱼类物种占全球沿海和海洋渔业(如鲑鱼、云鲥及其他鲱鱼)以及高价值海淡水洄游鳗鱼渔业的很大比重。尽管目标14未明确包含内陆渔业可持续性指标,但各国可自愿报告目标14相关渔业状况。
淡水生态系统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来源。淡水生态系统约覆盖地球表面积的1%,但为世界近半数 (约1.4万)鱼类物种提供栖息地。稻田是淡水生物多样性的特殊来源;在某些情况下,该多样性的经济价值高于稻米(Muthmainnah和Prisantoso, 2016)。稻田容纳了对当地社区有益的约200个不同物种(Halwart和Gupta,2004)。如出于生物多样性目的加以管理,如通过病虫害综合防治,则农民除获得额外食物和收入外,还可减少农药和除草剂用量。该生物多样性主要受栖息地丧失和退化(Dudgeon 等,2006)以及农业做法不断变化的威胁。
内陆鱼类是淡水生态系统重要供给性服务之一,但为维持其效益,保护水生生态系统势在必行。内陆渔业极易受水务活动以及导致水流量和水质显著变化的土地用途变更的影响。内陆渔业可成为保护和/或恢复栖息地的理由。确实,将湿地指定为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拉姆萨尔湿地的标准之一是湿地上存在重要渔业活动或水生物种(《拉姆萨尔公约》,2005)。但内陆渔业部门谈判能力有限,通常只能作为监管要求或环境权衡的一部分, 获得其他部门让步。
内陆捕捞渔业是重要利益相关方,既直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贡献,又受到其他利益相关方努力的间接影响。加强淡水栖息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实施更有效的综合流域资源管理将使内陆捕捞渔业获益匪浅,综合流域资源管理也将提升资源基础。某些内陆水域生产力可通过养殖渔业、栖息地保护和更有效的水管理潜在加以提升。确保内陆渔业所做贡献的关键是更加重视其对营养和生计抵御能力的作用并保障其在脆弱国家发挥的作用。认识到当前内陆渔业生产作为资产的效率和价值同样至关重要;根据《小规模渔业准则》建议,不应因其他部门的竞争性需求(尤其是用水需求)而轻易牺牲内陆渔业(粮农组织,2015a, 第6页)。但迄今为止仍缺少实现上述成果的有效战略。Funge-Smith(2018)总结了针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贡献及所取得进展。
根据《2030年议程》,渔业和水产养殖是改善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状况的关键且在抗击饥饿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人类鱼品消费量达到历史水平,全球人均鱼品消费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了一番。鱼品贸易量也在增加,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鱼品贸易(Thompson和 Amoroso,2014),需求量很可能继续增加。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牵头的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年)”为提高对鱼品作用的认识和确保将鱼品纳入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主流提供了重要契机。
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渠道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其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各国国内和各区域之间在粮食安全进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据估计,2014-2016年,世界超过九分之一人口挨饿,而发展中区域13%的人口食物不足(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2015)。除提供营养外,鱼品还通过生计多元化和创收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做出贡献 (Thompson和Amoroso,2014;Béné等,2015)。
鱼品是全世界重要且持续可负担的膳食组成部分,尽管存在较大地理差异。30亿人口平均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20%以上来自鱼品;一些欠发达国家人口平均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50%以上来自鱼品 (见插文10和11)。鱼品对膳食多元化不足且粮食安全率较低的农村人口尤为重要(Thompson和 Amoroso,2014年)。鱼和渔产品是上好的优质蛋白来源;鱼蛋白的生物利用率约比植物源蛋白高5-15%。鱼品含有多种人类健康所需的氨基酸,如赖氨酸和蛋氨酸。许多鱼类(尤其是含油量较高的鱼类)是长链omega-3脂肪酸的来源。长链omega-3脂肪酸有益于人类视觉和认知发展,尤其是在儿童生命的头1000天(Roos,2016)。鱼品还提供钙、磷、锌、铁、硒、碘等必需矿物质及维生素A、D和B,因此有助于降低营养不良和非传染性疫病风险;当能量摄入量高且营养不均衡时可能同时罹患营养不良和非传染性疾病(Allison、Delaporte和Hellebrandt de Silva,2013)。整个食用的小型鱼类物种和不经常食用的鱼类部位(如头、骨和皮)(高专组,2014) 营养含量尤其高,但经济价值却更低。应增加小型鱼类产量和消费量并寻找将非食用部位转化成营养产品的途径。
尽管大规模渔业鱼品上岸量更高,但其中仅80% 直接供人类消费;而小规模渔业几乎全部渔获量都直接供人类消费。目前,小规模和更大规模渔业供人类消费的鱼品数量几乎相同。自20世纪80年代起, 几乎全部新增鱼品消费量都来自水产养殖;水产养殖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食品产业(粮农组织,2016c、2017o)。自2014年起, 水产养殖为人类消费提供的鱼品数量超过了捕捞渔业,而到2030年,预计将提供人类鱼品消费量的60% (见第4部分“渔业、水产养殖及市场预测”)。随着淡水鱼消费比重增加,人们从水产品中提取的 omega-3脂肪酸数量减少,因为这些脂肪更普遍存在于海洋而非淡水鱼类中(Beveridge等,2013)。随着水产养殖集约化程度提高,作物类饲料原料用量增加,而鱼粉和鱼油添加比例减少,养殖水产品营养含量尤其是脂肪和脂肪酸含量可能受到影响。如养殖水产品在采用基于食品的方法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则重视养殖水产品营养含量尤其重要。
尽管水产养殖在全球鱼品供给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捕捞业预计仍将主导许多物种的供给且对国内和国际粮食安全发挥关键作用(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16)。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均鱼品消费量预计将继续更强劲增加,预计亚太地区增速最快。
2013年审议发现“鱼在减少微量营养素缺乏相关战略中严重缺失;而确切地说,鱼却可潜在地产生最大影响”(Allison、Delaporte和Hellebrandt de Silva,2013)。尽管渔业未发掘的潜力正获得认可且吸引了全球关注,但将渔业纳入粮食安全和营养议程(反之)仍是一项挑战(粮农组织和欧盟, 2017)。鉴于鱼品在膳食中普遍存在且具有营养价值,应将鱼品纳入营养敏感型粮农方法,推动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Kawarazuka和Béné,2010)。
增加供人类消费的鱼品数量或从鱼品中提取的营养素数量仍有较大空间,而实现这种增加则通过: 减少收获后损失,尤其是捕捞渔业收获后损失;减少动物(尤其是水产养殖)饲料中鱼粉和鱼油用量; 改善养殖鱼类和甲壳类饲料配方(见第3部分“发掘水产养殖潜力”)。渔业通常仅提取鱼肉供人类消费,将有营养的副产品用作动物饲料,而不是挖掘用途以解决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鱼骨等鱼品加工副产品越来越多地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是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供人类消费的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来源。可减少水产养殖饲料中鱼粉和鱼油含量,而不牺牲养殖水产品营养素含量。改良饲料配方和饲料制造并加强农场饲料管理,可大幅降低每生产1千克养殖水产品所需饲料量(从而减少鱼粉和鱼油使用量)。



需要加强新鲜鱼品价值链产品保证,保障食品安全,确保所有消费者都能通过食用鱼品改善营养。必须系统实施有效的食品安全控制和检查制度。可能在鱼品和其他海产品中存在的特定化学污染物 (如甲基汞和二恶英)相关健康风险有据可查。2010年,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专家磋商会针对最大程度减少鱼类食用风险并增加鱼类食用好处提出一系列建议(高专组,2014;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11)。专家强调,鱼品消费可降低成年人口冠心病死亡率并改进胎儿和婴儿神经发育,因此对育龄妇女、孕妇和哺乳母亲具有重要意义。如遵守消费准则,则好处将超过汞和二恶英相关健康风险。
通过可持续供应水产品满足消费者需要仍是一项挑战,因此渔业管理和环境保护至关重要。今后, 水产养殖和鱼菜共生可发挥更大作用,应对日益增加世界人口的新增需求。传统水产养殖形式(如稻田养鱼)可产生积极成果,包括实现收入多元化以及改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与环境效益(减少农药使用)。关注对目标群体最有益的物种,可使政策和计划更能够改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


2014年经渔委批准的《小规模渔业准则》 (粮农组织,2015a)首要目标是加强小规模渔业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并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2017年在罗马召开的粮农组织大会(粮农组织,2017p)建议,制定政策和实地计划,推动各国对注重营养的鱼品和水产养殖价值链发展投资。
关于渔业(尤其是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在粮食安全和营养素供给方面作用的定量信息普遍欠缺。上述信息即使具备也往往较为分散,导致信息利用不充分甚至误用。因此,在制定提升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基于食品的方法时,往往未考虑鱼类。因此,粮农组织可发挥重要作用,协调有关鱼和渔产品营养成分的现有数据库并解决通 过鱼和渔产品改善营养相关信息缺口和研究需要。
越来越多的数据来源支持制定渔业指标,包括鱼品供应、营养构成和食物获取等参数。
《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见www.fao.org/faostat/en/#data/FBS)呈现各国年度食物供应规律。由于《食物平衡表》显示国家平均值,一般用于政策分析和决策、自给率评估、营养需求满足情况评价以及食物需求量预测。对鱼和渔产品而言,《食物平衡表》还可用于监测国内鱼品供给、供给使用、所消费物种变化的总体情况。通过《食物平衡表》可了解鱼品在整个食品供应中发挥的作用及鱼品在动物蛋白和总蛋白中所占比例。《食物平衡表》也是验证和核对所收集数据质量并将产量与使用量相挂钩的强有力工具。粮农组织不断适应和完善计算方法和转换系数。粮农组织近期努力确保在更广泛平台上向用户提供《食物平衡表》渔业数据。使用数据时应注意:《食物平衡表》仅显示可供人类消费的现有食物,而不是人类有效食用数量或供应链上的任何浪费(这只能通过家庭或个人消费调查等其他手段监测)。
粮农组织/国际食品数据系统网络鱼类和贝类食品构成数据库(粮农组织,2016h)涵盖生的、烹制的和加工的78个物种完整营养状况(矿物质、维他命、氨基酸和脂肪酸)。数据来自250个数据源的2630份食物记录,并按照国际粮农组织/国际食品数据系统网络标准汇编。鱼类和贝类食品构成数据库可用于研究水产品在一系列地理规模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中的重要性。鱼类和贝类食品构成数据库可用以比较营养构成,估计鱼品在农业生产和膳食营养中所占比例并为生产和健康饮食确定适宜物种及产品。简言之,鱼类和贝类食品构成数据库是设计和实施目标明确的计划及政策的理想工具。例如,鱼类和贝类食品构成数据库即将用于更新肯尼亚和西非食物构成表,帮助决策者通过生产更多有营养的鱼和渔产品,推动本国营养改良计划和政策。鱼类和贝类食品构成数据库可通过Excel格式免费下载(www.fao.org/infoods/infoods/tables-and-databases/faoinfoods-databases)。欢迎提供更多数据和支持,以便纳入更多鱼类物种,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内陆渔业的物种和加工鱼品。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正在开发全球个人食品消费数据工具(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全球个人食品消费数据工具),以便更好地为全球、国家和地区粮农政策及计划提供参考,提高政策及计划对营养问题的关注度(见w w w.fao.org/nutrition/ assessment/food-consumption-database)。食品消费、食品安全和营养状况等指标,来自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食品消费定量数据。平台还提供饮食调查收集的统一微观数据。可利用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全球个人食品消费数据工具描述饮食习惯和评估饮食是否充足。例如,工具可用以确认并量化为目标人群饮食提供关键营养素的鱼和渔产品。数据还可用以评估对食品危害的膳食暴露水平并确定危害的主要食物来源。
全球水产养殖绩效指标(WAPI)是粮农组织开发的用户友好型工具,用以整理众多来源的数据,推动方便获取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水产养殖绩效定量信息。近期向公众提供了两个世界水产养殖绩效指标模块,分别关于水产养殖生产和鱼品消费(Cai,2017)。世界水产养殖绩效指标模块提供大量定量信息,可用以生成有关鱼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贡献的指标。作为两模块背景文件编写的技术文件,对近200个国家或地区今后鱼品供需缺口进行估计(Cai和Leung,2017)。五年短期预测可推动在一系列地理层面制定政策和规划并开展部门管理。关于其他主题(如鱼品贸易、人力资源和就业)的世界水产养殖绩效指标模块正在编制。
为推动将渔业纳入各国粮食和营养安全政策,粮农组织推动两部门对话,依托科学证据和政策分析,展示鱼和渔产品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科学证据通过指标(主要基于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看板形式加以汇总,涵盖可供性、可获性和可负担性,包括鱼品对动物蛋白供应的贡献、渔业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以及鱼品与其他动物蛋白食品的相对价格(Kurien和López Ríos)。粮农组织人均鱼品供应量估计极大依赖于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统计数据的质量;因此, 若要数据对国家层面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产生合理影响,则不能低估可靠数据收集工作基本支柱的重要性。
政策分析显示,充分了解渔业和水产养殖,包括可靠统计数据和管理系统,是将渔业和水产养殖纳入粮食和营养政策的必要条件。如不具备可靠统计数据,那么有针对性的研究,如家庭消费调查或渔产品价值链分析,则可突出鱼类在饮食中的重要性,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者进行渔业投资。尽管迄今为止的经验仅限于少数非洲和加勒比国家,但由于更好地认识到渔业对于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的作用,已成功修改政策框架并完善了数据收集系统。
国家家庭消费和支出调查(HCES)可成为缺乏有效渔业监测系统国家的潜在替代数据来源 (Hortle,2007;Mills等,2011;Funge-Smith, 2016)。与定期监测少数上岸点或渔具相比,家庭消费和支出调查还可在统计方面更好地代表地理上分散的渔业活动和上岸量(de Graaf等,2015; Funge-Smith,2016)。例如,此类调查显示内陆捕捞渔业产量远高于许多国家官方报告数量(见第3部分“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和第2部分“全球内陆渔业回顾”)。
最近在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推动下合作得以加强,制定了数据收集和分析补充方法,以便使用人均实际鱼类消费量充实看板信息,进一步细化信息以反映年龄、性别、地方情况和营养摄入。为将上述前景转化为操作上的循证支持,投资将需要侧重改进覆盖面(如养殖物种营养价值)、衡量食物获取情况、统一指标、有效和及时集成现有分析工具。
在海洋科学和管理中考虑生态系统的做法已应用了一个多世纪,但自“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经环发会议接受后,相关概念更加明确。两概念是指采用全面综合方式管理资源部门且考虑到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所有关键因素。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EAF)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EAA)是粮农组织制定和推动的战略;粮农组织认识到需要建立更广泛的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规划、发展和管理框架,同时考虑到其他部门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均支持切实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织,1995)首次在渔业中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插文12)。方法为综合考虑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提供了框架,为渔业和水产养殖运行提供了治理背景。
在2001年雷克雅未克海洋生态系统中负责任渔业大会期间,与会者正式对渔业生态系统方法作出政治承诺。此后,45个与会国家签署了一份宣言和一份承诺书,同意在渔业管理中考虑生态系统因素。此后不久,粮农组织(2003b)发布了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实施准则。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WSSD)重申了这一承诺,2010年该承诺作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实施计划第30d段的目标(联合国,2002)。2007年渔委第二十七届会议广泛同意“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是合理和必要的渔业管理框架”并强调“水产生产应遵循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全球水产养殖部门的快速发展以及水产养殖活动与其他经济部门和自然资源用户的互动关系, 要求根据《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第9条规定对水产养殖发展采取负责任和综合方法。根据2006年粮农组织成员国提出的改进管理并提升水产养殖社会经济影响的明确要求,粮农组织倡议建立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准则于2010年完成(粮农组织,2010b),以改进管理,提升水产养殖社会经济影响。此后,粮农组织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伙伴制定和应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工作平行进行。
粮农组织编制或支持编制了众多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产品,包括区域和国家层面指南 (插文13)。此外,支持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准则也与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密切相关。

根据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准则建议,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框架的主要特点是适合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基于风险的参与式管理进程且包括:
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各层面规划和实施;
综合和明确考虑渔业或水产养殖系统所有关键组成部分(生态、社会、经济和治理)以及外部驱动因素(如气候变化);
兼顾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管理目标,包括明确考虑目标间取舍;
根据“现有最佳知识”,包括科学和传统知识制定决策,推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并认识到在缺乏详细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仍需作出决定;
重视需要关注的可持续性问题,通过正式参与式进程(如风险评估)查找问题并确定优先重点;
依赖为特定区域或系统制定的有明确业务边界的正规管理计划;
具有适应性的管理进程,包括不同时间尺度反馈循环机制,以便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观点及经验调整管理计划;
依赖现有管理机构和做法。
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全面实施,需要建立管理周期,包括适应性框架下不可或缺的初步规划、实施和反馈循环。

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中任何单个要素都不是新的或方法所独有的;其新颖之处在于将这些要素集中在一个共同正式框架中,并要求明确说明通常在渔业管理进程中未加以考虑的许多进程或假设。
在气候变化适应背景下,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进程有助于监测气候变化影响并加以应对,因为渔业和水产养殖系统总体抵御能力的提升将减少系统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De Silva和 Soto,2009)。生物多样性丰富且管理完善的系统对变化的敏感性可能低于过度捕捞和生物多样性差的系统。例如,健康珊瑚礁和红树林系统可带来许多好处,包括对物理影响形成天然屏障。拥有强大社会系统和多元生计选项的依赖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社区,对变化的适应性更强,敏感性更低。
粮农组织与许多伙伴合作,通过出版物、区域和专家会议以及迄今在20多个国家实施的项目,继续专门投入大量精力在成员中推广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活动主要目标是通过支持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推动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进程, 解决当地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项值得重视和投入精力的特殊工作是制定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管理计划和能力发展倡议,供国家和区域主管部门制定及执行。在国家主管部门、其他组织和项目,如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南森项目(插文14)、全球环境基金国际水域计划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粮农组织及其伙伴支持在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50多个渔业管理计划中制定和实施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特别是, 孟加拉湾大型海洋生态系统(BOBLME)、本格拉洋流委员会(BCC)、加那利洋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 (CCLME)、加勒比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CLME)、几内亚洋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GCLME)以及阿古拉斯和索马里洋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ASCLME),它们均明确地将实施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纳入工作范围。粮农组织资助了许多国家的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实施项目,包括智利、肯尼亚、马拉维、尼加拉瓜、菲律宾、土耳其和赞比亚。
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水产养殖空间规划对于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尤为重要,如水产养殖在海洋或天然水体等共同财产中进行时尤其如此(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2015)。近年来,粮农组织为许多国家空间规划工作提供了指导,包括以生态系统视角进行水产养殖分区和选址(AguilarManjarrez、Soto和Brummett,2017)。
在欧洲,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并涉及粮农组织的三个区域项目采用了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原则: “为水产养殖适宜区内地中海水产养殖编制选址和承载力准则”和“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指标及其在地中海应用准则”;两项准则均通过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实施;全欧洲项目欧盟地平线2020“为水产养殖开发空间”。
2010年初为期三年的参与式进程为尼加拉瓜热带河口埃斯特罗雷亚尔制定了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管理计划(粮农组织,2014c)。计划内容包括:改进养虾的环境表现、实施监测系统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制定将渔民纳入养虾价值链的计划、改进地方治理和实施推广计划。虽然计划实施工作进展缓慢,但计划具有极强自主性、性别包容性和政治意愿,且公私合作顺畅。


在中美洲,在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 (OSPESCA)支持下,针对八个国家关键利益相关方开展的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宣传活动,为养虾业和水产养殖制定了区域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管理计划(Gumy、Soto和Morales,2014)。参与国正努力为实施计划创造条件。
智利正在审议《渔业和水产养殖法》以纳入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智利正在以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为指导,制定为期20年的水产养殖发展政策。
在实施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各项内容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包括提高政策制定者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利益相关方认识、打造能够创造利润和就业的渔业及水产养殖活动等;这只有在采取可持续和综合方法利用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环境时才能实现。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项目层出不穷, 从事自然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及其他可持续性相关主题工作的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动上述项目,就很好地说明了所取得的进展。
国家渔业管理部门和区域渔业机构越来越多地将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作为渔业管理总体框架,协调政策,为实际执行做准备。根据每两年一次向所有粮农组织成员国发放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执行情况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采纳渔业生态系统或类似方法的国家比例从2011年的69% 增加到2015年的79%。但采纳情况在区域间存在差异(表20)。近东对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采纳率最低(鉴于过去十年该区域社会动荡总体水平,该结果或许不出所料),而北美洲采纳率最高。
区域渔业机构也在工作中采纳上述方法。目前, 超过40%的区域渔业机构在公约文本中特别提及将生态系统方法作为管理原则。此外,许多历史更悠久的区域渔业机构也通过采用政策文本或实施项目在科学和管理程序中采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尽管并非所有区域渔业机构都同样正式或事实上采用了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但实际上,所有区域渔业机构都在日常工作中越来越多地应用该方法的多项内容。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项目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主要成功包括:能力建设以及国家和当地主管部门以及利益相关方直接参与,培养更多参与者对水产养殖规划和管理进程的主人翁意识。
与生态系统方法相一致的最新情况是,在单一框架中明确考虑渔业与水产养殖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管理(Soto等,2012)。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联合方法特别适用于以下情况:难以区分渔业和水产养殖,如基于捕捞的水产养殖和基于水产养殖的渔业(如增殖放流计划和海洋牧场);以及渔业与水产养殖在空间、运行和资源方面的交互不断增加。目前世界上约36%的区域渔业机构将水产养殖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这表明需要理顺渔业与水产养殖发展的关系。粮农组织已开始制定将渔业和水产养殖作为单一规划和管理框架组成部分加以有效考虑的项目,最完整的例子是尼加拉瓜埃斯特罗雷亚尔管理计划。在同时采用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地区,捕捞渔业与水产养殖之间的冲突普遍减少。
来自挪威、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土耳其和黎巴嫩等的许多利益相关方报告,得益于纳入生态系统考量,渔业管理进程合法性显著提升。例如,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正式磋商进程以及纳入当地知识的相关要求,为渔民等许多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前其常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进程外。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要求和磋商进程,帮助减少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与保护利益群体的冲突,改进了合作,这最终将提高渔业可持续性。例如,在西南印度洋,自然保护组织与国家渔业管理机构以及相应的区域渔业机构(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正在开展积极合作;类似例子越来越多。
渔业执法是几乎所有渔业所面临的难题,其受益于多利益相关方公开参与确定部门管理措施。在具备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管理计划的莫桑比克卡苯挞渔业(两种淡水沙丁鱼)以及地中海和非洲其他渔业中,渔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正承担起宣传和确保合规的任务。因此,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正在减轻国家执法负担,加强资源用户监管并支持管理进程合法性。
最后,通过将包括渔民在内的其他各方视为“利益相关方”,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进程使渔业管理与其他社会管理进程(包括环境和人类健康以及社会保护)进一步接轨。
随着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项目数量增加,可从方法制定和实施中汲取更多经验教训。从项目实施区汲取了三项共有的经验教训。
参与。参与是有效管理的必要前提和关键要素;参与使不同利益方达成共同方法,但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认可方法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必须在规划阶段和常规管理周期(包括数据收集和研究活动)中确保参与。
适应。实施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需要能够确保对管理计划中商定目标进行定期监测和决策的机构进程。管理计划中期审议机制也应纳入机构进程。上述进程并非总是具备,即使具备也极少涵盖利益相关方参与。
误解。尽管开展了宣传工作,但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仍被普遍误解为主要关注保护的方法。事实上它是为实现可持续性而实施的强化式部门或多部门管理方法(视具体情况),同时考虑到动态的生态系统;而动态生态系统支撑着部门参与者的各项渔业和社会经济目标。
重要的是,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提供了正式框架,用以对相互冲突的社会目标加以权衡和取舍。但就优先重点达成广泛共识仍是未来数年需要应对的挑战。人口增长和全球化等全球压力也将继续影响该部门的发展动向。总体而言,迄今为止,渔业/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主要进展是制定执行进程以及转变态度并承认方法的好处。与旨在改善地球自然资源提取和利用方式的多数努力相同,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需要态度和心态的重大转变以保证方法的全面实施。进展虽然缓慢但始终持续。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如能在遵循科学管理原则的一致进程中得到广泛采纳并尊重资源基础特性,将会继续造福社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UNFCCC) (联合国,2015c)于2016年10月5日生效。《巴黎协定》增强了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各缔约方承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巴黎协定》还强调了气候变化行动、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的关系,承认了粮食生产系统 面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特殊脆弱性。《巴黎协定》是《2030年议程》的有机构成,其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呼吁采取紧迫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巴黎协定》的实施要基于国家自主贡献 (NDC),各缔约方依此报告各自行动进展。截至目前,80多个国家已将渔业和/或水产养殖业列入优先适应领域及行动范围(Strohmaier等,2016) (插文15)。总的来看,各国提出的优先适应领 域有失具体,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气候变化决策在相关时空规模内的影响认识有限;对部门可用的潜在适应工具指导不够;以及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无法有效主张将渔业和水产养殖纳入国家自主贡献。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有助于采取有效措施,扩大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减少产生的不利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第五次评估报告》围绕气候变化对水生生态系统及其资 源的影响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梳理(气专委,2014)。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已得到基本认 知:很多海洋物种正根据其活动特性和生境联系对气候变化做出不同的响应,它们的分布向南北两极且向更深水域移动(见插文16和图38)。海洋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越来越多,造成海水酸度上升;这也引发了对于自然环境(包括海水养殖设施)中生物钙 化的特殊关切,但生态系统受到的总体影响目前尚无定论。用水竞争、水循环周期的改变、风暴频发及海平面上升都会影响到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Seggel、De Young和Soto,2016)。
很多研究人员发布了支持上述论点的研究成果。海洋食物网及鱼类都依赖海洋,而全球海洋的初级生产量预计到2100年会下滑6%,热带海域会下滑11% (Kwiatkowski等,2017)。多种模型预测,全球捕捞潜力会在10%的范围之内浮动(Barange等,2014;Cheung 等,2010),这具体取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走势,但各个地区的变化幅度差异显著。很多以渔为生的热带区域会受到不利影响,但与此同时,温带区域的机遇却会应运而生(Barange等,2014)(图39)。
2016年,气专委委托编写《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及冰冻层的特别报告》;报告将于2019年编写完成,其中特别关注了海洋生态系统及依存社区。同时,粮农组织还委托编写了另外一份报告,旨在更新关于气候变化对渔业及水产养殖影响的过往研究(Cochrane等,2009)。这些行动承认,渔业及水产养殖部门以及依存社区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不仅源自于预计会出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变化 (及这些变化出现的可能),还取决于背景环境的脆弱性。
部门间模型比较项目(www.isimip.org)近期发布预测表明,海洋渔业产量的变化可能与农作物产量的变化相当,而后者常常被认定为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部门。另外,预测结果表明,开展分析的85%的沿海国家都会出现海洋和陆地产 量下滑,而这些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差异显著(Blanchard等,2017)。这些研究结果凸显了着眼所有粮食系统协调一致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确保尽可能创造机遇,减少不利影响, 保障粮食和生计供应。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农业部门采取的必要行动须多管齐下,包括开展有效治理,不断改进管理和对话,增加贸易产生的社会和环境效益,提高粮食生产布局及创新的公平性,以及不断发展低投入、少影响的水产养殖模式。



《巴黎协定》(联合国,2015)是第一个在粮食 生产大背景下将适应与减缓置于同等高度的气候协定(第二条)。《巴黎协定》还首次提出了全球适应目标:“提高适应能力、加强复原力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第七条)。其中,复原力的定义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应对灾害事件或趋势或干扰的能力”,脆弱性的定义是“受到不利影响的倾向或意向”(气专委,2014)。
气专委(2014)对适应的定义是“面对实际或预 期气候及其影响的调节适应过程”。发展领域更倾向采用“气候抵御力”的说法,突出强调适应与发展之间的有力联系。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私营(渔民、养殖户、社区)和公共(本地和/或国家当局、区域渔业机构)部门在国内及/或区域层面上均已开展了适应行动,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影响及作业(小型、中型和大型捕捞及养殖作业)。
适应措施可分别着眼于三个领域(表21),也可多管齐下:
制度与管理:此类干预措施主要由公共机构实施,涉及治理机制、法律、监管、政策和管理框架, 以及公共投资和激励机制;具体措施包括规划、开发和管理渔业及水产养殖,把握自然系统的变化特性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社会需求,遵从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原则。
生计适应:此类干预措施主要针对私营部门,包括多项部门内或跨部门的公共和私营活动,最常 见的是在部门内或部门外推行多样化策略,降低脆弱性。
抵御力和减缓风险:此类干预措施包括多项公共和私营活动,旨在推广早期预警和信息系统,改 进风险削减(预防及防备)策略,加强冲击响应。
在适应措施的规划过程中,要考虑具体的时间 和方法,权衡当前与未来,以及适应性投资的风险 和收益。不断增强且不确定的影响还需要我们加强监测和报告。气专委《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肯定了迭代风险管理模式,认为它是进行决策的有益框架(图40);这需要对尽可能全面的各类影响进 行评估,了解各项备选行动的惠益和得失,同时还 要辅以一个评价及学习过程,不断改进未来的适应方案。
渔民、养殖户和渔业工人虽已习惯了气候变化, 但他们还需要具备充分的适应能力才能更好地面对 长期以及突然或无法预测的变化(插文17)。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群往往不具备有效适应的制度、资金和技术能力。故而,《巴黎协定》敦促 要大幅增加面向发展中国家适应活动的资金援助。
国家适应计划(NAP)于2010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 16) 上正式提出,是加强中长期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机制。为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LEG,2012)发布了技术准则,就国家计划进程提供咨询,旨在找出并应对能力缺口,编制国家适应计划,建立监测评价体系。此类准则并不局限于任一部门,也邀请了各机构及伙伴提交具体部门的补充方案。粮农组织针对所有农业部门(作物、畜牧、林业和渔业)制定了一整套补 充准则(Karttunen等,2017),另外还专门制定了渔业和水产养殖准则(Brugère和De Young,2018)。


渔业和水产养殖指导意见建立在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清晰的步骤, 以确保部门的具体特点能够反映在国家适应计划的 进程中,支持部门内的适应计划。适应计划应与重 要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要考虑与其他部门的潜在互动。指导意见要尽可能脚踏实地,围绕以下四个方 面提供分步骤的咨询和例证。
机构清点和评估,为重要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奠定基础,促进跨行业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这项工作需要盘点相关部门在气候适应规划方面 的以往经验,评价支持将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纳入国家适应计划所需的机构和个人技能与机制是否具备。
技术评估,具体包括整理记录气候变化对水生系统、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及其支撑的价值链的影响,找出受影响的社会群体,分析相关人群和系统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成因。
规划整合,包括整合各项政策和战略中的适应方案,将其纳入更宽泛的进程。指导意见中明确了 适应规划所需的信息,并说明了如何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体现在国家适应计划和国家发展政策之中。
实施,确定要纳入国家适应计划的适应机制,以及支持适应计划实施所需的实际行动和机制。 需要开展监测评价活动,以便了解渔业和水产养殖是否已经怎样适应了气候变化,评估采取行动的成效。

渔委通过《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粮农组织,2015a)四年以来,各国政府、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针对小规 模渔业给予了很大关注(插文18)。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已在相关政策和战略中提及《小规模渔业准则》,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伙伴实施的新举措在应对小规模渔业问题方面也越来越 具创新性和明确性。民间社会组织也在持续提高其成员渔民和渔业工人对这一特殊国际文书的认识, 这份文书完全着眼于小规模渔业。但这些努力是否带来了切实的变化?沿海、沿河及沿湖社区的生活和生计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
《小规模渔业准则》采取基于人权的方法,以更加宽广的视角看待小规模渔业,而不是局限于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准则》提倡在小规模渔业治理和管理方面通盘考虑,将基于渔业的生计纳入考虑范围。因而,《准则》涵盖的主题领域除负责任捕捞和管理之外,还包括了社会发展、收获后部门、性别、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
这种复杂性可能难以应对,甚至会阻碍实施取得真正的进展;因而粮农组织正就《自愿准则》的 采纳实施提供指导,希望能促进脚踏实地的变革。如,粮农组织于2016年举办了两个专家研讨会,专门 探讨《准则》实施和监测过程中的基于人权的方法 (Yeshanew、Franz和Westlund,2017年),以及推动性别平等的小规模渔业(Correa,2017年)。后一研 讨会充分展现了参与式进程,制定了支持《准则》实施的性别平等型小规模渔业手册(Biswas,2017)。另外,支持《准则》实施的法律指南也在制定过程中。粮农组织是“不容忽视”小规模渔业研究网络的合作伙伴;通过该网络,90多位研究者、实践者和民 间社会代表为《小规模渔业准则:全球实施》(Jentoft 等,2017年)一书献计献策。书中通过多个案例研究指出了《小规模渔业准则》推动小规模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
在咨询意见形成的同时,很多扎实具体的行动也已开始实施,只是尚未大规模开展。如,哥斯达黎 加编制了小规模渔业法草案,意在建立承认小规模渔业对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贡献的监管框架。法律 还辅以多项为社区赋权的具体活动,如为女性成员为主的合作社发放捕捞许可,而此前女性的捕捞活动均为非正规活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开启了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支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的 进程。
在区域层面将《准则》纳入相关政策、战略和倡议为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如下文举例所示,各区域正从不同切入点着手,将这些政策和战略付诸行动。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于2017年9月在曼谷召开研讨会,讨论《小规模渔业准则》区域实施过程中的基于人权方法和性别平等问题。
中亚及高加索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于2017年在土耳其召开了第二次区域专家组会议,讨论 了小规模渔业调查的结论,并就支持在分区域有效落实《小规模渔业准则》提出了建议。
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新成立的小规模和休闲渔业常设工作组于2017年9月召开了首次会议,同意开展社会经济调查,建立小规模渔业组织区域平台, 加强各行动方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进程的能力。
印度洋委员会(印委会)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和粮农组织于2016年12月在毛里求斯召集了区域磋商,讨论了如何在印度洋和南部非 洲区域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与会人员结合 非盟、南共体和印委会的现有区域框架,讨论了实施模式,提出了区域重点。
2016年6月,中美洲渔业组织和中美洲手工渔民联合会在尼加拉瓜共同召开了小规模渔业新准则研 讨会,以及中美洲渔业组织小规模渔业工作组首 次会议。
由拉美议会(Parlatino)通过小规模渔业示范法为改进监管框架支持小规模渔业提供了具体的指南。
在这些活动中,各方普遍提出要更好地把握小 规模渔业的具体特点,以及要提高重点国家和非国家行动方的能力。
利益相关方赋权仍是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的重点活动。渔民组织仍在意识提高和组织强化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粮食主权国际规划委员会(IPC)渔业工作组的成员组织在2016-2017年围绕《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实施召集了五次国内磋商和两次区域磋商。这些成员组织还与其他伙伴一道将《小规模渔业准则》翻译成非粮农组织官方语言, 包括孟加拉语、坎那达语、葡萄牙语和泰米尔语。粮农组织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原住民发展基金合作开展原住民代表能力建设活动,另外还与中美洲各国政府及中美洲渔业组织合作,将《小规模渔业准则》用作有益的赋权工具。
《准则》得到各类伙伴的广泛关注,凸显了作为变革推进工具的价值。粮农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支持合作伙伴应用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支持推进能够为未来实施提供依据的学习和经验分享过程。实施《准则》的一项重要要求是完善小规模渔业的相关信息(见插文19)。新的信息通讯 技术在多个领域为小规模渔业创造了机遇,如安全、治理、效率、能力建设、网络搭建以及本地知识的分享(插文20)。
小规模水产养殖能够提供粮食、生计和收入机会,有助于改善社会公平,提高农村贫困社区的生活质量,因而对全球水产养殖生产和农村生计 开发都有所贡献。在过去,国家层面上小规模水产养殖的现状、潜力、限制和局限都只能通过案例研究进行评价,或运用农村快速评价、农村参与式评价或影响评估等方式评价其在减贫和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些方法用于部门规划和开发有其价值,但却无法系统性反映小规模水产养殖对水产养殖整体或对农村生计开发做出的贡 献。2008年,粮农组织及其伙伴在越南芽庄举行 的一个专家讨论会上启动了评估指标开发工作, 旨在运用指标衡量部门绩效,支持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测算相关贡献(BondadReantaso和Prein,2009)。芽庄指标体系旨在更好地认识小规模水产养殖业面临的风险和威胁, 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当的干预措施,确立优先重 点,配置相应资源。指标已在多个亚洲国家进行了 试点测试。
该指标体系(插文21)建立在小规模水产养殖的定义基础之上,具体包含多个系统:
资产投资有限且经营费用(主要为家庭劳动力)投入较少的系统,水产养殖仅为若干业务中的一 项(在之前的分类中为1类,或农村水产养殖);
水产养殖为主要生计来源,经营者投入了大量生计资产,如时间、劳动力、基础设施和资本(也被 称作2类水产养殖)。
指标体系通过以下步骤建立(粮农组织,2010c): 了解测量对象;建立分析框架,确立标准;列出小 规模水产养殖的贡献清单;根据分析框架和商定标准对各种贡献进行分类;设计组织各种贡献指标;根据指标进行测量。指标体系以可持续生计 方法搭建概念框架,商定标准包括准确性、可测 量性和效率。可持续生计方法反映了小规模水产养殖系统的主要目标,即平衡五类生计资本或资产(自然、有形、人力、财力和社会)的使用和/或开发。
一组案例研究(粮农组织,即将出版)运用芽庄指标梳理了多个小规模养殖体系,包括中国(池塘混养、一体化水产养殖)、菲律宾(海藻、罗非鱼网箱养殖)、泰国(池塘有鳍鱼混养、池塘鲶鱼养殖)和 越南(池塘虎虾养殖、龙虾网箱养殖、池塘虾鱼混养),分析了小规模水产养殖对五种生计资产的贡 献。研究结果揭示了小规模水产养殖对家庭、社区和环境产生的复杂多面影响。
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有好有坏。有些水产养殖系统(中国、泰国和越南)推行了可持续做法,如水和材料回收利用,而另外一些系统(越南和菲律宾)的做法则加重了营养负荷,对环境造成威胁。
同样,对于养殖场有形资本形成的影响也是喜忧参半,某些研究地点出现了资本增加,其他则为 资本减少。除越南的养殖系统外,案例研究的多数系统中养殖场数量和养殖面积均变化不大。小规模水产养殖业通常不兴建基础设施,而是受益于现有的基础设施。
从人力资本来看,部分小规模水产养殖系统支撑了季节性的粮食安全。
财力资本指标评价结果泾渭分明。集约性(2类)水产养殖系统创造的现金收入和净收益最高, 但波动幅度很大(因而系统面临更大风险)。这些系统中,养殖户有所盈余(尽管数量不大),家庭现 金流量得到提升。
研究还表明,小规模水产养殖促进形成社区渔民组织,让女性在经济企业中得到赋权发出声音, 同时也有利于构建网络和集体行动。小规模水产养殖通过分享渔获物、技术知识和专长促进社会和 谐。从涉及妇女角色的指标12来看,部分小规模水产养殖系统为妇女行使主要决策权力提供了机遇,如在获得贷款、管理家庭支出、整理养殖场记录以及渔获物的销售和分配。
总的来说,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商品、生产系统和地点背景下的小规模水产养殖活动千差万别,测 量小规模水产养殖对可持续农村发展的贡献难度很大。芽庄指标朝此方向迈出了有益的一步,但仍需 不断改进才能更好地适应各类小规模水产养殖系统的错综复杂之势。
预计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多数渔业种群仍会面 临可持续范围内最高限捕捞甚或过度捕捞的局面; 全球人口不断增长,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故水生食 物供给与逐步扩大需求之间的缺口必须由水产养殖来填补。水产养殖有潜力填补水生食物供需缺口, 帮助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进而促进《2030年议程》(Hambrey,2017;粮农组织,2017c);但水产养殖的增长也带来诸多问题,包括消耗的资源 (如空间、饲料),生产的产品(见第2部分“鱼品保 障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段落)以及外部因素带来的威胁,如气候变化和疾病。
水产养殖业满足未来粮食需求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可用的空间。因空间因素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常见问题包括:水生动物疾病的出现和传播, 环境关切,产量有限,社会矛盾,收获后服务获取途 径有限,融资风险,以及面对气候波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威胁或灾害时抵御力不足(粮农组织和世界银 行,2015)。水产养殖空间规划是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综合管理的基础,能够支撑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满足相互竞争的不同经济部门的需求,减少矛盾冲突。空间规划应结合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粮农组织,1995)综合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及治理目标。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见第2部分关于此议题的相关段落)和蓝色增长(见第4部 分)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框架(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5)。蓝色增长会给生态系统方法带来附加价值, 将其与能效提高、气候变化适应和创新等其他进步联系起来,进而改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成果。
越来越多的国家启动了水产养殖空间规划工作。如在地中海区域,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正在推广水产养殖专区的理念(Sanchez-Jerez等,2016)。此外,更宽泛海洋空间规划进程中的一些举措将渔业和水产养殖空间关切与海洋空间其他用户的关切综合考虑(Meaden等,2016),旨在优化所有利益相关方对海洋空间的可持续利用。
水产养殖空间规划提供了很多特殊契机,包括:
测绘水生动物疾病的发生和分布情况以支持疾病监测,实行区划安排,以及疾病传播风险评估 (疾病风险预防和管理);
确保水产养殖作业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称;
减少矛盾冲突;
改善公众对水产养殖的看法;
推动建立管理区,促进认证工作(Kassa m、Subasinghe和Phillips,2011);
支持获取金融;
改进管理方法;
将水产养殖建成能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威胁的抵御性部门;
加强市场联系(如靠近交通设施和其他市场)。
遥感(如卫星和无人机)及测绘技术、信息和通 信技术、生态建模、互联互通以及计算机处理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更为空间规划和管理进程平添助力。粮农组织通过研究、技术指导、能力建设和创新工具等方式为成员提供空间规划技术援助(AguilarManjarrez、Soto和Brummett,2017)。
未来促进可持续水产养殖的工作中,必须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实行综合空间规划。另外,还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和监管规划与发展框架。参与式空间规 划、资源配置和管理非常重要,有助于最大限度挖掘水产养殖的潜力,保障逐年增长人口的粮食安全。空间规划进程和工具要与诸多本地要素相适应,包括变化的市场情况、竞争、投入品成本和供应、资 本、劳动力,问题或机遇的紧迫性,以及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1995年到2015年,饲料养殖的水产品产量翻了四番,从1200万吨增至5100万吨,这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对虾、罗非鱼、鲤鱼和大马哈鱼的集约化生产模式(Hasan,2017a)。目前,包括水生植物在内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有48%(不包括水生植物的比例为66%)都是使用外源饲料生产的。水产养殖产 量预计会持续增长,这种饲料使用趋势能持续吗?
某些饲料为渔场自产和/或由新鲜原料制成,但商业加工饲料的应用范围也是越来越广。饲料可用于 补充自然生产(常被称为“半集约化水产养殖”), 或用于满足水生养殖动物所有的营养需要(“集 约化水产养殖”)。饲料供给不断增加,利润也逐 年提高,故饲料用量保持增长趋势(即,合理使用 饲料有助于利润提高)。1995至2015年间,工业化水产养殖饲料的产量翻了六番,从800万吨猛增至4800万吨(图43)(Tacon、Hasan和Metian,2011;Hasan, 2017b)。
水产养殖饲料成分多样,包括多种作物和作物副产品、野生鱼类、以及鱼类和畜牧加工副产品。一些副产品(如鱼粉和鱼油)是由营养水平很高的野生 鱼类提炼而成;然而近几十年来,捕捞渔业渔获物 还原制成鱼粉和鱼油的比例却在持续下滑;预计从 鱼类加工副产品中获得鱼粉和鱼油的比例将逐渐增加(见第4部分“渔业、水产养殖及市场预测”)。
水产养殖饲料中鱼粉和鱼油的膳食参配率也有所下降,越来越多地由作物特别是油籽取代(Tacon、 Hasan和Metian,2011;粮农组织,2012;Hasan和 New,2013;Little、Newton和Beveridge,2016)。如, 大西洋鲑鱼膳食中的鱼粉和鱼油参配率分别由1990年的65%和19%减少至2013年的24%和11% (Ytrestøyl、Aas和Åsgård,2015)。过去25年间, 食品转化率(食物饲料生物质与生产鱼品比例)由3:1左右降至1.3:1左右(GSI,2017),这主要是因为 饲料配方、饲料生产方式和养殖场饲料管理均有改进。
水产饲料中参配鱼粉和鱼油在较高热带地区有 鳍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养殖中更为普遍,但低热带有 鳍鱼种群或群体(如鲤鱼、罗非鱼、鲶鱼、虱目鱼) 中鱼粉和鱼油的参配率也有2-4%。从总量来看,2015年消耗鱼粉最多的是海洋对虾,随后为海洋鱼类、三文鱼、淡水甲壳类、吃食性鲤科鱼类、罗非鱼、鳗鱼、鳟鱼、鲶鱼和其他淡水鱼类及虱目鱼(Tacon、Hasan 和Metian,2011;Hasan,2017b)。
水产养殖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仍然较少,据估算占农业排放量的5%(Waite等,2014),但随着饲料使用增多,这一比例也有所上升。减少鱼粉和鱼油使用、降低饲料转化率对于减排都十分重要(Hasan和 Soto,2017)。
围绕水产养殖膳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鱼粉和鱼 油资源方面,但水产养殖部门增长的可持续性与陆 生动物和植物蛋白、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的供应也有密切联系(粮农组织,2012d;Troell等,2014年)。目前有很多研究希望开发出新的水产饲料,包括微生物海藻和昆虫来源,但这些饲料广泛供应且价格 适当可能仍要等上几年的时间。
水产养殖部门面对外来、本地和新发动物疫病 都十分脆弱。急性肝胰腺坏死病、虾肝肠胞虫和罗 非鱼湖病毒均在过去几年出现;流行性溃疡综合症及传染性肌坏死病毒的地理分布在近年来也有所扩大;白斑综合征病毒、传染性三文鱼贫血症及其他细菌、寄生虫和真菌感染疾病仍在影响着水生养殖种群。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应对面临很多局限,包括诊断技术的限制;部分神秘病原体和良性生物体在进入新宿主或新环境中就可能致病;水生动物疾病控制方法有限;多因素疾病综合征出现,亚临床感染频发;大多数饲养水生种群处于未驯化状态; 以及水生动物健康状况的相关信息匮乏。
负责任使用兽药(包括抗微生物药物)有利于提高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和饲养水平(如,通过使用疫苗和消毒剂)。此类药物在治疗引发产量下降、食 物转化率低及生存率差的慢性疾病方面,以及在应对可能造成大量死亡的流行性疾病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水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已造成抗微生物药物残留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等问题。
很多时候,从首次观察到实地死亡病例到找出并报告致病菌以及采取适当的控制和风险管理措施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水产养殖生物安全风险需要 切实转变应对模式。
开展生物安全工作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意愿,需要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与合作。制定水生动物卫生和生物安全国家战略规划至关 重要;若没有战略规划,一国只能零敲碎打地应对国际贸易新动向以及严重的跨境水生动物疾病,水产养殖和渔业部门面对新出现疾病仍会非常脆弱。粮农组织鼓励各成员国制定落实国家水生动物卫生战略和健康管理程序(粮农组织,2007), 并运用“渐进管理路径”,这是基于用来制定和监测国家重点动物疫病战略(如口蹄疫、非洲家畜锥 虫病、小反刍动物疫病和狂犬病)的类似框架搭建的分步式风险管理框架。此类行动必须坚持风险 导向,积极主动、开展合作,并应满足国际标准和区域协定(强制的和自愿的),特别是共享跨境水 道的国家。这些责任必须由来自政府、生产部门和科研院所以及价值链上其他各方等重要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利益相关方共同承担,各司其职,实现共同目标。
水生动物健康管理的基本原则要充分考虑宿主、病原体和环境的互动。应用宏基因组学(对环境样本中获得的遗传材料的研究)等新兴学科的发现以及病理生物学方法(研究病原体与其他微生物的互动会如何影响或造成疾病发生)为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Stentiford等,2017)。遗传和营养在培育健康、营养和抵御性宿主方面也很 重要。
水产养殖的长期生物安全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需要推行合作式学习和创新型研究计划(如更加有效的疫苗,更为敏感快速的诊断工具,运用无特定病原菌[SPF]、耐特定病原菌[SPT]及抗特定病原菌 [SPR]的生物安全策略)。近年来,市场上的鱼类疫苗数量不断增多,但仍有很多疾病尚无疫苗或疫苗效果欠佳。例如对虾没有适应性免疫系统,因而无法使用疫苗。
“同一个健康”平台上的综合监测计划包含了对不同部门(人类、农业、兽医和水产)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和抗微生物基因的研究,能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水生环境中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选择和传播动因。安全贸易和安全操作也会进行推广。《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2016-2020)》四大支柱 - 意识、证据、治理和最佳做法—可作为理想的切入点(粮农组织,2016b)。
其他必要行动包括加强紧急情况防备及应急基金的供给;建设公私部门伙伴关系(如,联合资助 项目、产品开发、预警和疾病报告);以及针对现有的生物安全计划和其他方案开展疾病影响社会经济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
国家水生动物卫生战略包括上述所有内容,其中与国家需要相适应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内容贯穿每个阶段。要特别关注小规模生产者的需要和赋权, 因为他们缺乏采取生物安保系统所需措施的能力和手段。
粮农组织推出了“气候智能型农业”(CSA)(包括水产养殖在内)概念,旨在帮助建立适当的技术、政策和投资环境,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粮农组织,2017r、2017s)。气候智能型农业一石三鸟,目的是尽可能提高生产率、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或消除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智能型农业不同于水产养殖可持续集约化等其他方法,它明确着力于气候变化,目的是促 进生产率、适应和减缓协同增效,同时确保所有人 都能获得有营养的食物。将生产率提高和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互竞争的优先重点联系起来难度很大,但部分研究人员和渔民已将气候智能型农业作为一种备选的创新型适应做法,希望在提高水产养殖产量的同时避免对可持续性造成不利影响。如,在生态系统层面上建立的多营养层级综合水产养殖(IMTA)系统实行鱼类和其他水生动植物混养, 以便消除养殖中的颗粒性和溶解废弃物,创造一种自我维持的食物来源(Troell等,2009)。
管理水产养殖操作、实现气候智能型农业目标 需要以一个通盘考虑的新视角来看待水产养殖,将减少粮食损失以及土地、劳动力、能源及其他资源优化,以及水产部门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和温室气体减排都纳入考虑范畴。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 确保最脆弱的国家、生产系统、社区和利益相关方 都有可能在水产养殖部门开发实施气候智能型农业方法。如《巴黎协定》所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全民粮食安全还需要转变生产和消费模式。新提出的目标是将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C、最好是1.5°C 以内,这将让人们更加关注食物系统碳足迹,可能也会鼓励在水产养殖业使用植物性饲料(Hasan和Soto,2017)。另外,气候智能型水产养殖要与国际 上认可的《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以及支持其实施的多种途径对标,如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和蓝色增长,以便强调可持续性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重要性。针对充分规划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必须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养殖者的需要。
在所有动物蛋白产品中,鱼和鱼产品交易额最大,受进口产品竞争影响最大。鱼产品产量中有78% 会受到国际贸易竞争的影响(Tveterås等,2012)。 这种贸易流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后者2016年按重量(活体当量)计分别占世界鱼和鱼产品出口量和进口量占的59%和46%。鱼和鱼产品大量 的国际贸易流量既带来了机遇,也产生了潜在的贸 易壁垒。
从鱼和鱼产品的市场机遇来看,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的强劲需求以及当前贸易品种的丰富构成都 为贸易提供了动力。为把握这些贸易机遇,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克服诸多困难,不但要 获取必要信息评估外国市场的市场机遇、找准自身 产品的独特市场定位,同时还要具备必要的知识和专长,以便实施技术和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满足各 项国际标准。
粮农组织通过长期运行的“全球渔汛”项目, 就全球鱼品贸易提供信息、分析和新闻。粮农组织不断丰富“全球渔汛”网站(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上的信息,协调各个方面努力提高原始和加工数据的可用性和可供性。新的领域包括市场准入规定,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的边境拒收数据, 30种有鳍鱼、甲壳类、头足类和其他软体类重要品种的市场分析和价格数据,国别经济、产量和出口数据(包括非关税措施),支持对可能的市场机遇 进行评估。
各国实施的贸易政策—包括关税、补贴以及 食品安全和可持续性标准等非关税措施—极大地影响着渔业生产和贸易,特别是在进入国际市场方面。很多贸易措施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 部分措施,包括私营标准、可追溯体系要求(见 插文22)、对有增值和认证要求产品提高税率等, 都可能构成技术或经济壁垒,限制市场准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鱼产品适用技术措施的数量平均是制成品 适用措施数量的2.5倍左右(Fugazza,2017)。发展中国家是国际鱼和鱼产品的主要供给方,而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此类措施方面的能力有限(私营和公立 部门均是如此),在国际场合分析和质疑保护主义措施的能力也很有限。另外,鱼产品易腐,故冗长的官僚程序很容易造成高值货物的损失。
为减少贸易措施的潜在不利影响,粮农组织在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历届会议上都积极推动关于市场准入问题的讨论,并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 贸发会议、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其他国际机构密切合作。2016年,粮农组织、贸发会议和环境署编写并推广了《渔业补贴联合宣言》;《宣言》已得到90多个国家通过,为世贸组织讨论渔业补贴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粮农组织一直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6(到2020年时,禁止某些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取消各种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活动的补贴,不出台新的这类 补贴,承认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享有适当有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 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国际行动,如在2017年海洋大会上促进开展相关的高级别会议、与贸发会议 协调组织海洋论坛等活动,以便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14中的具体目标推进实施渔产品贸易。
可持续性认证的最初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鼓励生产者采取负责任的捕捞或养殖做法, 让产品更受市场青睐,并在某些情况下卖出更好的价格。自1999年建立首个计划以来,自愿生态标签认 证计划的数量猛增,反映出消费者以及鱼和鱼产品主要生产者和零售商对于可持续性和环境的关切。
建立这些计划的初衷是体现国际商定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规范,但随着不断的发展,各个计 划都开发了不同的标准和评估方法。因而,成员国 要求粮农组织制定认证计划准则。针对海洋/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的《粮农组织生态标签准则》以及《粮农组织水产养殖认证技术准则》分别于2005年和2011年编写完成,二者与《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高度契合(粮农组织,1995)。
Potts等(2016)提出,2015年全球产量中认证 产量约占14%(包括捕捞和养殖渔产品);其中80%的 认证渔产品来自捕捞,20%来自水产养殖。
认证计划可由公立或私营部门机构建立,大部 分为非政府组织建立。近年来,出于成本考虑等多种原因,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区域、国家或地方层面计划,如美国阿拉斯加负责任渔业管理(RFM) 认证计划、冰岛负责任渔业管理(IRFM)认证计划和日本的海洋生态标签计划。
多种计划并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也带来了 鱼产品出口商要满足多种合规程序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及小规模渔业出产的产品。认证 计划数量激增并未给渔业和水产养殖带来清晰的 路径和激励机制,也未能改进环境和其他可持续绩效;相反,却给生产者、零售商和消费者带来很多困惑。各项计划与国际参考文件的契合程度千差万别, 因而很多进口商和零售商都无法评估具体计划的标准、收益和等效性。生产者可能不得不遵守进口商或零售商指定的计划要求,或不得不努力获得多个 计划的认证才能为其消费者提供服务,因而不必要 地拉高成本,造成贸易扭曲。
为打造公平的贸易环境,粮农组织支持开发了渔业认证计划通用基准。全球基准工具是全球海产食品可持续性倡议(GSSI)在粮农组织支持下开发的。工具根据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续性方面粮农组织主要文书中提出的原则,列出了各项认证计 划(包括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为获得全球海产食 品可持续性倡议认可而需要满足的要求。全球基准工具中也包含了帮助各利益相关方了解各项认证计 划异同的具体指标。截至2017年8月,全球海产食品可持续性倡议已成功对标比较了三个生态标签认 证计划(美国阿拉斯加负责任渔业管理认证计划、冰岛负责任渔业管理认证计划以及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和一个水产养殖认证计划(水产养殖良好操作认证)。两个部门的其他计划仍在争取认可的过程当中。
然而,鱼和鱼产品市场上的生态标签和认证还 面临着其他重要挑战,包括包容性(特别是涉及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小规模渔民和生产者时),消费者为认证产品支付更高价格的意愿,参与认证的成本与收益平衡,以及(近期)认证标准范围拓宽、新增了社会标准,在这方面国际接受的绩效标准非常有 限。粮农组织将继续与各成员、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共同寻找对策。
收获后损失和浪费能轻易抵消鱼和渔产品给粮 食安全和营养带来的收益,且常常发生在最不应该 浪费宝贵的食物和营养来源的国家。Gustavsson等 (2011)估算,整个渔业部门的食物损失和浪费约占全球捕捞量的35%,其中9-15%为海上鱼类丢弃物, 大部分是拖网捕鱼。损失和浪费存在于从生产到消 费的整条价值链上。粮农组织在印度和墨西哥召开的研讨会指出,损失与刺网和三层刺网的使用不无关系;这些渔具主要为热带和亚热带区域手工渔业、小规模和家庭渔业使用(Suuronen等,2017)。2013年,粮农组织近东区域会议提出,家庭和消费 层面的很多浪费与食物传统和习惯有关(Curtis 等,2016)。
在特定价值链中,收获后质量损失在总损失量中所占比例超过70%(粮农组织,2014b),造成优质蛋白、 重要脂肪酸和微量营养物的损失。将鱼从食物链中剔 除出去还会导致健康受损,进一步加剧本已削弱的粮 食供应问题。两类损失对粮食和营养安全均有不利影响,会导致消费者购买渠道缩减或产品质量下滑, 而价值链上的各行动方经济回报也会因而削弱。
2012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承认了食物损失和浪费这一重要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目标:“到2030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食 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
粮农组织研究(Diei-Ouadi等,2015;Wibowo 等,2017)发现,65%的鱼类收获后损失和浪费都 是因为设计、技术和/或基础设施缺陷,加之收获后处理知识和技能匮乏。其余35%的损失和浪费为社会文化因素,包括脆弱性、治理、规章制度及其落实。
粮农组织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应对鱼类损失问题。粮农组织在该 领域的计划开发了评估小规模渔业收获后损失的方法,有利于安排减缓措施的先后顺序,找出简单易行的技术来减少价值链上的损失和浪 费。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在内陆渔业中,坦噶尼喀湖沿岸国家过去两年中开始把鱼 放到架子上晒干,收获后损失因而减少了50 % (Grilipoulos,2014)。在沿海渔业中,青蟹(Scylla serrata)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后,印度洋区域的损失由25%下降到9.4%(Kasprzyk和Rajaonson, 2013)。
2016年7月,渔委要求制定收获后损失国际准则。为支持这项工作,挪威政府出资开展了一个种子 项目,意图分析建立损失情境和减损方案单一知识 库的可行性,目的是针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供应链目标环节中的食物损失情境提出解决方案。
若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意识不够,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供应链上无法全程保证食品安全,则渔业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就会受到削弱。各种供应链日趋复杂(这背后有很多因素,如增值需求扩大、气候变化影响和贸易全球化),建立国际认可的食品安全框架变得至关重要。在渔业部门,这些框架包括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第11条,引导收获后做法和贸易;《食品法典》标准及行为准则(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tandards);以及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的基本规则。为支持食品安全,粮农组织与世卫组织携手,通过下设专家委员会、专家会议和临时性磋商等 途径提供科学咨询。
考虑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关切,食品法典各委员会在近年来特别重视对毒素物质的评价。应食典就此问题提出的科学咨询请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2016)共同编写了技术文件《双壳软体动物相关生物毒素的毒性等效系数》。
鱼肉毒素每年会造成10000至50000例食源性疾病(Lehane,2000)。应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要 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现正规划对鱼肉毒素开展 风险评估,希望就该毒素制定最高容许量,并就鱼 肉毒素检测和量化的标准分析方法达成一致,为常 规分析和监测奠定基础。
双壳软体动物产量已从1950年近100万吨增至2015年1610万吨。考虑到快速增长趋势以及水资源状况的改变,并应2017年国际软体贝类安全大会请 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18)针对双壳软体动物卫生计划的开发编制了技术指南。指南主要用于生 食双壳贝类的初级生产,主要着眼于一般性要求和微生物危害。
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粮农组织在过去两年内与联合国环境署、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18以及全球各科研院所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鱼和渔产品中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可能带来的食 品安全威胁(见下文“部分海洋污染关切”段落), 提出了一整套建议,列出了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 (Lusher、Hollman和Mendoza-Hill,2017)。
超过50%的渔业食品产量来自于水产养殖,有些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这一行业独有的。现已认识到,世界上很多地区滥用抗微生物药物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出现和传播的主要动因。全球范围内,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每年会造成70万例死亡,到2050年死亡例数可能会达到1000万 (O'Neill,2014)。粮农组织正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和世卫组织密切合作,针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带来的全球威胁提供三方应对(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10)。食品法典委员会(2017)最近更新了食品中兽药残留最高残留限量 和风险管理建议。
在国家层面上,粮农组织的跨学科团队为各国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各国建立行之有效的国家 食品安全框架。另外,粮农组织还非常重视确保各法律框架与世贸组织各项要求协调一致,要建立在 食典的各项标准、准则和相关文本之上,因为食典标准是国际层面食品安全的基准。
食品欺诈并非新问题,但近年来却备受关注。2013年欧盟的多国马肉丑闻暴露了国际食物链面对有组织犯罪的脆弱性。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纷纷组建了食品欺诈应对网络及平台,如欧盟执法合作机构 (欧洲刑警组织),旨在共享信息,通力合作,共同打击食品欺诈。食品欺诈是指食品非法出现在市场上,目的是欺骗消费者,获得经济收益,往往伴随错 帖标签、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品牌造假、减损和掺假等犯罪行为。鱼品欺诈也是如此。
鱼和鱼产品面临的欺诈风险尤大:欧洲议会 (2013)将其视为第二大风险类别的食物;国际刑 警组织/欧洲刑警组织(2016)在一项涵盖57国的研究中,将其认定为第三大风险类别。鱼品欺诈在鱼 品供应链的多个节点上都可能发生,具体案例包括故意错帖标签、以次充好和过度加冰(冰量过大), 以及未加声明便使用或过量使用保水剂来增加产品 重量。
主要的问题是品种以次充好,通常是低价值品种作为高价值产品出售。以次充好的目的若是为了掩盖原产地、非法捕获品种或受保护品种或由保护区捕获的品种,则也构成欺诈。此类行为可使鱼品欺诈问题进入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和濒于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领域。
近年来一些大型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错帖标签(Oceana,2016;Pardo、Jiménez和PérezVillarreal,2016)行为,销售链上不同环节中有20%到30%的抽样鱼品出现此类问题。更加细致的研究发现,美国红鲷鱼标签错误率高达75%(Marko 等,2004);加拿大零售渔品中标签错误率为41% (Hanner等,2011);意大利南部鱼片的标签错误 率为43%(Tantillo等,2015)。
尽管很多鱼品欺诈事件并不直接带来公共卫生 风险,但在一些案例中还是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实际或潜在危害。无毒品种被替换成河豚、组胺污染青花鱼、玉梭鱼、油鱼或西加毒鱼类等有毒品种时,消费者并不清楚潜在的危险。残留水平超标的养殖鱼类当做野生鱼类出售会造成意料之外的兽药残留,也会带来公共卫生风险。
鱼品加工后,如加工成鱼片、即食产品和预加工鱼粉,肉眼识别品种即便并非不可能,但也十分困难。尽管如此,DNA条形码等分子鉴定法现已可以准确地鉴定品种,给鱼品销售带来更多的审查和透 明。DNA条形码是一种鉴定鱼类品种的快速可靠方法,也是用于管理控制的理想工具,但发展中国家可能仍需技术援助才能将其纳入食品监管架构。另外,该方法还需要推行标准化和认证之后才能常规 使用。
粮农组织的一份评价报告(Reilly,2018)提出,以下减缓措施有助于减少鱼品欺诈:确定各方商定的鱼品名称列表;实行强制性标签要求;加强国家食品监管体系;强化行业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制定具体的食品法典准则。
海洋垃圾和微塑料造成的海洋污染仍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突飞猛进 刺激了这方面的科研工作,以期能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减少不利影响。各国都表达了应对这一问题日益增长的迫切性,在迄今召开的每一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都通过了海洋垃圾、海洋塑料碎片和/或微塑料的相关决议(联合国环境署,2014、2016、2017)。这 些决议建立在联合国2012年可持续发展会议成果文件“我们想要的未来”(联合国,2012)基础之上,各国承诺采取行动,到2025年显著减少海洋废弃物。 这种紧迫性也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4中,特别是目标14.1(到2025年时,防止和大幅减少所有各类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和养分污染)。其他重要承诺包括,联合国成员国在2017年海洋大会上通过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呼吁采取行动”(联合国,2017d),以及二十国集团《海洋垃圾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2017)。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两类海洋污染尤为突出。第一类是捕捞渔业中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ALDFG),给渔业和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第二类是微塑料,在水生环境中越来越多, 对人类食用鱼类以及对海洋生态环境健康也有影响,这些都引发了关切。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野生动物、渔业资源和沿海社区都造成不利影响。部分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仍在捕捞目标和非目标品种,缠绕或杀死海洋动物, 包括濒危品种(“幽灵捕鱼”)。一些接近海底的遗 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会对海床和珊瑚礁 造成实际损害。海面上的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也会给海洋使用者带来巡航和安全危害。一旦被冲到岸上,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中无法降解的塑料垃圾会污染沙滩。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逐步碎裂后,还会形成微塑料。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的回收和清理对主管部门和捕捞业来说都意味着很高的成本。国际社会现已形成广泛共识,应将预防措施作为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的优先重点, 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清除海洋环境中现有的此类渔具,减少其产生的有害影响。
在此前针对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开展的全球评估(Macfadyen、Huntington和 Cappel,2009;Gilman等,2016)的基础之上,粮农组织与全球幽灵渔具倡议(GGGI)、防止和减少海洋垃圾全球伙伴关系(GPML)、《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 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GPA)和国际海事组织等伙伴合作,正积极应对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和幻影捕鱼问题。粮农组织正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合作,计划针对各类渔具和渔业活动制定“最佳做法”准则;现已启动了全球评估工作,旨在量化渔具损失的规模和分布,建立未来减缓措施的监督评价基准。
渔具标识,以识别所有权和位置以及确定合法性,是《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要 求,但仍未得到普遍实施。配置渔具跟踪技术的适 当标识渔具以及相关的报告系统可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及其影响,包括幽灵捕鱼。渔具标识有助于弄清楚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的来源,帮助回收丢失的渔具,促进落实各 项管理措施(如渔具遗弃及不当处置),并为渔具的 适当管理(包括处置)提供激励。统一实施批准渔具标识系统也有助于采取措施,鉴别预防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从而减少渔具遗弃和丢弃。
粮农组织一直在牵头制定渔具标识准则。继2016年专家磋商会之后,粮农组织实施了两个试点项目, 旨在支持准则的未来实施;其中一个项目是针对印尼的刺网渔业,重点是针对小规模沿海渔业具体实 行渔具标识和丢失渔具回收;另一个项目是一项可 行性研究,重点是围网捕捞作业中使用的漂浮集鱼 装置(FAD)。在2018年2月召开的粮农组织技术磋商会议上,各成员国商定了一整套渔具标识自愿准则草案,草案将提交2018年粮农组织渔委会议通过。
回收、再利用及适当处置寿命期满渔具还可以减少海洋中的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 减轻对海洋生命和海洋环境的影响。尽管基础设 施方面已经投入很多,但渔具的不当处置(不论是在海中还是在陆地上)仍会加剧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的问题。港口应根据《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附件V为渔具处置提供充足的接收设施。然而,很多渔港仍然无法提供方便可及的低成本塑料处置设施,或无法很好地维护这些设施;即便有这些设施,渔民可能也不大愿意使用。粮农组织正与国际海事组织一道应对 这些问题,通过多种方式就建设更清洁渔港为成员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分享经验,推广良好做法, 编制手册和准则,促进面向港口管理部门和捕捞业的能力建设,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渔港和登陆中心的管理。
塑料是多种聚合材料的统称,这些材料视最终产品的要求与各种添加剂混合(如塑化剂、抗氧化剂、阻燃剂、紫外线稳定剂、润滑剂、着色剂)。这 些材料可浸入周边环境。尽管定义不一而同,但人们普遍认为微塑料包括尺寸小于5毫米、形状和颜 色各异的塑料颗粒和塑料纤维,包括尺寸小于0.1微米的纳米塑料。微塑料通常会吸附水中长期存在的生物累积污染物,以及将其作为基质的生物体(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菌、真菌、病毒)。进入海洋的微塑料来自多个陆地和海洋来源(GESAMP,2016),可分为两组:有意生产的初级微塑料(颗粒、粉、磨砂), 以及塑料袋等较大型材料分解或汽车轮胎磨损产生的次生微塑料。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渔具、网箱、浮标、渔船和产品包装的建设、使用、维护和处置都是二次微塑料的来源。Lebreton等(2017) 估测,海洋环境中67%的塑料污染来自于20条河,主 要集中在亚洲。
目前,淡水中微塑料污染情况所知甚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海洋环境中,水面、水体、海底以及海岸线和生物区中都发现了微塑料,但数量信息仍普遍匮乏。由于采用的评估模型和定义各有不同,估算塑料碎片全球分布的各个研究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Galgani、Hanke和Maes,2015; Law,2017)。太平洋、孟加拉湾和地中海的微塑料浓度可能最高(GESAMP,2015、2016)。
据报告,多类生境和水产养殖网箱中都出现过 水生动物摄入微塑料的情形。摄入是主要的方式, 塑料碎片可能与小体积天然猎物混淆,或以滤食或 通气的方式摄入。超过220种海洋动物(不包括鸟 类、海龟和哺乳动物)都被发现在自然环境中摄入微塑料,其中一半品种都具有商业重要性(Lusher、 Holman和Mendoza-Hill,2017)。
在野生生物体中,截至目前微塑料仅在胃肠道 (即内脏)被检出过。在动物(包括人类)体内,最大的微塑料无法穿过胃肠道细胞壁进入血液。尺寸小于150微米的碎片(最小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似乎能够穿过细胞壁,造成体内暴露。然而,目前尚没有方法检测最小颗粒并测算数量。这一知识缺口需要尽快填 补。另外,对于微塑料改变生态进程以及通过自然条件下营养转移进行累积的能力,人们仍然知之甚少。
从食品安全危害来看,即便微塑料已在啤酒、 蜂蜜和食盐等多种食品中检出(Liebezeit和 Liebezeit,2013、2014;Karami等,2017),但大部分研究仍是针对鱼和渔产品开展的(Lusher、Holman 和Mendoza-Hill,2017)。微塑料主要出现在动物内脏中,因而鱼片和其他不含内脏的产品不大可能成为微塑料的来源。连带内脏食用的小鱼、甲壳类动物和软体类动物是因食用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造成微塑料膳食暴露的主要关切。
粮农组织提倡,在应对渔产品微塑料相关的潜在安全危害时应运用风险分析方法,包括风险评估、管理和沟通(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06)。目前还 没有数据,无法开展详细的风险评估。基于人类食用双壳贝类最坏暴露情境的风险评估表明,摄入微塑料数量较少,相关添加剂和生物累积污染物的暴露 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此类添加剂和污染物的膳食 摄入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到0.1%(Lusher、Holman和 Mendoza-Hill,2017)。食用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而带来的添加剂和污染物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产品中最常见的塑料单体和聚合物的毒性尚未接受 过评价(Lusher、Holman和Mendoza-Hill,2017)。
最后,有文件表明,塑料碎片会成为不同微生物群落的基质,但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支持将致病菌纳入因食用渔产品造成微塑料暴露而开展的
风险 概况分析。
通力合作是2025年前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和微塑料的关键;粮农组织将继续与各利益相关方和相关组织及伙伴积极合作,共同实现这一目标。要优先考虑旨在减少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的预防措施,包括考虑通过循环经济方法预防垃圾产生,逐步废弃一次性塑料。如在共同海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计划)金枪鱼项目中,粮农组织与国际海产品可持续性基金会合作,支持对金枪鱼围网捕捞中使用的漂浮集鱼装置中的生物可降解材料进行检测。控制塑料污染源头是一项集体行动, 所有相关行业和所有公民都要参与进来。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寻找塑料的替代产品,以及减少遗 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渔具都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海洋垃圾和微塑料。某些发展中国家可能缺少应对塑料垃圾的基础设施,或主管部门或捕捞业不具备实施适当预防或纠正措施的能力;因而,通过 国际发展援助和投资增加资源、提供支持可能非常 重要(Jambeck等,2015)。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应对社会可持续性问题的各种呼吁和行动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包括政策制定者、业界、民间社会、消费者和媒体。目前有很多正在实施的举措都着眼于这些领域,如基于人权的方法,通过集体行动消除贫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等。
渔业治理和开发过去非常重视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即从生物学的视角看待可持续性),而如今已经转向承认社会机构,以及部门内就业人员的福祉和生计。因而,渔业不再仅是资源,也是生计来源(如收入、食物、就业)、文化价值的表述载体以及贫困社区面临冲击时的缓冲器。《小规模渔业准则》 (粮农组织,2015a)中就体现了这种转变,在目标中纳入了实现充足食物权,推动渔民和渔业社区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另外,《准则》还推动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在这里,基于人权的方法是指确保渔民和渔业工人能够以一种非歧视、 行之有效的方式参与透明负责的决策进程,以及应对歧视、边缘化、剥削和虐待等贫困的根源性 问题。
联合国系统内越来越多地将基于人权的方法用作一项计划原则,但该方法在小规模渔业领域的实施经验仍十分有限。粮农组织在很多场合与各类伙伴进行合作,努力应对这一问题。2016年召开了“在实施和监督《小规模渔业准则》背景下探索基于人权方法研讨会”(Yeshanew、Franz和Westlund, 2017),各国政府、渔民组织、民间社会、科研机构和政府间机构均派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 了以下问题:
要承认权属治理领域各种不同的现行社会法律及文化规范和知识体系;
公平、透明、参与式方法和进程对于承认各类合法权属权利的重要意义;
要加强政治意愿和组织能力,确保部门间协调,为小规模渔民及其组织赋权,让他们说出自己的 需要、关切和兴趣;
将基于人权方法有机纳入《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实施;
继续探索基于人权方法在小规模渔业部门的应用,同时注重开发案例研究和辅助性指导材料。
渔业部门基于人权方法在其他国际和政府间活动中也有推广(见插文23)。另外,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在2017年举办的《小规模渔业准则》实施区域方法研讨会上也重点讨论了基于人权的方法。基于人权方法在国家层面上也得到了重视。印尼在粮农组织技术援助的支持下,建立了渔业部门人权保护法律框架。哥斯达黎加制定了小规模渔业法草案, 其中特别提到了人权。
《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另一个目标是消除贫困, 这也是《2030年议程》的核心目标。准则着眼于全球范围内数百万贫困或贫困边缘小规模渔民,强调 “为改善小规模渔业治理和发展而制定的各项政策、战略、计划及行动...应以现有条件为依据,易于实施,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并应为社区恢复能力提供支持”(粮农组织,2015a)。这里面的主要问 题是以渔为生的家庭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都被忽 视、被边缘化了,因为它们通常不会出现在任何的贫 困线统计中。很多情况下,正是这种隐蔽特性将它们 隔离在了包容性的扶贫发展干预措施之外。
消除贫困在粮农组织的议程上具有重要地位, 因而粮农组织也正在探索可能的对策,以及未来推广实施的可能。粮农组织召开的加强渔业集体行动研讨会就如何通过集体行动推动减贫提供了一些依据,如建立小规模渔业利益相关方和社区组织。会上介绍的研究表明,各种策略和对策必须遵从共同的原则,另外还要因地制宜。研究还表明,小规模渔民和渔业社区往往受制于渔业部门内外的有实力行 动方,这些行动方把持着渔业治理的格局(Siar和 Kalikoski,2016)。
通过小规模渔业治理消除贫困还要为渔业社区赋权,让它们对决定自身福祉的基本条件有更大的话语权。集体行动可以建立组织的形式推进,为小规模渔民赋权。无组织的集体行动可能较为随意, 没有章法;组织建立起来后,集体行动就会协调一致、方向明确,成为常态也更加有力,可以积极推动治理进程。小规模渔业治理应坚持“辅助性原则”, 创造支持性、扶持性的环境,让渔业社区通过集体 行动获得更大话语权,同时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2030年议程》呼吁所有妇女和女童实现性别平等和获得赋权(可持续发展目标5),这一目标在渔业部门尤为重要。Lentisco和Lee(2015)已描述 了女性在渔业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女性对渔品供应的重要贡献。粮农组织同国际渔工援助合作社(ICSF) 近期发布了一份通过参与式方法编制的手册 (Biswas,2017);手册中重点介绍了相关经验和概念,引导推进性别平等的小规模渔业治理和发展,支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 2015a)。
参加渔民组织是妇女参与管理的一个重要途 径。粮农组织支持性别主流化工作,希望妇女通过 参加渔民组织来改进性别平等状况;然而关于渔民组织中女性的研究仍少之又少。
针对巴巴多斯、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印尼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案例研究(Siar和Kalikoski, 2016)表明,妇女确有作为成员和领导参加渔民组织的情况,但与男性相比少了很多。粮农组织持续开展的分析侧重于妇女在渔民组织中的参与和领导对妇女赋权有什么影响,对平衡男女权力管理又有什么意义。截至目前的分析(Alonso-Población和 Siar,2018)表明,妇女参与和领导渔民组织面临以下阻力:
对妇女在渔业中的工作和贡献缺乏认可(特别是男性渔民),以及认为女性不会捕鱼;
很多就业统计中缺乏分性别数据,因而妇女的工作和贡献数据缺失;
没有将妇女的知识和经验纳入渔业管理;
妇女认为渔民组织是男人的组织;
个人阻力,如没时间参与,缺乏信心,以及没受过正规教育;
普遍的偏见认为,女性的主要身份是母亲和妻子,男性才需要赚钱养家、充当领导。
粮农组织(即将出版)在布基纳法索、科特迪 瓦、加纳和突尼斯都开展了性别敏感的价值链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给女性的工作表 现和生计都带来了不利影响。如2016年在突尼斯,女性拾蚌者每天通常在海水中工作6到8个小时,而她们的收入还不到中介的1/4,仅为农业部门法定最低收入水平的70%。在整个价值链中,她们的收入仅占最终销售价格的12%左右。应对这些问题可采取多种策略,包括:提高参与女性的技术、组织和商业管理能力;推行产品差异化;促进建立网络,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拓宽金融服务获取途径和进入市场的途 径,特别是奖励性的国际渠道和制度抓手(如针对学校供膳计划、医院和校园的公共采购)。
突尼斯采取的重点干预措施产生了显著成效。妇女获得了更多的谈判筹码;国家层面开展宣传工作, 让市场交易更加透明;另外,女性拾蚌者协会与蚌类净化和出口企业以及一家国际进口公司达成了公平的 贸易协定。得益于这份公平的贸易协定,2017年11月女性拾蚌者的收入占到了销售价格的47%,她们从中拿出相当于销售价格8%的资金支付给运输中介。
渔业部门持续不断的侵犯人权和剥削劳动力问 题引发了人们对于渔品供应链上不负责任行为的关切。这些行为具体包括走私人口,用工欺诈,强迫劳动,身体、精神和性虐待,凶杀,童工,债役,拒绝提供公平和承诺的工资,抛弃,歧视,工作时间过长, 劳动安全与卫生无保障,剥夺员工结社、集体谈判和签订劳工协议的权利。
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捕鱼业工作公约》第188号生效,目的是确保改善捕捞部门工人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公约》中列出多项规定,确保海上工人能够获得充足的休息和医疗服务,通过书面工作协议获得保护,在渔船上拥有体面的生活条件,且享受与其他工人一致的社会保障。配套出台的《渔业劳工公约的建议书》(第199号)对《公约》的各项 标准提供了补充。2016年,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 迫劳动公约的2014年附加议定书》(P029)生效,就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所有形式强迫劳动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渔委强调了海上安全、强迫劳动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问题的内在联系(粮农组织,2015b)。2016年11月21日“世界渔业日”当天,罗马教廷、粮农组织、劳工组织及渔业产业的代表和工会一致谴 责非法捕捞和渔业中的强迫劳动,并敦促做出集体承诺,防止渔业供应链上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 (粮农组织,2016j)。2017年,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讨论了社会可持续性问题,包括海产品价值链上侵犯人权和劳动权利及其对贸易的影响,并敦促粮农组织加强在此领域的工作计划和技术援助(粮农组织,2017u、2017y)。2016和2017年,粮农组织继续推动围绕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体面工作展开的“维哥对话”,这是2014年以来每年都在西班牙维哥举行 的多利益相关方论坛。
粮农组织与国际食品、农业、旅馆、饭店、餐饮、烟草和同业工人联合工会(IUF)正在开展一项多国评估,旨在分析水产养殖部门的职业安全和健康 (OSH)问题(另见插文24)。另外,粮农组织正与科特迪瓦(粮农组织,2017w)、加纳和斯里兰卡的合作伙伴围绕鱼品加工领域的职业安全和健康问题开展 跨学科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过程优化是政策行动的核心。此外,粮农组织还与政府主管部门和私营部 门合作,在东非和西非开展水产养殖项目,推动为青 年人、妇女和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支持价值链开发、延伸和集体合作,促进实施生计多元发展战略。
职业安全和健康风险、不断减少的水生资源、使用者和获取权利缺位、面临气候和天气风险以及政治及社会边缘化,都会让依赖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社区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Béné,Devereux和 Roelen,2015)。社会保护制度可减轻脆弱性,防止出现舍本逐末的应对策略,减少不利于渔民和渔业工人的市场失灵;社会保护制度具体包括实物和现金转移形式的社会救助、缴费式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粮农组织,2017x)。除保护最贫 困和最脆弱人群外,社会保护的其他功能也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认可,如为社区赋权,减少农村贫困,以及促进实现更宽泛的农村发展目标。粮农组织正与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联合开展一项研究,对阿尔巴尼亚、埃及、黎巴嫩、摩洛哥和突尼斯小规模渔业社区的社会保护体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可成为提供政策支持的依据,也可促进国家层面各项政策和计 划的协调一致。
粮农组织还与合作伙伴在柬埔寨及缅甸合作, 评估渔业部门的社会保护现状及贫困问题。评估结果将用于支持设计国家社会保护响应措施,充分涵盖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业工人,并考虑捕捞季节性、人员流动性、使用者和获取权利不畅以及职业危害等具体因素。
“蓝色增长”是水生资源管理的跨部门综合性创新方法,旨在尽可能增加因使用海洋、内陆水体和湿地而产生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同时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其目标是推动协调管理,实现包容性增长,夯实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社会、经济和环境),促进减少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Burgess 等,2018)。
蓝色增长秉持的原则是,水生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福祉的根本—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吃的食物,以及我们饮用和种植粮食 用的水源。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对全球生物圈的经济价值贡献率超过60%(Martinez等,2007)。认识到 这种价值,国际社会开始越来越重视加强经济能力,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
但是,利用生态系统谋求经济回报和社会效益必须要同时注意减少对环境退化的影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若不能维持,或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恢复, 则自然资本就会受到侵蚀,生态系统也就无法正常 运转;进而,生态系统也不能推动改善粮食安全和生计,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很多总体和具体目标。
一般来说,生态系统服务分为四类(插文25)。提供型服务为蓝色经济提供直接投入(如鱼类、水、植物),调节性和支持性服务也同样重要,能够为提供性服务相关的各项经济活动创造健康的水生生态环境(Lillebø等,2017)。水生生态系统提供的文化服务对于蓝色增长而言也同等重要,包括旅游和教育机会,以及生态系统对很多沿海社区的文化价值 (Rodrigues和Kruse,2017)。因而,在蓝色增长的大背景下,水生资源管理要考虑所有这四类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意义和运用方式,并要实现适当的平 衡。在国际社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4—以及确保水生生态系统长期可持续利用的进程中,实现这种平衡 尤为重要。
Bann和Basak(2011)为此种平衡提供了一个例 证:据他们估算,土耳其Gökova环境保护特区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约为3120万美元,其中包含了提供型服务(鱼类和可供食用的盐沼多肉植物)、调节性 质的服务(碳封存、侵蚀防控以及废弃物处理)及文化性质的服务(旅游和休闲)。这些服务中经济价值最高的是旅游和休闲,占到经济总值的55%左右, 凸显了可持续管理旅游业的必要。
恢复生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改进水生生态系统服务,创造食物、收入和就业等多种效益。如在越南,志愿者重新种植红树林,累积花费110万美元,却节省了每年730万美元的堤坝维护费用,约7500个家庭从中受益,获得了就业机会和保障(IFRC, 2002)。墨西哥恢复了50公顷红树林,渔民日均收入翻了六番(Sánchez等,2018)。
淡水生态系统也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洪涝是全球范围内影响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欧盟留出大量沿河土地来保护城市不受洪涝侵 袭(Faivre等,2017)。相关举措还包括恢复湿地和冲积平原,投资建设蓝色或绿色基础设施(如恢复冲积平原、构筑天然防洪工事,以及养护在封存碳方面效果极佳的植物生境)。恢复后的生境还可为 野生鱼类(Peters、Yeager和Layman,2015)和其他水生动物及鸟类提供必要的避难所,或为水产养殖创造机遇(Rose、Bell和Crook,2016)。管理就业数 量有限的人为淡水水体,如通过加固或放养来提高 渔业生产率或将其用于水产养殖,有助于增加本地的鱼品供应,为可能因为建设渔场而损失掉其他生 计的地区创造经济机会。
粮农组织于2013年提出蓝色增长倡议,目的是建立整体框架,推动蓝色增长。该倡议加强了现行 政策之间的联系,确保各项政策契合《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织,1995)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后两种方法是该倡议得以推出的基础。该倡议提出要高效利用有限资源,减少碳足迹, 增加就业和体面工作条件,从而扩大这些引导性文件的影响力。
蓝色增长倡议包含了三类基于变革理论的主要 行动(图45):
支持性:创造相关条件(如立法和有力的经济激励),能力建设和社会动员;
转变性:实施示范或试点项目,找出最适当的干预措施并汲取经验教训;
主流化:推广适当的政策、做法、激励及技术,并将其纳入公共计划和私营部门的操作。
若前两个阶段得到有效实施,则主流化工作也会水到渠成,政策制定者、社区和私营部门会逐渐 认识到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改善市场准入,面向青 年人和妇女的实现利润和体面工作机会,因而最终将蓝色增长纳入部门发展。
蓝色增长框架有助于找出蓝色增长建议干预 措施、取得进展必要条件以及对自然资本潜在影响 (有利和不利)之间的联系,明确机遇和限制,以便就投资、政策和管理措施做出更为有理有据的决定。主要活动包括推广基于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良好做法,让价值链上所有利益相关方都 参与进来,以及促进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提高能效,加强创新。这种新方法将会促进减少贫困、饥 饿和营养不良,推动水生资源的良好管理,同时也承认包容性增长的需要。
粮农组织正由概念走向行动,从支持佛得角 制定《蓝色增长章程》等规范性工作(插文26)转 向脚踏实地的社区行动,如在肯尼亚带动社区重新种植红树林(插文27),恢复马拉维的淡水渔业生产率,以及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行动计划》中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内容 (插文28)。粮农组织现正在全球23个国家推行这 一方法(图46)。
只有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以及整个价值链上的各利益相关方群体都参与进来,蓝色增长才能持续 长久。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必须让部门内所有人齐 心协力,群力群策。为此,粮农组织设立了蓝色论坛。 论坛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支持来自行业、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政府和科研机构的利益相关方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寻求对策,着眼于那些影响到部 门发展且对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问题,除贫困和粮食不安全 问题外,其他一些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包括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体面工作条件,人口走私,可持续性问题和气候变化等。
蓝色论坛的种子于2013年播种。它将独树一帜, 让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发出平等的声音,支持各利益相关方就实现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做法和方法达成共识。各利益相关方将通过蓝色论坛网站在线联系,也会 视需要召开会议。蓝色论坛将推动建立跨部门伙伴关系,推动直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行动,加速各利益相关方(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转变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方面的工作。蓝色论坛还会创造契机,找出不同部门和行动方实施的各种举措的战略契合点,让它们形成合力协同增效。
蓝色论坛对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 门开放,鼓励采用包容性的方法。蓝色论坛利益相关方将每年召开大会,审议论坛采取行动的进展情况,规划下一步工作。
2016年9月在“通向第22届缔约方大会:非洲海洋经济及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毛里求斯公报》中,非洲各国部长请求非洲发展银行、世界 银行和粮农组织共同开发一个技术与经济援助包, 支持海洋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应这一请求,非洲援助包在2016年末于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上进行了报告。在援助包框架下,三机构共出资35亿美元,涵盖渔业、水产养殖、旅游、购物、海洋能源、海上安全、港口、水文气象服务、碳封存、海岸保护和废弃物处理等海洋部门(粮农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 2017年)。
援助包正在推进过程中,三机构正与各非洲国家协调开发不同方面的内容。援助包的设计留出了 足够的灵活性,能够按照非洲国家和其他伙伴的需 要进行调整。
援助包下设五大旗舰计划,涵盖四个沿海区域以及非洲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时限为2017年至2020年,帮助各国应对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气候变化优先重点(见第3部分“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应对”段落)。该方法支持三机构已经做出的承诺,如世界银 行的非洲气候商业计划,非洲发展银行的《十年战略》(2013-2022年)和“五大目标计划”,以及粮农组织的蓝色增长倡议。在各个国家,具体援助均有三机构做出的新投资以及来自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供资。
粮农组织与两家银行合作,在非洲援助包内援助三个重点领域的行动:
制定蓝色经济战略,以此作为确立投资计划的基础,如在摩洛哥、科特迪瓦以及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就制定或实施侧重于蓝色经济或蓝色增长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战略提供技术援助,如在科特迪瓦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支持各国试点实施蓝色增长方法,加强沿海社区(如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同时制定区域蓝色增长计划。
随着人口逐年增多,食物、营养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人均需求不断增大,海洋和内陆水体以及沿海地区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都呈快速增长态势, 给环境和其他资源利用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水生和沿海生态系统面临压力的增速甚至更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2013年;Neumann等,2015年)。随着对于这种压力的意识逐步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17(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所 述,只有各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在第2部分已有 讨论)包括多项承认可持续发展互动性质的原则:
更广泛影响:渔业管理必须考虑渔业对更宽泛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对渔业的影响;
适度规模:渔业管理要采取适度的地理规模,考虑到资源的分布和移动模式,以及影响渔业或受到渔业影响的其他因素;
参与及合作:管理决策及其实施必须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必要的机构和用户群体也要 给予配合。
在多数情况下,达到适度规模都要求在区域层 面进行合作,因为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通常涉及多个国家。随着全球相互依存的格局不断加强,区域渔业机构(特别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可成为讨论渔业管理相关问题以及分享海洋资源的重要国际平台。一直以来,区域渔业机构也在加大工作力度,确保运用各种可能的合作机制推动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开发及管理。
粮农组织通过两个平行渠道支持这一动向:通 过粮农组织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工作强化各个区域渔业机构的工作,以及通过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推动支持各区域渔业机构之间的联系、交流和相互支持。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由粮农组织主持并提供支持,下有53家区域渔业机构(包括25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其目的是加强信息共享,搭建对话平台,支持各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及其合作伙伴讨论关于区域内渔业管理、研究和水产养殖开发等新出现问题。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还会讨论监管 领域的问题。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有助于区域渔业机构快速提高能力,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迫切需 要的规划和管理改进工作提供支撑。
实现更广泛影响意味着仅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内的合作还不够。越来越多的部门对利用沿海和水生环境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且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全球需求不断扩大,因而渔业管理组织与人类其他活动管理组织的合作呼声也日益高涨。
下文将举例说明在不同领域开展合作的需要。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是最为依赖健康生态系统的 食物生产部门之一。水生生物生命周期复杂,它们的发育需要各类环境;任何一种环境的缺失都可能威胁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某品种鱼群的生存。另外,使用或需要水资源的多数活动都会直接影响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反过来也会受其影响。鱼和渔产品是全球贸易量大的商品,贸易路线和市场也对全球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产生影响。
针对这些部门之外的影响因素,很多国际场合, 包括2017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海洋会议,都突出强调 了加强各类区域机构和组织开展跨部门合作的重要 意义,区域渔业机构也在与其他区域组织合作实施各类举措。最值得一提的是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署促进区域渔业机构同相应的区域海洋组织开展讨 论,根据各自的职责和角色,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 通力合作。两个组织还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合作, 在可持续海洋倡议的框架之下,推动区域渔业机构与区域海洋组织加强跨部门合作,共同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具有生态或生物重 要性的海洋区域(EBSA)以及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VME)等问题。
区域渔业机构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15年6月,联合国大会第69/292决议决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制定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生物多样性进 程是建立公海多部门治理机制的重要考虑,区域渔业机构在这方面的作用得到各方认可。
2014年,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C)和《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OSPAR)委员会通过了一 项集体安排,在各自职责领域内就国家辖区之外的特殊地区开展合作。两个组织都致力于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但职责分工各有不同。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捕捞活动, 而这项职责被明确排除在《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的合法权限之外。由于影响受保护机构的某些人为活动不在两机构任何一家的合法权 限之内,《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与具有国际合法权限的主管部门开展了更广泛的合作与协调。
在地中海地区,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署/《巴塞罗那公约》地中海行动计划秘书处 (UNEP-MAP)于2012年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合作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效,包括:
将环境关切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考虑,特别是在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
促进用来划定“具有地中海重要性的特殊保护区”和“禁渔区”的各项现行标准协调一致,特别是部分或全部处于国家辖区之外的区域;
加强合作,支持落实两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
两机构在实施生态系统方法方面也通力合作, 特别是建立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与更宽泛环境保护考虑之间的联系。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还支持其他地区签 订合作协议:
在海湾和阿曼海,区域渔业委员会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组织(ROPME)共同牵头引领合作举措。虽尚未签订谅解备忘录,但区域渔委第七届会议 (2013年5月14-16日,伊朗德黑兰)和主题为“促 进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组织所辖海洋区域制定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区域管理战略”的区域研讨会 (2016年4月4-7日,阿联酋迪拜),均强调了两机构开展切实有效区域合作的价值。两机构的职责 范围和构成互有交叠。
在西南印度洋,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和《内罗毕公约》一直在商讨合作模式,并已经起草了谅 解备忘录,希望将合作正式确立下来。两组织的管理层均对此表示支持。
在东部中大西洋,东部中大西洋渔业委员会(CECAF)和《阿比让公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两机构职责交叠的领域共同支持海洋生物资源及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两机构通过多个联合项 目及举措开展了事实上的合作,如加那利洋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CCLME)项目。合作协议正在编制过程中。
从大西洋到西部中大西洋,西部中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共同支持实施《加勒比和巴西北大陆架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战略行动计划》,这是一个由全球环境基金联合供资 的五年项目。2017年7月27日,五个区域间政府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了加勒比和巴西北大陆架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利用和保护临时协调机制。五家机构包括:中美洲渔业组织;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CCAD);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 秘书处;加勒比区域渔业机制(CRFM);以及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委员会。
此类行动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作的必要性在2016年9月26-28日于韩国首尔举行的“可持续海洋举措与区域海洋组织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全球对话:加速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上得到了承认;“首尔成果”中特别提到这两点。“首尔成果”在海洋及其生物资源联合管理方面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上文所述行动非常重要,但还明显不够。全球各国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里程碑仅有12年之遥。在这12年中,全球人口预计还会增长近10亿。为当代和后代居民提供充足的食物和生计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方法。但历史告诉我们,除恪守防 患未然的原则之外,人类活动还需要其他类型的激励才能真正实现变革。
伴随人口持续增长的全球进程在建设可持续未来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机遇和挑战。鱼和鱼产品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商品,国际贸易量占产量的xx% 。 贸易压力和市场需求及选择,特别是最富裕社会的 需求,极大地影响着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者的 选择,即便在非常偏远的区域也是如此。海洋和内 陆的很多大型重要渔业部门都主要受出口市场驱 动。全球化给渔业和水产养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但同时也为加强渔业管理合作创造了契机。负责渔业管理和资源可持续性的相关机构(如粮农组织) 与具体着眼于环境健康问题的机构(如联合国环境署)要加强合作,另外还要加强同贸易管理组织(如世贸组织)的合作。这种三方合作有可能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因为此类合作提供了切实 避免“按部就班”路径所需的各种条件。
“区域海洋计划”等环保组织或国家环境部委可有针对性地采取水生环境干预措施,重点着眼于能对保持水生生态系统平衡和生产率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特别是涉及到国际贸易的领域。它们可向渔业和贸易组织收集专业化的部门信息,也可将部 分直接干预措施交由这些机构实施,这也会对环境 质量产生影响。
渔业管理组织(主要是区域渔业机构和国家渔业部委)可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动方合作,将管理的重点放在减轻渔业的环境影响和增强渔业 部门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方面。这些机构可收集更有针对性的最新信息,了解渔业和水产养殖对总体环境以及对渔业和水产养殖贸易格局的间 接影响,以此作为渔业管理决策的参考依据。在实施方面,最好是在上游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直接相关的环境质量进行控制,制定支持渔业管理必要 行动的有的放矢的贸易规定,而不要让管理行动更为复杂。
若得到适当管理,此类合作就会形成一个更加 行之有效的全球水生生产管理体系,在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促进包容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个层级的领导者提高认 识,愿意通过合作和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来加强食物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条件并不总是现成存在的,但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人类生命乃至整个星球的挑战—却与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各种挑战完全不同。因而,合作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如本文别处所述,过去40年间水产养殖大幅增 长,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创收和就业以及贸易都产生了影响。水产养殖领域的某些问题引发了跨境或区域关切—如养殖品种的引入和转移;疾病防 控;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对沿海、沿湖和湖泊环境及区域、土地利用、土壤及水资源的影响;行业发展和做法—必须在区域层面上加以应对。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织,1995)第9.2.4条提出要通过适当机制在各个层面促进水产养殖开发合作,包括区域和分区域层面。目前约有1/3的区域渔业机构(涵盖所有区域)都有水产养殖的相关职责,其中一半(包括咨询和监管机构)是根据粮农组织《章程》设立。区域渔业机构与全球各地的区域水产养殖网络进行合作,包括:非洲水产养殖网(ANAF)、密克罗尼西亚可持续水产养殖协会(MASA)、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NACA)、中东欧水产养殖中心网NACEE)以及美洲水产养殖网 (RAA)。
区域渔业机构促进开展知识共享、技术和机构能力建设、管理和治理工作,某些情况下,还要监测 评价各国对照《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水产养殖相关规定的合规情况(粮农组织,2017z)(见插文29中举例)。粮农组织区域会议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审议 区域渔业机构在水产养殖领域开展的工作,以期确定区域优先重点,并提出建议。
区域渔业机构成员中各收入层次国家的分布情况不一。为实现公平发展,粮农组织提倡成员间开展合作,在挑战较大的领域为区域渔业机构提供支持,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改进资 源管理和可持续性。
作为增长最快的食品生产部门,水产养殖对粮 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多数肩负水产养殖职责的区域渔业机构都将其战略或工作计划与粮食安全联系起来。下文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
《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粮食安全、营养和消除饥饿计划》涵盖水产养殖相关内容, 包括学校供膳计划,现正在区域内区域渔业组织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 [COPESCAALC]及中美洲一体化系统[SICA] )的支持下进行实施。
亚太区域的区域渔业机构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亚洲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 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成员国的营养和粮食安全 进步。
在非洲,维多利亚湖渔业组织和粮农组织支持包容性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与区域内其他各方共同推动人类发展、粮食和营养安全。
水产养殖面临的威胁,如跨境疫病和动物卫生的其他方面,是需要区域渔业机构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密切关注并开展合作的关键问题。这些威胁对发展中国家的水产养殖活动影响尤大,特别是在水产养殖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如,甲壳类动物-特别是对虾的养殖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非常重要,但对虾生产一直饱受严重疫病困扰(Subsinghe,2017)。为此,亚洲和太平洋水产养殖中心网络建立了区域水生动物疾病季度报告系统。在近东,区域渔委制定了《水生动物卫生区域战略》(粮农组织,2016k);就水生动物移动风险分析组织了区域培训班,并召开了区域水生生物安全圆桌会议(粮农组织,2017aa);正积极推动实施海洋捕捞渔业及水产养殖空间规划工具(Meaden 等,2016)。
全球来看,水产养殖在初级(生产)部门提供了约1900万个就业岗位。区域渔业机构正通过多 项举措支持各国基于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创造就业,具体领域包括技术转让和创新、分享水产养殖 适应气候变化的良好做法,自主创业及生物安全。如,改进海洋网箱中鱼饲料的质量和绩效以及运用基于陆地的技术让水产养殖在有利的沿海环境中得到了大范围发展(Massa、Onofri和Fezzardi, 2017)。
区域渔业机构是制定区域水产养殖政策、应对 重要新出现问题以及引导水产养殖发展的主要区域机制。随着区域渔业机构在水产养殖部门的工作、政策和职责范围不断拓宽,它们要具有战略眼光, 与利益相关方以及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研究机构、消费者和媒体在内的各个伙伴进行合作,确保水产养殖的发展得到可持续管理,水产养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得到充分体现和认可(另见Hambrey,2017)。
“颠覆性技术”是指“尚不精炼且绩效通常不稳定的新技术,仅为少数人了解,也没有经过证实的实际应用”(Christensen,1997)。颠覆可能意味着现有事物或社会要素出现剧烈变化或遭到破坏。因此,颠覆性技术有可能改变人们工作、经商及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创新或循序渐进会改进现有技术和过程,而颠覆性技术则会提供实现目标的新途径。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和发光二极管(LED)灯就是最初应用时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例证。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颠覆性技术可以给渔民提供更多的信息,让捕捞更加安全(如天气预报) 、更为精确(如卫星定位)且更可预测,从而改变传统的捕捞行为。信息收集和安全存储方面的新技术可以改进合规性和可追溯性,进而会极大改善渔业 资源管理及可持续性。
影响该部门的颠覆性新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 (如提供实时的鱼品市场价格)、高级机器人(如自动切片装置)和“物联网”,或系统、设施和高级传感器的互联互通(如鱼类电子标签)。粮农组织鼓 励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包括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可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提供新的贸易途径, 以便增强可持续性,提高资源和能源效率,同时创 造新的体面工作机会,包括为妇女和青年人创造 机会。
在鱼类食物价值链上,颠覆性新技术可以改变渔业经济的组织模式,消费者会青睐从可追溯透明来源以可持续方式捕捞的渔品,渔民从选择性、安全的渔场提供“所需”产品。颠覆性技术价格逐步下降,未来将会给行为和经济带来改变,对小规模渔民来说也是如此。
目前,颠覆性技术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应用尚不广泛,但三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已为未来指明了方向。这三项技术几年之前还未出现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区块链、传感器和自动识别系统,但现在却改变了该部门的各项进程、利润率和可持续性。
区块链是一种共同记账的信息技术,可支持产品或服务相关数据的数字化储存和跟踪,从原始生产阶段一直覆盖到最后实时到达消费者手中 (图47)。改变的活动被记录为一个信息区块,产生一个价值链上各方都能看到的唯一时间戳字母数字密码。账户可分配信息(以区块的形式),但信息本 身不能变更。链上交易记录采用的是无法作弊的总 账,账户中可以记录交易相关的全部或部分信息。
这种相互连通的信息区块系统避免了庞大的记 账负担,以及复杂耗时的对账工作。信息分配后,交易和相关信息没有集中的存储设施,因而系统很难 作弊或被黑客入侵;但用户仍然可以获取信息,且信息十分透明。由于区块链不受单一机构控制,因而也不会出现单一失灵环节。
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总账提高了透明度和可追 溯性,也加强了交易各方的彼此信任。区块链技术现正在渔业和食品安全部门试行应用,在改善市场可及性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对小规模渔民和养殖户而言。区块链信息很难作弊,这会加强价值链上鱼产品的可追溯性,同时也能支持更多的渔场、养殖场和鱼品加工设施满足很多国家关于原产国和植物卫生标准等进口要求。改进可追溯性还有助于满足买方对合法、负责任来源鱼品的日益增长 的需求。在某些渔场和养殖场,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满足认证要求。
区块链分布式记账的信息透明度和安全性还可以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增强消费者信心。消费者可获取整个价值链上的多种信息,如鱼品的捕捞地点和捕捞方式;处理和储存的温度与时间;过境国和加工国,以及在各国停留的时间;以及加工方式。信息获取将激励价值链上各方共同生产更可持续、更高质量、更加安全的渔品。
数字宇宙的规模预计每两年至少会翻一番,这 主要是因为传感器的应用不断扩大。传感器数量已经超过数十亿(Gartner,2017);传感器应用在方方 面面,包括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太空卫星,船舶,深海以及智能电话。它们支持着各种几年前尚无法想象的服务,如近乎实时的公海捕捞跟踪,人工渔船联系应急机构,或在捕捞前通过应用程序(“apps”) 查询海浪高度。卫星收集海洋状况信息,提供对于保障安全非常重要的近乎实时信息,如海浪高度、 风向和洋流。这些服务通常不收取费用,小规模渔民也可以使用,如通过手机程序。
在渔船上,相机和其他传感器可以改进渔获物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渔具和加工设备的部署。图像和影像对于鉴别品种很有帮助。目前正在几家渔场测试使用图形识别软件自动检测捕捞品种并将其分类。这种做法会极大改进船上观测和渔获报告, 更好地了解种群和渔业活动。
在渔船上(如回声探测器)和公海上设置传感 设备(如浮标或自动无人机)给探测和研究鱼类提供了更大便利。这些设备提供的信息及渔获报告会极大地改变环境和种群评估的数量与质量。
通过传感器数据分析海洋需要复杂的工作流程,远超过传统渔业数据中心的职能。此类更大规 模的数据存储在系统建立之初就需要配套云服务。此类“大数据”的明显例证是环境监测卫星传回的巨大数据集,但手机中的视频和数据也需要一个软 件解决方案,以便灵活适应数量不断增多的用户数据。大数据方法将改变对自然和人类进程的认知, 如种群的增长与分布,或渔业及水产养殖的空间规 划。大数据带来了新的机会,可用于跟踪渔船作业的方式和地点,或全程跟踪产品直至产品进入商店或消费者手中。
海上自动识别系统(AIS)是用于避免船舶碰撞的自动跟踪系统,也是沿岸船舶交通服务(VTS)的 重要工具。自动识别系统收发器运用非加密无线电信号通过内置高频(VHF)发射机向公共波段定期自动广播船舶身份、定位、速度及巡航状况等信息。这 些信息会被船舶、岸站和搜救飞机等通信站接收、 记录,再转播出去。海上自动识别系统的主要用途 是加强海上安全,但它也为海事部门提供了监测水上交通和识别船只的更佳途径。
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V/19号条例)要求特定规格轮船(及所有客轮)装载 自动识别系统。渔船不在条例要求之列,但特定规 模的渔船可能根据国内要求需要装载自动识别系统 (如挪威、美国和欧盟)。
商业捕捞活动也使用依赖卫星通信的船只监测系统(VMS),支持环境和渔业监管组织跟踪并监测渔船活动,此为国家或国际监测控制和监督计划的必要内容。
在自动识别系统和船只监测系统的基础之上, 很多领域正在开发各类应用软件,包括避免碰撞、渔船交通服务、海上安全、航标、搜寻与救援、事故 调查、洋流估测、基础设施保护、船队及货物跟踪以及捕捞船队监测与控制。
从太空探测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也成为可能。不同于传统通信站,卫星不受信号水平距离的限制, 可转播超远距离的自动识别系统的通信信号。近年来,转播自动识别系统信息的卫星数量稳步增多; 据估测,目前每天播送的讯息超过2800万条 (ORBCOMM,2018)。在云技术和基础设施取得飞跃 发展的同时,各类组织也已具备了处理分析巨大体 量数据的能力。在渔业部门,通过应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使用自动识别系统数据为估测捕捞活动、社会经济指标以及捕捞模式提供了新的途径。自动 识别系统还可以为开发支持《关于预防、制止和消 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议》的产品开辟新天地。
渔业部门新的技术为改进渔业实践提供了契机(如更有选择性地确定目标鱼群,或减少渔具损失);但滥用此类技术也会刺激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新技术若不纳入渔业管理,就会增强总体捕捞能力,导致资源过度利用。区块链就有此类 风险。如,区块链可以聚集更多信息,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和效果,从而增强预测能力。一些新技术 还会给缺少适应能力或适应资金的渔场带来障碍。 这些风险凸显了有效管理的重要性,要确保新技术用于加强而非削弱渔业的可持续性。同样,还有必要破除渔民和养殖者获取新技术的壁垒,提高 他们对颠覆性技术的应用能力。机器将会不断进 步,有效控制技术进步对社会环境网络造成的干扰是一项重要的责任。若管理得当,颠覆性技术就能创造巨大的机遇,提高渔业部门的技术和资金 效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粮食安全和生计水平,助力实现《2030年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
自2014年起,每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均介绍具体鱼品预测结果。本节介绍鱼品短期供需预测(插文30)以及通过粮农组织鱼类模型(见粮农组织,2012d,第186-193页)获得的中期预测;鱼类模型是2010年开发的具有政策针对性的动态局部均衡模型,旨在了解渔业和水产养殖潜在发展路径。该鱼类模型与Aglink-Cosimo 模型相关联但并未纳入后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合作,每年利用AglinkC osim o 模型生成十年农业预测并在《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中发布预测结果(经合组织,2018)。鱼类模型使用相同的宏观经济假设 以及Aglink-Cosimo模型采用或生成的部分价格,开展农业预测。此处显示的鱼类预测已拓展至2030年。
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对该部门潜在产量、利用 (人类消费、鱼粉和鱼油)、价格以及可能影响今后供需的主要问题进行展望。模型结果不是预告, 而是合理情景,展示渔业和水产养殖面对一系列具体假设的可能走向:未来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 易规则和关税;厄尔尼诺现象的频率和影响;不存在其他严重气象影响且不会爆发异常鱼类疫病;渔业管理措施,包括限捕措施;长期生产率趋势;不出现市场冲击。该模型还部分考虑到中国十三五规 划(插文31);十三五规划预计将大幅降低中国捕捞渔业产量和水产养殖产量增长率。
根据需求量增加且技术进步的假设,预测期内世界鱼类总产量(捕捞 + 水产养殖,不含水生植物)有望继续增加,到2030年达到2.01亿吨(图48), 较2016年高18%,增产3000万吨(表22),年增速 (1.0%)较2003-2016年(2.3%)下降。
到2030年,捕捞渔业产量预计将达到9100万吨左右,略高(1%)于2016年。增产有限的原因包括:中国因实施新政,捕捞渔业产量减少17%;减产由某些捕捞区域因改善管理使某些物种种群得以恢复而增加的渔获量所补偿;资源处于未充分捕捞状态、存在新的捕捞机会或渔业管理措施较为宽松的少数国家水域渔获量有所增加;渔业产量 利用情况改善,包括由于立法或鱼品市场价格(食 用和非食用产品)上涨,船上丢弃、浪费和损失减少。然而,在某些年份(模型假设为2021年和2026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减少南美洲渔获量,尤其是秘鲁鳀渔获量,导致相关年份世界捕捞渔业总产量减少约2%。
增产预计将主要来自水产养殖;水产养殖产量 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1.09亿吨,较2016年增加37%。但估计水产养殖年增长率将从2003-2016年的5.7% 下降到2017-2030年的2.1%(图49),主要由于中国水产养殖增速放缓,减产部分由其他国家增产所补 偿。尽管增速放缓,水产养殖仍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动物源食品部门之一。2016年,养殖物种占全球渔业产量(食用和非食用)的47%;该比例预计将于2020年首次超过野生物种,到2030年达到54%(图50)。
2030年,水产养殖新增产量的87%以上将来自亚洲国家。亚洲将继续主导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到2030年在世界水产养殖产量中的占比将达到89%。中国仍将是世界主产国,但占总产量的比重将从2016年的62%下降到2030年的59%。各大洲水产养殖产量预计都将继续扩大,不同国家和区域、不同物种和产品产量增幅将存在差异。预计拉丁美洲 (+49%)和非洲(+61%)水产养殖产量增幅最大。在非洲,预计增产部分是由于近年来养殖能力增加,而且经济增长拉动当地需求,当地政策鼓励水产养殖发展。到2030年,淡水物种,如鲤鱼、鲶鱼 (包括Pangasius spp.)和罗非鱼预计将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2%左右;2016年,该比例为58%。虾、鲑鱼和鳟鱼等更高价值物种产量预计也将继续增加。
2030年,约16%的捕捞渔业产量将用于生产鱼 粉。鱼粉和鱼油估计产量(以产品重量计)应分别 达到530万吨和100万吨。2030年,鱼粉产量应较 2016年高19%,但约54%的新增产量将来自于更优化利用鱼品加工产生的鱼废料以及鱼品切割、修剪产生的边角料。2030年,鱼副产品生产的鱼粉将占世界鱼粉产量的34%;2016年,该比例为30%(图51)。 鱼类模型并未考虑使用鱼副产品对制成的鱼粉和/ 或鱼油成分和品质造成的影响。与全鱼制成的产品相比,鱼副产品制成的产品可能蛋白质含量低、灰分(矿物质)含量高、氨基酸(如甘氨酸、脯氨 酸、羟脯氨酸)小。成分差异可能成为增加水产养殖和畜牧饲料中鱼粉和/或鱼油用量的障碍。
该部门预计将进入名义价格上涨的十年。驱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包括:需求侧的收入、人口增长和肉类价格;供给侧因中国实施政策措施导致的捕捞渔业产量潜在小幅下滑、水产养殖产量增速放缓以及某些关键投入品(如饲料、能源和原油)成本压力。此外,中国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增速放缓将刺激中国价格攀升并对世界价格产生多米诺骨 牌效应。养殖鱼类均价涨幅(预测期内上涨19%) 将高于捕捞渔业(不含非食品用途鱼类)(17%)。价格攀升加上供人类消费的鱼品需求量增加,将使2030年国际贸易鱼品平均价格较2016年上涨25%。此外,由于全球需求强劲,预测期内,鱼粉和鱼油价格预计将继续上行,到2030年,名义价格将分别上涨20%和16%。饲料价格高企可能影响水产养殖物种构成,转向养殖需要更廉价和/或更少量饲料或无需饲料的物种。
假设预测期内剔除通胀因素的所有实际价格均将小幅下降,但仍将保持高位。由于供给或需求波动,个别鱼类商品价格波动可能更加明显。由于水产养殖预计将占世界鱼品供给的更大比重,水产养殖将对整个部门(生产和贸易)价格形成产生更大影响。
鱼类产量中供人类消费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约90%)。占比增加的驱动力将包括收入增加、城镇化、鱼类增产以及流通渠道改善。2030年, 世界食用鱼品19消费量预计将较2016年高20% (3000万吨鲜重当量)。但预计预测期内年均增 长率(+1.2%)将低于2003-2016年(+3.0%),主要 由于产量增幅收窄、鱼品价格上涨以及人口增长减速。供人类消费鱼品(1.84亿吨)中约71%将在亚洲国家消费,而大洋洲和拉丁美洲消费数量最低。到2030年,各区域和分区域食用鱼品总消费 量预计均较2016年增加,最大增幅预计将出现在拉丁美洲(+33%)、非洲(+37%)、大洋洲(+28%) 和亚洲(+20%)。
从人均来看,世界鱼品消费量预计将从2016年的20.3千克增加到2030年的21.5千克。但人均 食用鱼品消费量年增速将从2003-2016年的1.7% 下降到2017-2030年的0.4%。除非洲(-2%)外,各区域人均鱼品消费量均将增加。最高增速预计将出现在拉丁美洲(+18%)和亚洲及大洋洲(分别是 +8%)。尽管存在上述区域趋势,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鱼品消费数量和品种总体趋势将存在差异。养殖品种在全球鱼类食用消费中所占比例将增加,到2030年达到约60%(图52)。
在非洲,由于人口增速超过供给增速,人均鱼 品消费量预计将每年减少0.2%直至2030年,从2016年的9.8千克下降到2030年的9.6千克。撒哈拉以南 非洲降幅更为显著(同期从8.6千克下降到8.3千克)。国内产量增加(2016-2030年增加+20%)以及更加依赖鱼类食品进口将不足以满足该区域日益增加的需求量。由于非洲食物不足发生率高(粮农组织等,2017)且鱼品在许多非洲国家总动物蛋白摄入中占据重要地位(见第一部分消费章节),预 期下降的非洲人均鱼品消费量将引发粮食安全关切。下降还可能削弱对鱼品依赖性更强的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具体营养目标(2.1和2.2)的能力。
鱼和渔产品将继续保持较高贸易量。预计2030年鱼类总产量中约31%将以不同加工程度出口,供人类消费或用于非食品用途(如涵盖欧盟内部贸 易则为38%)。从数量上看,供人类消费的世界鱼 品贸易量预计将在预测期内增加24%,到2030年 达到超过4800万吨鲜重当量(表23)(如涵盖欧盟内部贸易则为6060万吨)。但出口年均增速预 计将从2003-2016年的2.7%下降到2017-2030年的1.5%,部分由于中国等某些主要出口国国内价格上涨、鱼品产量增速放缓以及需求更为强劲。中国仍将是供人类消费鱼品主要出口国(其次是越 南和挪威),中国在供人类消费鱼品总出口中所占比例仍为20%。多数鱼品出口增量预计将来自亚洲国家。到2030年,亚洲将占出口增量的51%左右。2030年,亚洲在供人类消费的鱼品总贸易中所占比例仍将为50%。先进经济体预计仍将高度依赖进口满足国内需求。2030年,欧盟、日本和美国将占食用鱼品消费总进口的43%,略低于2016年 (44%)。
上述结果显示,该部门增长相对于往期《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预测有所放缓,主要由于中国《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及其他结构性改革(见上文插文31)的潜在影响。由于中国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占主导地位,供给、消费和价格压力变化可在世界层面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中国政策的实际落实和最终影响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其目标仅部分纳入模型假设,因此未充分体现在上述基线结果中。因此,建立了两个特别情景, 将基线结果与不考虑规划和规划充分落实两种情况的潜在展望相比较(表24)。
2030年,不落实规划和充分落实规划两种情况将产生约1000万吨的中国鱼类总产量之差。在充分落实规划情景下,中国捕捞渔业产量将减少29%, 水产养殖将在中国渔产品供给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在所有情景中,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均将继续增加(不考虑规划情景、基线情景和规划充分落实情景增幅分别为2.2%、1.9%和1.5%),尽管较2003-2016年每年5.3%的增速下降。在规划充分落实情景下,供人类消费的鱼品所占比重增加(由于鱼类 进口增加、新政策支持减少浪费、生产满足市场需 求的物种)将部分弥补相对于不考虑规划情景降 幅更大的总产量。
国内需求量大,预计将给价格造成压力。总之,中国人均食用鱼品消费量将介于48.0千克(充分落实规划情景)和50.2千克(不考虑规划情景) 之间。在规划充分落实情景中,预计中国价格高 企且世界市场上源自中国的鱼品数量减少,将推 高世界价格。这也将刺激其他国家增加产量,从而部分平衡中国减少的产量,尤其是水产养殖产量 (图53)。世界人均食品消费量将介于规划充分落实情景下的21.1千克与不考虑规划情景下的21.8千克之间。
分析得出现在至2030年的主要趋势:
世界鱼类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预计将增加,但增速将逐渐放缓。
尽管中国捕捞渔业产量下降,但世界捕捞渔业产量预计将小幅增加,得益于在资源管理得当前提下其他地区的增产。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尽管较过去增速放缓,但新增产量预计将能够填补供需缺口。
名义价格均将上涨,而实际价格将下跌,尽管仍处于高位。
各区域食用鱼品供给均将增加,尽管预计非洲人均鱼品消费量将下降并随之带来粮食安全关切。
鱼和渔产品贸易增速预计将较过去十年放缓,但鱼品出口量占鱼品产量的比例预计将保持稳定。
中国针对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实施的新改革和新政策预计将在世界层面产生显著影响,使价格、产量和消费量发生变化。
除中国新政外,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本报告 预测。未来十年,环境、资源、宏观经济条件、国际 贸易规则和关税、市场特征和社会行为均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中期产量和鱼品市场造成影响。影响包括气候变化,气候多变性和极端天气事件,环境退化和生境破坏,过度捕捞,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治理不善,疫病和逃逸,以及外来物种入侵;场地和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可供性以及信贷获取相关问题;完善渔业管理、高效水产养殖增长以及技术和科研进步。此外,食品安全和可 追溯性问题,包括需要证明产品并非来自非法和禁止从事的捕捞作业,均可在市场准入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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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通过不同格式、工具和产品获取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统 计数据相关信息参见:www.fao.org/fishery/statistics
5 根据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出版物《2016年地中海和黑海渔业状况》 (粮农组织,2016l),地中海和黑海科学评估种群中约80%未进行可持续开发。此处评估不一致的两大主要原因是:第一,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评估中纳入的物种参照列表与粮农组织历史数据库存在差异; 第二,种群单元地理界限存在差异。
6 本节援引的贸易数据为2018年3月中旬之前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些数字可能与粮农组织渔业商品产量和贸易数据集(1976-2016年)以及 计划于2018年夏初发布的粮农组织《2016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年 鉴》中商品部分收录的数据略有出入。更新后的数据可在下文所示网站上的工具中获取:www.fao.org/fishery/statistics/global-commodities-production。
7 通常来说,出口额按照离岸价(FOB)统计,进口额采用成本、保险加运费(CIF)价格计算;因而,全球层面上进口额应高于出口额。然而,自2011年起形势便开始反转。目前正在研究出现这一反常趋势的原因。
8 本节援引的所有消费统计数据均指2018年3月前粮农组织食物平衡 表中提取的表观消费数据(粮农组织,2018d)。2015年消费数据应视 为初步数据。食物平衡表是指“可用于消费的平均食物供给量”(或 表观消费),由于多种原因(如浪费和损失),可能会高于平均食物摄入量或平均实际食物消费量。表观消费是指产量(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减去非食物用量(包括用于制成鱼粉和鱼油的产量),再减去鱼类出口,加上鱼类进口,再加上或减掉存量。所有计算均采用鲜重当量。生计性渔业和休闲渔业产量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跨境贸易的相关信息尚不完整,因而可能会导致消费量被低估。
9 与之前数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相比,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援引的数量因受到总体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也出现了少许 差异(联合国,2018a)。
10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CCSBT);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GFCM);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IATTC);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IC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国际太平洋比目鱼委员会(IPHC);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 (NAFO);北大西洋鲑鱼养护组织(NASCO);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NEAFC);北太平洋溯河鱼类委员会(NPAFC);太平洋鲑鱼委员会 (PSC);区域渔业委员会(RECOFI);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SEAFO); 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11 欧盟、日本、挪威、菲律宾、西班牙、非洲小型渔业专业组织联合会(CAOPA)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均在承诺中直接突出粮农组织。
12 目标14.6当前指标,由于重点关注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 鱼有关文书,而不涉及渔业补贴,因此未涵盖可持续发展目标14.6全 部内容。
13 几内亚湾区域渔业委员会、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
14 贝宁、布隆迪、喀麦隆、科摩罗、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加纳、马达加斯加、缅甸、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哥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5 在巴哈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曼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6 例如:几内亚湾区域渔业委员会、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区域渔业委员会、中西部大西洋渔业委员会、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
17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美洲热带 金枪鱼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北大西 洋鲑鱼养护组织;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北太平洋溯河鱼类委员会; 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区域渔业委员会;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南印度洋渔业协定。
18 联合专家组的资助单位包括国际海事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有害藻类大量繁殖政府间海洋学小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 食用/供人类消费的鱼品是指鱼品产量(不包括制作鱼粉和鱼油等 非食品用途)减去出口、加上进口、加上/减去库存数据。本节鱼品消 费数据是指表观消费量,即平均可供消费的食品数量。由于多种原因 (如家庭浪费),该数量不等于可食用食品摄入量/可食用食品消费量。